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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七十五週年以及澳門回歸祖國二十五週年的“雙慶之年”，

也是澳門“一國兩制”實踐進入中期檢討的重要時間節點。在新的時代背景下，中央因應

國內、國際發展新格局，根據澳門“一國兩制”實踐的經驗以及實際情況，對澳門“一國

兩制”實踐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除希望澳門繼續堅定不移、全面準確地貫徹“一國兩制”

方針外，還希望澳門能不斷增強治理能力，提升治理水平，促進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同時

主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積極助力國家對外開放，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更好發揮作用。

本期《澳門新視角》刊載的多篇文章均與上述主題相關，是對中央對澳門“一國兩制”實

踐新要求的積極回應。

《澳門新視角》

副總編輯 江華

二〇二四年五月，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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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館數字化與館際交流合作——以故宮博物院爲例

雷文昌1 李略2

摘要：博物館作爲歷史文化的一個重要載體，在一個國家和地區的文化建設中有著舉

足輕重的作用。要充分發揮博物館的作用，數字化與館際交流合作必不可少。本文通過分

析故宮博物院的數字化進展、面臨的挑戰及交流合作的成效，認爲博物館的數字化與館際

交流合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互補，並提出相關政策建議，包括：大力宣傳數字化的豐富

功能、講好數字化文物背後的歷史故事、製作精良的解說視頻、整合數字化應用、加强博

物館間的交流合作、注重生活場景的重現、重視影視劇的創作和大力開發文創産品等。

關鍵詞：博物館；數字化；館際交流合作

前言 文化强國建設與博物館功能的發揮

2020 年，中國共産黨第十九届五中全會提出了到 2035年建成文化强國的遠景目標，

2022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十四五”文化發展規劃》明確指出，“文

化是國家和民族之魂，也是國家治理之魂”，提出建設文化强國的措施之一就是要完善公

共文化服務體系，“推進……博物館等公共文化場館免費開放和數字化發展”。

博物館作爲歷史文化的一個重要載體，在文化强國建設中占據重要作用。國際博物館

協會（2022）對博物館的最新定義指出：“博物館是爲社會服務的非營利性常設機構，它

研究、收藏、保護、闡釋和展示物質與非物質遺産。它向公衆開放、具有可及性和包容性，

促進多樣性和可持續性。博物館以符合道德且專業的方式運營和交流，並在社會各界的參

與下，爲教育、欣賞、深思和知識共享提供多種體驗。”

要達成博物館的上述目標，數字化與館際交流合作必不可少，本文以各地故宮爲例，

采用案例分析、比較分析、深度訪談等方法，分析內地及港澳臺博物館的數字化的進展、

挑戰及交流合作的成效並提出相關政策建議。

一、博物館數字化的主要內容

1 雷文昌，澳門理工大學人文及社會科學學院公共管理碩士研究生。

2 李略，澳門理工大學人文及社會科學學院教授，澳門新視角學會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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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息技術的大潮中，博物館的數字化爲其上述功能的實現提供了極大的便利。博物

館數字化，是指博物館各個工作方面全面地采用數字技術、信息技術爲常用工具，使電腦

成爲日常的工作平臺，更高效率地爲文物的保存和利用服務。博物館數字化是爲適應當代

信息化社會而對博物館功能、組織、工作的再定位（祝敬國，2016）。

博物館數字化涵蓋了文博工作的收藏、保管、研究、陳列、教育、市場等所有的工作

內容。例如，文物保管中的出入庫管理、盤點工作，文物修復工作的色彩輔助分析、碎片

輔助拼綴，陳列展覽的虛擬展示和安全防範，文物存放環境的溫濕度監控等等（祝敬國，

2016）。

另一方面，數字化博物館是以博物館物理實體爲基礎，在信息網絡平臺上建立的一個

信息服務體系。數字博物館是物質博物館在數字網絡空間的再現和反映，具有網絡化、智

能化、虛擬化的特點，有時也被稱爲虛擬博物館。這些概念的涵義大多是重合或相近的。

關於博物館數字化建設，國內外已經有一整套成熟的理論體系。有學者總結美國博物

館數字化建設的六大內容是：博物館網站、數字化博物館、講解導覽及虛擬模擬系統、數

字化圖書館和辦公自動化系統、藏品數據庫系統。發現博物館數字化建設中高科技和高素

質的人才支撑、國家重視博物館的數字化建設、以及多種途徑的經費來源，爲數字化建設

提供資金保障是美國的博物館數字化建設的優勢（王裕昌等，2013）。也有學者認爲博物

館的數字化建設首先是對博物館資源的數字化，當然這是以藏品爲中心的數字化，但其目

標是以觀衆爲中心的服務數字化，必不可少的是管理數字化，這樣就漸漸形成了博物館的

數字保護（以藏品爲中心）、數字服務（以觀衆爲中心）、數字管理（以人員爲中心）三

大板塊的工作（趙豐，2022）。在世界各大博物館數字化建設中，也大多是按照這樣的思

路來進行。

二、兩岸四地故宮數字化建設與舘際合作的進展

北京故宮是世界上規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木結構宮殿建築群，建立於其上的故宮博

物院，占地 112萬平方米，藏有超過 186萬件文物，成爲中國博物館的代表。目前，北京

和港澳臺地區擁有多座展示著故宮文化和故宮珍貴歷史文物的展館。

（一）北京故宮與故宮北院

清朝遜帝愛新覺羅•溥儀遷出紫禁城後，大批宋、元、明、清之稀世珍品留於宮中，構

成故宮博物館館藏的基礎。之所以稱為基礎是因爲故宮博物院的文物不僅僅來源於紫禁城

中的文物，還收藏了其他皇家禁地中宮觀、壇廟、園林、行宮、圍場、陵寢、王府等地中

的衆多珍貴歷史文物等。根據清宮檔案記載，清朝末年，清內務府就曾陸續將北京西郊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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壽山清漪園、香山靜宜園、玉泉山靜明園等皇家園林中一些不常用的宮殿室內陳設移至紫

禁城保管。

長期以來，北京故宮博物院受空間和條件的限制，展出文物約 3 萬件，僅占故宮 186

萬件文物藏品的 2%，無法展示故宮珍貴文物的整體面貌，特別是大量大型珍貴文物（如家

具、地毯、巨幅繪畫、鹵簿儀仗等）因場地局限而長期無法得到及時、大規模的科學保護

和有效展示，同時受到文物建築特性的限制，衆多文物藏品得不到及時的保養和修復。爲

解决這一問題，北京故宮博物院於 2022年在北京海澱開工建設故宮北院，選址三面環水，

與北京西郊的“三山五園”相鄰，皇家園囿宮城一脉相承。

北京故宮除了建設故宮北院以外，數字化建設也成效顯著。

故宮博物院從 1998年開啓數字化建設，積累了豐富的數字化經驗和成果。

北京故宮的數字故宮社區基本架構分八個方面（馮乃恩，2017），分別是社交廣場、

文化展示、資訊傳播、參觀導覽、學術交流、公衆教育、休閑娛樂和電子商務八個功能板

塊。在網站內容方面，北京故宮的官網頁面包含 8 個專欄，分別是首頁、導覽、展覽、教

育、探索、學術、文創和關於（主要是介紹故宮博物院的歷史和機構設置等）。

故宮博物院數字影像資源管理在 20年的發展歷程中取得豐碩的成果（石秀敏 2022），

數字影像資源管理覆蓋影像采集、加工、檢索和利用的全生命周期,故宮博物院通過使用科

學成熟的信息化建設方法論，引入穩定可靠的新技術，構建起一套規範、高效、可擴展的

數字影像資源管控和服務體系，對博物館數字影像資源管理具有借鑒意義。

故宮博物院 2015年推出每天更新一件院藏文物的《每日故宮》、2016年推出隨時隨地

“雲逛展”的《故宮展覽》兩款手機 APP應用。 2022年發布《紫禁城 365》APP，爲廣大

觀衆綫上欣賞故宮美景、瞭解故宮古建築文化增添新窗口。該應用通過美圖、答題、知識、

故事四種體驗形式，貼合當下移動閱讀習慣，多角度詮釋紫禁城建築文化，全方位展示故

宮文化遺産保護研究成果。

爲了進一步提升日常管理工作的數字化深度，故宮博物院 2022年與釘釘（中國）信息

技術有限公司簽署戰略合作協議，共同探索故宮數字化辦公新場景。2023年故宮博物院還

與騰訊集團開展跨界合作，利用數字科技爲博物館賦能，建立“故宮·騰訊聯合創新實驗

室”，進一步激活、强化、釋放博物館的力量（蘇怡、張沛沛，2022）。 故宮博物院院長

王旭東（2021）對數字故宮 20多年來的工作概况進行了非常全面的梳理和系統介紹，特別

提到昨天、今天和明天三個不同時期數字故宮的建設，“數字故宮”的總體目標是利用先

進的信息技術，遵循真實、完整、可用的數字資源長期保存原則,更好地保護和展示古老的

紫禁城文化遺産，助推文化資源的全人類共享,是 21世紀故宮博物院發展建設的重要目標。

（二）臺北故宮

1925年，故宮博物院在北京開院，之後因抗日時期北方情勢緊張，文物南遷避難。幾

經輾轉，最後在臺北安定並於 1965年建立了臺北故宮（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重新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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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博物院正館爲中國傳統宮殿式建築，樓高四層，綠瓦黃脊，與館藏珍寶相互輝映。從

此開始，中國出現了一南一北兩座故宮，許多精品文物離開了故土北京，至今無法團聚。

臺北故宮因應數字時代來臨，首要任務是要將近 69 萬 6,344件文物予以數字典藏，從

1997年起，逐步建立起 21個資料庫，無論在文物管理、預防性維護、展覽規劃與設計、教

育推廣、研究出版、新媒體數字藝術製作、文創開發及觀衆服務等業務上，都提升了效能

與品質，讓故宮豐富精緻的典藏，在資訊科技襄助下産生更大的價值與影響，也徹底改變

了故宮原有的作業方式與思維 （馮明珠，2015）。

也同樣是在 1997年，故宮博物院架設了中、英文雙語全球資訊網，並陸續增加日、韓、

法、德、西、俄及阿拉伯文等至九種語文版；此外，二○○二年十二月始，故宮發行中、

英文版“故宮電子報”，7 陸續推動各種文物數位學習、開放典藏資料庫，並製作超過 300

個主題網站及環場虛擬展示等，觀眾可通過電腦設備，彈指之間盡覽之，故宮儼然已成為

一座無牆博物館。

臺北故宮博物院的官網分爲參觀、展覽、活動、典藏、學習、出版、研究七個板塊。

值得注意的是臺北故宮自 2022年 12月 28日起，在典藏數據庫中開放院藏書畫類、器物類、

織品類文物低階圖像（100萬畫素）計約 40萬幅，無須申請、不限用途、不用付費即可公

開使用，且不須注明出處。自 2023年 12月起，開放中階圖像（600萬畫素）計約 40萬幅，

中階圖文件及網站文字均無須申請、不限用途、不用付費即可公開使用，臺北故宮在未來

將持續落實開放數據政策，配合數字化進程開放其餘圖檔，給研究人員和有興趣愛好的人

們提供了極大的方便。同時網站中還有一些關於重要文物的短視頻介紹。

臺北故宮博物院還可對館藏史料（尤以清宮檔案居多）進行個性化的文獻計量分析和

共現圖譜分析，共現圖中關聯綫越粗代表字詞出現頻率較多，越細則表示字詞出現頻率相

對較少。人們也可以按照不同歷史時期進行資料檢索，也可以通過關鍵詞查閱檢索各類資

料檔案，這是北京故宮和香港故宮等沒有的。

（三）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

隨著時代的發展，我國除北京故宮及北院、臺北故宮以外，又興建了香港故宮文化博

物館。

2022年 7月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正式對公衆開放，坐落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油尖旺區西

九文化區博物館道 8號，來自北京故宮博物院的 914件珍貴文物在香港故宮展出，當中部

分藏品更是從未對外公開展出。這也是北京故宮博物院建院以來，規模最大、級別最高的

文物展覽。

香港是中西文化交流融合之地，紫禁城是明清兩代帝王與後妃的主要居所，來自北京

的精美的文物讓港澳地區的觀衆瞭解紫禁城內從清晨到夜晚的生活點滴，探索宮城內人員

豐富的物質與精神世界。故宮文物是中華民族五千年的精粹，文物是教育非常好的載體。

香港故宮的建成對於促進香港與內地的文化事業融合發展，讓香港的文化發展融入國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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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發展大局，同時將中華傳統文化傳播給世界觀衆，助力香港發展成爲中外文化藝術交流

中心都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香港故宮開館後，故宮博物院陸續提供《紫禁城·天子的宮殿》、《養心殿》、《靈

沼軒》和《韓熙載夜宴圖》等 7部虛擬現實（VR）節目，以高精度數字影片形式向香港觀

衆更直觀展現故宮文化遺産古建築群和院藏文物。故宮博物院還提供了《月朗風清暮合紫

禁》、《八大作》、《故宮新事》三部視頻專題節目，聚焦故宮文化遺産保護成果，以便

香港觀衆瞭解到故宮博物院古建修繕、文物修復等非物質文化遺産以及學術研究最新理念

與成果。

在參觀展廳中精美文物藏品之餘，意猶未盡的觀眾朋友可繼續通過故宮博物院官網

（www.dpm.org.cn）、“數字故宮”小程序和“故宮出品”系列 APP隨時隨地“雲遊故宮”。

“全景故宮”讓觀衆足不出戶，在香港就可沉浸式體驗故宮宮殿建築的宏偉壯觀與精

工巧做。“數字文物庫”裡展出超過 83,000件各時代不同類別的故宮精彩文物。觀衆可以

在“故宮名畫記”仔細欣賞品味院藏珍貴書畫影像，包括《清明上河圖》《千里江山圖》

共 600餘幅作品。“每日故宮”APP每日甄選一款館藏珍品，“故宮展覽”APP讓香港民

眾可以隨時走進故宮看展。

（四）澳門藝術博物館的故宮文物展覽

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澳門藝術博物館經常展出來自故宮的文物。2023年 12月，“吉祥

殊勝——故宮與扎什倫布寺珍藏文物展”在澳門藝術博物館揭幕，展出故宮博物院和扎什

倫布寺的 137件珍稀藏品，爲觀衆帶來歷代班禪及宮廷佛教藝術專題展覽。展覽分別以“從

須彌福壽之廟至紫禁城”、“來自扎什倫布寺的藝術”、“六世班禪的遺珍”三個單元，

引領觀衆走進歷史深處，感悟藏傳佛教悠久歷史的文化積澱和藝術瑰寶的歷程。展品中以

六世班禪赴京覲見乾隆帝的相關文物最受矚目，觀衆可從皇帝册封班禪的金印金册、乾隆

皇帝與六世班禪之間的貢賜往來文物、佛像敕文等，見證清代西藏地區與中央政府的密切

往來。在此之前，澳門藝術博物館還展出了“紫禁城裡過大年”主題展覽，依托北京故宮

博物院館藏文物資源，兼顧學術性和通俗性，通過仔細研讀清代檔案史料，展出與春節元

宵節有關的歷史文物，讓觀衆體驗皇家、宮廷的真實節慶活動。

澳門藝術博物館還常年在綫上展覽故宮的有關主題文物，例如：賀歲迎祥——紫禁城

裡的春節文化、禦瓷菁華——故宮博物院藏明代禦窑瓷器展、一代昭度——故宮博物院藏

清代帝后服飾等，使得大家可以隨時重溫精美的文物展品。

澳門藝術博物館具有線上 VR虛擬導覽功能，提供繁、簡、葡、英四語介紹，公眾可

透過電腦或手機裝置，掃描指定二維碼（QR Code）或登入文化局綫上虛擬參觀網站

（vr.icm.gov.mo），只需滑鼠點撃或屏幕觸碰，便可以自在暢游各個展廳，觀賞廳內 360

度環境，通過點撃展品位置，即可瀏覽展品高清相片，同時查閱文字說明，隨時隨地線上

參觀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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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文物資源數據庫

正如上文所介紹，兩岸故宮的數字化建設和數字博物館建設都取得了不錯的成績，國

家文物局（2017）發布的《第一次全國可移動文物普查工作報告》中也提到，建立文物資

源數據庫和文物身份證制度，改變過去各單位文物信息零散孤立、互不相通的信息孤島局

面，實現全國國有可移動文物信息的統一集中存儲。登錄文物照片 5,000萬張，數據總量超

過 140TB，有效構建全國可移動文物大數據。但是如何讓這些數字化資源物盡其用，發揮

出最大的價值，並且隨著時代的發展煥發出新的活力，而不僅僅是將其變成數字代碼，成

爲塵封的歷史標本，甚至某一天由於存儲媒介的變更而導致丟失，這應該是後續更進一步

探討和研究的，也是我們這個時代所肩負的使命。

三、博物館數字化的挑戰與建議

（一）加大宣傳博物館數字化的豐富功能

作者針對 211工程院校的在校大學生進行隨機街頭采訪和問卷調研，問卷調查顯示，

90%以上的受訪者表示不知道故宮博物院官網有上述功能，甚至從未登錄進故宮官網瀏覽

或查閱資料。只有不到 5%的學生登錄進故宮官網瀏覽過，但目的也是爲了看有什麽展覽或

者購票，並沒有仔細瀏覽研究，即便知道有這些功能，平時也不會花時間去觀看，或是走

馬觀花的簡單瀏覽。大學生尚且如此，其他學歷和社會階層的人員可想而知。

因此要進一步加強宣傳，使得民眾更加瞭解博物館數字化的豐富功能，以便發揮更大

作用。特別是對於青少年學生，鼓勵他們更多的瞭解使用博物館的數字化資源，讓學習參

觀博物館在全社會蔚然成風。

（二）講好數字化精美文物背後的歷史故事

對瀏覽過故宮網站的人們的訪談中，我們發現大家認爲數字化藏品庫的功能還有不足。

它雖然可以高清晰展示了大量文物的細節全貌，但文物背後的歷史故事、創作背景、原有

承擔的歷史功能都沒有詳盡的介紹，人們對於這些文物的印象更多就是一些美麗圖案的堆

砌或者古代能工巧匠精湛技藝的展示。包括故宮推出的“每日故宮”手機應用，每日更新

的文物照片只有圖片，沒有詳細介紹，也不能下載使用。這對於人們參觀數字化博物館時，

是沒有知識體系和概念框架的構建的，要講好中國故事，就須將精美文物背後的歷史故事

娓娓道來。

（三）製作精良的短視頻介紹

在短視頻、碎片化閱讀風靡的時代，人們喜歡用視頻的方式學習互動。雖然北京故宮

有自己的官方抖音、微信短視頻賬號，但是點擊量、轉載量、點贊人數、閱讀量都十分低

迷，相比於那些自媒體博主頻繁發布的一些難以經得起學術考究的講解視頻充斥在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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抖音等平臺，其轉載量和閱讀量動輒十萬以上，與故宮的賬號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中間

的原因，一方面北京故宮的短視頻製作水平有待提高，另一方面還應注重市場化需求導向，

用通俗易懂，觀衆喜歡的方式製作，避免曲高和寡，出現高處不勝寒的現象。

（四）整合分散的數字技術應用

故宮在向用戶提供多元化服務場景的同時，面臨著數字資源分散、功能割裂、不易查

找的問題，建議通過分析故宮博物院的媒介技術應用，基於一站式數字服務設計提出提升

博物館數字資源利用率的方案，從而加强數字服務與觀衆之間的連接與循環,鞏固博物館公

共服務職能（康曉路 2021）。比如故宮推出的 6個不同主題的 APP 應用，分別是十二美

人圖、紫禁城祥瑞、皇帝的一天、韓熙載夜宴圖、每日故宮、清朝皇帝服飾。這六個應用

內容確實非常精美、製作精良，但是對於觀衆和用戶的問題是觀看每一項內容都要單獨下

載一個 APP，看完之後可能過兩天由於手機內存不足，又只能無奈的卸除，並沒有形成一

個系統的文件夾。

四、博物館數字化之外的政策建議

通過對參觀博物館的民衆的訪談，我們發現，對於大多數民衆而言，網上的數字化展

品還是不能代替實地的參觀游覽。即便有人多排隊、天氣不良、環境嘈雜等等的煩惱與不

便，參觀者還是更願意近距離現場感受文物實體，這是數字化所無法取代的。

（一）加强博物館之間的交流與合作

澳門香港受歷史和地方所限，文物沒有內地豐富，所以北京故宮長期將各類精品文物

在香港、澳門展出，豐富了港澳地區人們的精神世界，方便了港澳同胞對故宮文化、中華

文化以及中國歷史的學習，增加了內地和香港、澳門之間的密切聯繫。從狹義的“故宮”

到廣義的“故宮”，北京、臺北、香港、澳門四座城市，相互聯繫，相互映襯，相輔相成，

相得益彰，構成了一個大型的展示故宮文化的博物館集群，故宮文化在兩岸四地熠熠生輝。

未來港澳臺地區可以與內地進行文物的數字資源共享和數字化資源合作，打通壁壘，

摒弃偏見，取長補短，相互學習借鑒成功經驗，共同繼承和發揚故宮寶貴的文化資源。

（二）注重生活場景的還原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讓收藏在博物館裡的文物、陳列在廣闊大地上的遺産、書寫在

古籍裡的文字都活起來”。兩岸故宮在推介故宮文化，讓文物更進一步走進大衆生活的過

程中，應更加注重文物原有的場景還原和再現。北京故宮博物院曾在單霽翔院長的帶領下，

陸續推出了幾個大型的原狀陳列展，如坤寧宮帝后大婚原狀陳列展、壽康宮慶隆尊養原狀

陳列展、景山壽皇殿皇家祭祖原狀陳列展等等。區別於將文物單獨割裂的陳放在展櫃中不

同，原狀陳列力求恢復歷史原貌，宮殿中的陳設都是嚴格遵循歷史檔案記載去選擇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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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是在北京故宮擁有得天獨厚的優勢，北京故宮除 180萬件可移動文物之外，還有 16萬

平方米的不可移動古建築文物。原狀陳列能够更加直觀清晰的表達每一件文物原有的歷史

功能和定位，讓觀衆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厚重的歷史文化氛圍，這些精美的文物藏品與歷盡

滄桑的古代建築一起構成和諧統一的整體，蘊含著豐富的歷史信息和文化內涵，向世人形

象地展示故宮文化。未來，兩岸四地的故宮還可以因地制宜，還原出更多的文物場景、生

活場景，舉辦更多的原狀陳列展以滿足人們的參觀需求。

（三）重視影視劇的打造

另一方面，影視劇在傳播故宮文化，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中也發揮著至關

重要的作用。客觀的來講，大多數人們對於歷史的認知基本上是通過觀看影視劇學習，這

是一種最簡單高效的學習方式，雖然一些影視劇存在誤導或者有違歷史的情况發生，但其

影響力還是很深遠的，特別是一些經典影視劇作品的場景布置是嚴格遵循史料記載，進一

步加工創作而成，是在原狀陳列的基礎上加入了人物活動和劇情，是一種更加生動的場景

還原和情景再現。比如人們對於故宮博物院特別是清代文物的關注熱度的提升，有一個很

重要的影響因素就是電視劇《甄嬛傳》的熱播。2024年 2月 28日國務院台辦舉行例行新聞

發布會，國台辦發言人朱鳳蓮表示，《甄嬛傳》開播 12年來，在兩岸長盛不衰，成爲每年

春節期間的頂流電視劇，看到島內媒體報道說，看《甄嬛傳》已經成爲臺灣民衆新年賀歲

節目的新選擇，也看到臺灣網友留言把過年看《甄嬛傳》當作與“老友”重聚。臺灣民衆

對影視劇《甄嬛傳》情有獨鍾，對於清代歷史、故宮文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熱愛同內

地民衆是一樣的。《甄嬛傳》的播出讓國民對特定歷史時期的框架構建和宮廷生活的認知

都起到了一個助推作用，在《甄嬛傳》開播後，許多人都能將清代王公大臣、後宮妃嬪的

等級制度背的十分熟練，劇中出現的古詩文和經典臺詞也是信手拈來，清代日常生活用具

如何使用，民風民俗、規矩禮儀也是了然於胸。看過《甄嬛傳》後，再去故宮裡參觀文物，

多出許多親切感的同時，也讓人印象更加深刻。而作爲故事的發生地，北京紫禁城裡一處

處年深月久的宮門，背後的故事可能比電視劇本身更傳奇，吸引著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選擇

去故宮工作，投身進文物保護和歷史研究的領域。

（四）大力開發文創産品

推廣文創産品已成爲世界各地博物館的發展潮流，北京故宮與臺北故宮近些年均推出

了大量精美的文創産品。（李韋 2016）運用 SWOT分析法，討論了北京故宮博物院與臺北

故宮博物院各自文創的優勢、劣勢、機會和威脅。盤華、王興堯也對兩岸故宮文創産品進

行了比較研究，上世紀八十年代，臺北故宮率先在中國開啓了博物館文創開發與研究，並

在隨後取得了良好效益。進入二十一世紀，北京故宮的文創産業蒸蒸日上，將紫禁城文化

帶入了千家萬戶。當然，蓬勃發展的同時也會存在一些問題，北京故宮的文創近些年也存

在著質量下滑、同質化嚴重、甚至脫離故宮文化等問題。臺灣《旺報》的一篇評論也稱，

臺北故宮曾是文物保護的代表和文創産業的旗幟，但近年來屢屢受到政治議題操縱。在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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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故宮的綫上故宮商店購買須知上提示：“套書、瓷器及高仿品，暫時停止進口大陸。自

2018年 5月起厦門海關對於進口貨物,實施嚴格審驗，套書、瓷器及書畫類商品，將暫時停

止進口大陸，出口時間將視海關作業而定。”（丁宇 2019）談到曾經翡翠玉白菜冰箱貼、

仿照唐代後宮女眷“墜馬髻”造型做成的頸枕、毛公鼎領帶夾、小乾隆茶杯等文創産品，

都是陸客必買伴手禮。但如今，曾引領風潮的文創商品近年也未見亮點。

文創産品講述著文物背後的故事，同樣也是展示故宮文化的重要載體。文創産品在文

化傳承中是一種外在的形式，其核心的內容還是文化本身。面對故宮巨大的文化資源寶庫，

如今的文創産品對於故宮文化的開發還只是冰山一角，仍需不斷的深入研究和挖掘。另外

文創産品雖然重在創新，但目前一些文創産品的創新已然脫離了原有的文化，甚至創新的

不倫不類、毫不相干。所以，原有文化傳統的繼承保留和弘揚也至關重要，這樣才能跳脫

文創産品同質化的困境。故宮博物院中收藏有大量的清宮舊藏皇家生活器具，大到傢俱陳

設，小到鍋碗瓢盆、杯盞筷子、收納食盒等等，這些生活器具如今在我們日常生活中依然

在高頻使用，基於這類文物開發出的文創産品其原有形制樣貌、功能定位等可以完全保留，

做到較高程度還原復刻即可，只在生産技術和加工材料上進行創新，例如新型復合材料、

3D列印、SOLID EDGE、虛擬仿真等新技術新材料的進一步運用，不僅可以大批量生產加

工，而且即便不使用金、銀、玉等名貴奢靡材料，但還原度還非常高，大大降低了生産成

本，適合量産推廣。這樣的不脫離於日常生活的文創産品才能更好的走入尋常百姓家，真

正讓故宮文化走入千家萬戶，一代又一代的將中華文化傳承下去。

兩岸故宮的文創開發對於各地更好利用博物館資源、活化傳統文化、講好中國故事具

有示範作用，共同向世界展示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中國智慧。同時對於增進兩岸同胞心

靈契合，提升兩岸同胞的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都有著很好的情感紐帶之用。

結語

隨著社會發展，博物館逐漸進入大衆的文化生活圈，在文化强國的建設中扮演重要角

色。因應信息化的浪潮，博物館加快數字化和館際合作才可以更大程度發揮其研究、收藏、

保護、闡釋和展示物質與非物質遺産的職能，更開放、更可及和包容，並爲教育、欣賞、

深思和知識共享提供多種體驗。

兩岸四地的故宮同宗同源，本就屬於一個“大故宮”範疇，四座故宮，五座博物館各

具特色和魅力。進入新時代，兩岸四地的故宮相互之間應加强聯繫，取長補短，優勢互補，

共同推動故宮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讓兩岸四地群衆能够更加全面的瞭解一個完

整的紫禁六百年，讓故宮文化、中華文化在中華大地更加熠熠生輝，爲發揚中國優秀傳統

文化、建設文化强國做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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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綠色行爲如何溢出影響員工工作、公共和居家綠色行爲？

——基於認知—情感加工系統理論視角

莫紫瑩1 馬裕2 劉丁己3

摘要：隨著工業污染和生態破壞等環境問題日趨嚴峻，個人的日常工作、生産和生活

中所帶來的環境問題也越來越突出。其中，員工綠色行爲是企業可持續發展的關鍵所在，

並已成爲政界和學術界關注的焦點。通過對 333份有效員工問卷進行實證分析，本研究探

究了企業綠色行爲如何溢出影響員工工作、公共和居家綠色行爲。研究結果顯示：企業綠

色行爲會通過員工的認知加工系統（綠色認知）和情感加工系統（和諧式綠色激情）來促

使員工工作、公共和居家綠色行爲。同時，在低程度的社會規範下，企業綠色行爲對綠色

認知和和諧式綠色激情的影響越强；反之越弱。本文擴展了企業綠色行為和員工綠色行爲

的相關研究，爲企業綠色發展和管理提供了理論與現實意義。

關鍵詞：企業綠色行爲；員工工作綠色行為；員工公共綠色行為；員工居家綠色行爲；

綠色認知；和諧式綠色激情

一、引言

近年來，全球氣候變暖，霧霾天氣，冰川消融等環境問題使得人類生存與發展面臨嚴

峻挑戰，影響著人類存續和世界各國的社會經濟發展方向和模式。各國迫切需要重視環境

問題，推動産業綠色轉型和可持續發展。我國作爲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在全球綠色治理

中的作用不容小覷。中共十八届五中全會在“十三五”規劃中將“綠色”列入五大理念之

一，並表示要通過綠色理念引領可持續發展。。中共十九届四中全會，提出堅持“人與自

然和諧共生”，並進一步强調要實行最嚴格的生態環境保護制度來構建“人人有責、人人

盡責、人人享有”治理共同體。

在此形勢與背景下，企業對綠色發展的重視程度日益增加，越來越多的企業開始重視

基金項目：本文為廣州市哲學社科規劃 2023年度課題（編號：2023GZQN19）階段性成果之一；教育部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 2020年度項目（編號：20YJC630105）階段性成果之一。
1 莫紫瑩，暨南大學國際商學院助理教授、碩士生導師。中山大學工商管理博士後、管理學博士。
2 馬裕，暨南大學國際商學院碩士研究生。
3 劉丁己，澳門大學工商管理學院教授，博導。澳門大學持續進修中心主任，澳門新視角學會副理事長，

澳門特區政府經濟發展委員會委員。



12

環境問題對其競爭力和可持續發展的影響（Paillé等，2014）。同時，企業作爲經濟活動的

主要參與者和技術進步的主要推動者，其戰略實施和干預必然會影響“綠色生産”和“綠

色生活”（李維安等，2019）。然而，僅僅依靠企業的力量是不够的，員工作爲企業綠色

戰略的實施者，其行爲將會影響企業綠色戰略的成效。在企業可持續發展戰略中，員工的

綠色行爲是連接綠色生産和綠色生活的紐帶。這爲推動企業可持續發展和綠色轉型起到促

進作用（Lülfs & Hahn，2013）。基於此，本文試圖探討企業綠色行爲能否影響員工的綠色

行爲，其中的影響機制如何？此外，企業的綠色行爲如何溢出影響員工工作、公共和居家

綠色行爲？這對推動企業可持續發展和綠色轉型起到促進作用。

爲了系統全面地回答上述問題，本文基於認知—情感加工系統理論視角，通過對 333

份有效員工問卷進行實證分析，考察企業綠色行爲對員工綠色行爲的影響效應，並從工作、

公共以及居家等領域進一步探討。同時，結合了認知加工系統（綠色認知）和情緒加工系

統（和諧式綠色激情）兩個視角來剖析二者的關係，並依次介紹了綠色認知和和諧式綠色

激情在激發員工綠色行爲過程中的重要性。最後，探究社會規範如何調節綠色認知和和諧

式綠色激情對員工綠色行爲的關係。

二、理論基礎與研究假設

（一）認知—情感加工理論

認知-情感加工理論系統地認爲，情景特徵會通過對個體認知和情感反應的激活，進而

刺激個體産生相關行爲（Mischel & Shoda, 1995）。具體來說，情景特徵對個體行爲産生影

響的過程中，包含兩種加工系統，分別是認知加工系統和情感加工系統。其中，認知加工

系統是一種可控的反應系統，能够驅動個體對外界信息做出認知加工，表現出理性的行爲

反應。情感加工系統是一種情感自動反應的系統，當外部特徵刺激到情感時，個體人格會

自動開啓情緒反饋機制，從而表現出較爲感性的行爲（Mischel & Shoda, 1995）。情景特性

的産生有外在和內在因素的雙重作用。

依據此理論，本文將探討企業綠色行爲誘發員工綠色行爲的中介機制。從認知層面來

說，認知是個體內在心理活動的産物（葉浩生等，2019）。面對企業順應綠色發展而進行

經濟管理等活動時，員工出於對該理念的認可以及外部事件的影響而産生一定認知。綠色

認知是指個體對於綠色發展、可持續發展和環境保護等相關概念和理念的認識與理解（葉

楠，2019）。從情緒層面來說，員工的行爲和組織的環境有著密切的關係，無論是企業的

規章制度，還是文化氛圍等，都會對員工的態度産生影響，對員工行爲塑造産生重要影響

（彭堅等，2019）。也就是說，當員工在企業中實踐了綠色活動時，會潜移默化的影響自

身的行爲，從而和企業所傳遞的情緒一致。和諧式綠色情緒是員工在參與環保工作中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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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積極情緒（Robertson & Barling, 2013）。這種情緒可以促使個體保持高水平的積極心

態，並使員工意識到其工作的意義，從而更願意投身於工作中（黃慶等，2020）。鑒於以

上分析，本文擬將綠色認知和和諧式綠色激情分別作爲企業綠色行爲誘發員工綠色行爲過

程中的認知和情緒單元。

（二）綠色認知的中介作用

企業爲實現綠色發展而開展的一系列活動，如設計開發、生産製造等，都易引發員工

對綠色環保的認知。其中，企業綠色行爲是指企業綜合考量了環境和資源問題，通過利用

清潔生産裝備、清潔能源與技術等生産綠色産品的行爲（鄒志勇等，2019）。綠色認知是

一種企業體驗，通過對現存資源和環境問題的理解，以及在處理問題過程中積累的相關系

統知識，然後自覺承擔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責任（賀愛忠等，2013）。通過企業綠色行

爲的影響，企業幫助員工意識到綠色行爲的重要性以及環保工作開展的必要性（彭堅等，

2020）。同時，員工還會認識到綠色行爲是被企業鼓勵和期望的行爲（Robertson & Barling,

2013）。最終，企業行爲會影響到員工的認知公司的行爲對雇員的感知有一定的影響。

基於對上述理論和相關文獻的分析，本文認爲企業綠色行爲對綠色認知有驅動作用。

原因如下：第一，企業開展一系列綠色活動使得員工更傾向於關注環境等問題，增强員工

對綠色理念和環保行爲的認同感，並逐漸將其內化爲自身認知（王曉强等，2018）。第二，

企業綠色行爲會促進員工産生對環境的責任感以及環保工作的參與感（張娜等，2021），

從而意識到綠色工作的重要性與意義。第三，企業綠色行爲會爲員工提供學習綠色理念和

環保技能的機會，以幫助他們更好適應綠色工作環境，從而更加積極的投身於企業綠色活

動。綜上，企業通過實施綠色實踐，可以促進員工對綠色環保理念的認識和瞭解，進而增

强員工的綠色認知。

假設 1：企業綠色行爲對綠色認知有正向影響。

綠色行爲是指人們有意識地降低其對環境産生地消極影響（Stern, 2000）。學者們將該

概念引入到組織情境中，並提出了“員工綠色行爲”這一概念。員工綠色行爲，它主要是

指以工作場所特定表現形式的盡可能降低對環境的消極影響或者增强對環境保護有積極影

響的行爲（Norton等，2015；Steg & Vlek, 2009）。此外，目前學界還存在一個與“員工綠

色行爲”相似的概念，即“員工環保行爲”。從本質上來說，員工綠色行爲與環保組織公

民行爲不同，它不僅包含員工在工作場所自願從事的綠色行爲，也包含員工共在公共場所

以及居家環境中的綠色行爲。

員工具備綠色認知可能會促使他們採取積極的綠色行爲，例如節約能源、減少廢物、

推動可持續發展等。研究表明，具備綠色認知的員工更傾向於在工作中採取環保行爲，他

們可能會更加關注公司的環保政策和實踐，積極參與到環保倡議中去（趙素芳等，2019）。

這種積極的行爲不僅可以降低企業的環境影響，還可能提高員工的工作滿意度和認同感。

此外，綠色認知還可以促進員工之間的合作和溝通。共同的環保價值觀可以成爲團隊凝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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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重要來源（趙莉等，2023），促使員工之間更緊密地協作，共同致力於實現公司的環

保目標。因此，綠色認知可以在員工工作領域中産生積極的影響，促使員工採取更多的綠

色行爲。

綠色認知對員工的公共領域綠色行爲也有著顯著影響。公共領域的綠色行爲指的是員

工在工作之外，如家庭、社區或其他公共場所，採取的環保行動。一方面，他們可能在個

人生活中採取一系列環保措施，例如減少用水用電、垃圾分類、選擇環保産品等。這種行

爲會影響到他們的朋友和社區（王建明和賀愛忠，2011），從而推動更多人加入到環保行

動中來。另一方面，具備綠色認知的員工通常更關注環保信息和新聞，他們可能會與他人

分享環保知識、經驗和資源，從而擴大環保行動的影響範圍。因此，綠色認知可以在員工

公共領域中産生積極的影響，促使員工採取更多的綠色行爲。

員工在家庭生活中所採取的環保行爲不僅影響到自己的生活方式，也對家庭成員和社

區産生影響（王建明和賀愛忠，2011），而綠色認知則可以促使員工更傾向於採取這些綠

色行爲。第一，具有綠色認知的員工更容易意識到能源的重要性以及節能減排的必要性。

他們可能會採取節約用電、減少能源浪費的措施，例如關閉不必要的燈光、購買高效能源

設備等，從而降低家庭能源消耗和碳排放。第二，具有綠色認知的員工可能更傾向於購買

環保産品和服務，例如選擇有機食品、環保清潔用品、可持續材料的家具等，從而減少對

環境的不良影響。第三，綠色認知促使員工更加關注廢弃物的處理和資源循環利用。他們

可能會在家庭中實踐垃圾分類，將可回收物品與其他垃圾分開，然後進行回收再利用，以

減少對環境的負面影響。因此，綠色認知可以激勵員工在家庭生活中採取更多綠色行爲。

假設 2a：綠色認知對員工工作領域綠色行爲有正向影響。

假設 2b：綠色認知對員工公共領域綠色行爲有正向影響。

假設 2c：綠色認知對員工居家領域綠色行爲有正向影響。

目前研究指出，企業層面因素與個體層面因素對員工綠色行爲的驅動作用並非互相獨

立存在。首先，基於個體層面，研究個體因素中的人格等遠端前置因素如何通過個體因素

中的動機、情緒、認知等近端前置因素，以驅動員工綠色行爲。Kim等（2017）指出，員

工責任心通過道德反思的中介作用，以促進其綠色行爲的形成。其次，基於情境層面的視

角，研究了組織綠色政策、戰略等遠端前置因素如何通過組織支持、組織綠色氛圍等近端

前置因素，以驅動員工綠色行爲。Norton等（2014）指出，企業綠色戰略分別通過組織綠

色氛圍和同時綠色氛圍的中介作用，從而影響員工綠色行爲的産生。因此，綠色認知可以

在企業綠色行爲與員工工作、公共和居家領域綠色行爲之間起到中介作用。

假設 3：綠色認知在企業綠色行爲與員工工作/公共/居家領域綠色行爲的關係之間起中

介作用。

（三）和諧式綠色激情的中介作用

員工的行爲與企業的環境息息相關，公司的規章制度、企業的文化氣氛等因素都會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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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到員工的工作態度，進而影響到其行爲的形成（彭堅等，2019）。這意味著，如果企業

內開展了綠色，那麽其行爲會潜移默化地影響員工的綠色行爲，從而傳遞出與企業價值觀

一致的情緒。已有研究更多地關注企業的綠色管理行爲對員工的作用，却忽略了其在具體

組織環境中的作用差异，無法揭示同一種企業綠色行爲在處理不同類型個體時所表現出的

差异性（Tuan, 2020）。和諧式綠色激情能促使個體在實踐綠色行爲時，幫助個體意識到該

綠色行爲的意義和重要性，進而更能投入到該行爲中（Robertson & Barling, 2013；黃慶等，

2020）。

假設 4：企業綠色行爲對和諧式綠色激情有正向影響。

和諧式綠色激情對員工綠色行爲有著明顯的正向影響。首先，和諧式綠色激情對員工

工作領域的綠色行爲有著積極的正向影響。和諧式綠色激情激發了員工對綠色行爲的內在

動機和熱情。這種內在的動力會促使員工更積極地參與到公司的綠色中（蔡雙立等，2023）。

同時，具有和諧式綠色激情的員工會與公司的綠色理念産生情感聯繫。這種情感聯繫會增

强員工對公司環保政策的支持和配合，使他們更積極投入工作（張佳良和劉軍，2016）。

其次，和諧式綠色激情對員工公共領域的綠色行爲也有著積極的正向影響。和諧式綠色激

情激發了員工的社會責任感和環保意識（黃慶等，2020）。他們可能會更積極地參與到環

保活動、志願者工作或者環保組織中，以推動環保議題在社會中的傳播和落實。在公共領

域，員工可能會參與到垃圾清理、環保宣傳、綠化活動等社區環保行動中去。最後，和諧

式綠色激情對員工居家領域的綠色行爲具有正向影響。和諧式綠色激情强調的是員工對環

保事業的內在熱情和動力，而這種內在動力會促使員工在家庭生活中採取更多的環保行動。

例如，員工因爲內在對環保的熱情和認同，會自覺地在家庭生活中採取環保行爲。他們可

能會主動減少能源消耗、垃圾分類、選擇環保産品等，以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保護環境。

假設 5a：和諧式綠色激情對員工工作領域綠色行爲有正向影響。

假設 5b：和諧式綠色激情對員工公共領域綠色行爲有正向影響。

假設 5c：和諧式綠色激情對員工居家領域綠色行爲有正向影響。

和諧式綠色激情在企業綠色行爲與員工工作、公共、居家領域綠色行爲之間起著重要

的中介作用，促進了員工的綠色行爲。具體來說，和諧式綠色激情激發了員工內在的環保

動機和熱情（蔡雙立等，2023）。這種內在動機使員工更加自覺地參與到公司的環保行動

中，同時也促使他們在工作、公共和居家領域採取更多的環保行爲。其次，員工通過對環

保事業的熱情和認同，與公司的環保目標産生情感聯繫。這種情感聯繫可以加强員工對公

司環保政策的支持和配合，進而促進他們在工作中積極參與到環保行動中去。最後，公司

通過强調和諧式綠色激情，營造了一個共享環保價值觀的文化氛圍（Robertson & Barling,

2013）。這種價值共享將促進員工之間的相互理解和支持，形成一個共同致力於環保事業

的團隊。

假設 6：和諧式綠色激情在企業綠色行爲與員工工作/公共/居家領域綠色行爲的關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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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起中介作用。

（四）社會規範的調節作用

社會規範是社會群體中普遍存在的一種規則和標準，它對個體的行爲和認知産生著深

遠的影響。在綠色領域，社會規範也起著關鍵的作用。社會規範是指來自外界群體的壓力、

社會環保風氣和道德規範等。基於認知-情感加工系統理論，社會規範的存在會調節企業綠

色行爲對於後續行爲的反應，從而使得員工的認知和情緒更加强烈。也就是說，當個體感

到社會規範的壓力時，會更多地採取行動（Ajzen, 2012）。具體來看，當社會規範程度較

高時，企業所做出的一系列綠色經濟活動會受社會規範的影響，使得員工在工作中受到無

形的壓力（李大元等，2018），從而降低自身的綠色認知和和諧式綠色激情。當社會規範

程度較低時，企業綠色行爲會影響到員工的認知和情緒，使得員工意識到綠色的重要性，

從而在生産過程中更加注重環保措施的實施（戴萬亮和路文玲，2020）。由此，以提高員

工綠色認知和和諧式綠色激情。

假設 7：社會規範調節企業綠色行爲與綠色認知之間的關係。具體地，社會規範程度越

低，企業綠色行爲與綠色認知之間的正向關係越强；反之越弱。

假設 8：社會規範調節企業綠色行爲與和諧式綠色激情之間的關係。具體地，社會規範

程度越低，企業綠色行爲與和諧式綠色激情之間的正向關係越强；反之越弱。

研究模型如圖 1所示。

圖 1 研究模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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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與方法

本研究的調研數據來源於中國內地廣州、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和中國澳門特別行政區。

研究項目組向上述城市的多個企業的人事部門說明瞭調查的目的和數據收集的過程，獲得

了數據收集的許可，之後研究項目組的成員讓調查對象在對應的企業填寫問卷。爲了減少

可能的共同方法偏差，實施了多時間點（三次）的跟踪調查問卷。三次調查分別於 2024年

1月（第一次調查）、2月（第二次調查）、3月（第三次調查）期間進行，每次調查時間

間隔至少四周。所有的問卷都是通過二維碼發送，在線填寫完成後再提交。我們在第一次

調查中評估了變量（企業綠色行爲、社會規範）和相關人口統計學變量數據，在第二次調

查中評估了變量（綠色認知、和諧式綠色激情），在第三次調查中評估了變量（員工工作、

公共、居家領域綠色行爲）。第一次調查中，621名員工交回了調查問卷，這些員工被邀請

參加第二次調查。在第二次調查中，有 388人（回復率 62.5%）交回了問卷。在第三次調

查中，336名員工（回復率 86.6%）交回了問卷。其中 3個員工的問卷由於缺失部分數據無

效。數據經整理後，保留了 333名員工的有效數據。在最終有效的樣本中，數據中的性別

方面，女性占 65.8%；年齡方面，平均年齡爲 28.48歲，標准偏差爲 7.34；受教育程度方面，

平均受教育年限爲 12.62歲，標准偏差爲 2.68；在工作年資方面，平均工齡爲 3.59年，標

准偏差爲 2.00。

（二）研究量表

本研究中，各主要變量的測量，均採用國內外學者開發的既有成熟量表。本研究所採

用李克特 7點量表（1 = 非常不同意，7 = 非常同意）。企業綠色行爲：在第一次調查時員

工進行評分，使用葉露露（2022）的 12項量表評估。該量表的α值爲 0.73。綠色認知：數

據來源於參與第二次調查的員工，使用李文杰（2016）的 6項量表評估。該量表的α值爲

0.84。和諧式綠色激情：數據來源於參與第二次調查的員工，使用蔡雙立（2023）的 10項

量表評估。該量表的α值爲 0.88。社會規範：數據來源於參與第一次調查的員工，使用李

文杰（2016）的 6項量表評估。該量表的α值爲 0.96。員工工作、公共、居家領域綠色行

爲：數據來源於參與第三次調查的員工，採用李文杰（2016）的 12項、14項、13項量表

評估。α值分別爲 0.98、0.90、0.82。

四、研究結果

（一）研究變量描述性統計與相關分析

本研究中，研究變量均值、方差和相關分析的結果見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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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均值、標准偏差以及變量之間的相關性

備註：N = 333， * p < .05; ** p < .01

（二）假設和結構關係檢驗

本研究利用 PROCESS方法的模型 7來分析框架，並結合 Bootstrap的 20,000重復取樣

也被用來估計假設的中介關係的置信區間以確定其顯著性。

如表 2所示，檢驗了假設提出的企業綠色行爲和綠色認知之間的關係。結果表明兩個

變量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β = 0.85，p < 0.01）；結果支持假設 1。模型檢驗了假設提

出的企業綠色行爲和和諧式綠色激情之間的關係。結果表明兩個變量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

關（β = 0.82，p < 0.01）；結果支持假設 4。

模型檢驗了假設提出的綠色認知與員工工作、公共、居家領域綠色行爲之間存在正相

關。檢驗結果顯示綠色認知與員工工作綠色行爲之間的係數爲β = -0.02（p = 0.81）；檢驗

結果顯示綠色認知與員工公共綠色行爲之間的係數爲β = 0.10（p = 0.16）；檢驗結果顯示

綠色認知與員工居家綠色行爲之間的係數爲β = 0.11（p < 0.05），假設 2a、2b沒有獲得支

持，而假設 2c獲得支持。模型檢驗了假設提出的和諧式綠色激情與員工工作、公共、居家

領域綠色行爲之間存在正相關。檢驗結果顯示和諧式綠色激情與員工工作綠色行爲之間的

係數爲β = 0.72（p < 0.001）；檢驗結果顯示和諧式綠色激情與員工公共綠色行爲之間的

係數爲β = 0.33（p < 0.001）；檢驗結果顯示和諧式綠色激情與員工居家綠色行爲之間的

係數爲β = 0.42（p < 0.001），假設 5a、5b、5c獲得支持。

假設 3提出綠色認知在企業綠色行爲和員工工作、公共、居家領域綠色行爲之間存在

中介作用。爲估計假設 3中的間接關係，使用參數的 Bootstrap估計法。根據對 20,000個重

復樣本的分析，得出的結果顯示，綠色認知在企業綠色行爲和員工工作領域綠色行爲之間

變量 均值 標准偏差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 年齡
28.4

8
7.34 1.00

2 性別 1.66 0.48 -0.29** 1.00

4 工齡 3.59 2.00 0.00 0.02 -0.02 1.00

5 企業綠色行爲 5.60 0.58 0.02 -0.06 0.02 -0.10 1.00

6 綠色認知 5.34 0.63 -0.06 0.10 -0.05 0.08 0.01 1.00

7 和諧式綠色激情 5.95 0.63 0.03 -0.04 0.09 0.02 0.33** 0.28** 1.00

8 社會規範 5.26 0.76 0.01 -0.01 0.06 -0.02 0.13* 0.20** 0.54** 1.00

9 員工工作領域綠色行爲 5.39 1.21 0.09 -0.05 -0.02 0.10 0.19** 0.10 0.40** 0.20** 1.00

10 員工公共領域綠色行爲 5.33 0.79 -0.05 0.00 0.01 0.03 0.02 0.15** 0.26** 0.09 0.11* 1.00

11 員工居家領域綠色行爲 5.24 0.64 -0.03 -0.10 -0.06 -0.01 0.14** 0.22** 0.44** 0.27** 0.26** 0.08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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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顯著的中介作用（indirect effect = -0.001，95% confidence interval （CI） 置信區間 =

[-0.02, 0.01]，包括零點）。綠色認知在企業綠色行爲和員工公共領域綠色行爲之間不存在

顯著的中介作用（indirect effect = 0.003，95% confidence interval （CI） 置信區間 = [-0.01,

0.02]，包括零點）。綠色認知在企業綠色行爲和員工居家領域綠色行爲之間不存在顯著的

中介作用（indirect effect = 0.003，95% confidence interval （CI） 置信區間 = [-0.01, 0.02]，

包括零點）。因此，假設 3沒有得到支持。假設 6提出和諧式綠色激情在企業綠色行爲和

員工工作、公共、居家領域綠色行爲之間存在中介作用。爲估計假設 6中的間接關係，使

用參數的 Bootstrap估計法。根據對 20,000個重復樣本的分析，得出的結果顯示，和諧式綠

色激情在企業綠色行爲和員工工作領域綠色行爲之間存在顯著的中介作用（indirect effect =

0.26，95% confidence interval （CI） 置信區間 = [0.16, 0.38]，不包括零點）。和諧式綠色

激情在企業綠色行爲和員工公共領域綠色行爲之間存在顯著的中介作用（indirect effect =

0.12，95% confidence interval （CI） 置信區間 = [0.06, 0.19]，不包括零點）。和諧式綠色

激情在企業綠色行爲和員工居家領域綠色行爲之間存在顯著的中介作用（indirect effect =

0.15，95% confidence interval （CI） 置信區間 = [0.10, 0.22]，不包括零點）。因此，假設

6得到支持。

假設 7提出社會規範在企業綠色行爲和綠色認知之間存在調節作用。結果表明存在顯

著的負向調節作用（β = -0.17，p < 0.01）。根據 Preacher等（2006）提出的簡單斜率檢驗

法，本文分別檢驗在低於和高於均值 1個標準差的情况下各變量的變化水平，調節效應如

圖 2（a）所示。結果表明，低水平員社會規範的回歸直線斜率比高水平社會規範的回歸直

線斜率大，說明社會規範水平較低時，同等水平的企業綠色行爲對員工綠色認知的正向影

響相對較强，結果支持假設 7。假設 8提出社會規範在企業綠色行爲和和諧式綠色激情之間

存在調節作用。結果表明存在顯著的負向調節作用（β = -0.11，p < 0.05），結果支持假設

8。根據 Preacher等（2006）提出的簡單斜率檢驗法，本文分別檢驗在低於和高於均值 1個

標準差的情况下各變量的變化水平，調節效應如圖 2（b）所示。結果表明，低水平員社會

規範的回歸直線斜率比高水平社會規範的回歸直線斜率大，說明社會規範水平較低時，同

等水平的企業綠色行爲對員工和諧式綠色激情的正向影響相對較强，結果同樣支持假設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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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假設模型結果

備註：N = 333, *p < 0.05, **p < 0.01, ***p < 0.001

（a）

綠色認知 和諧式綠色激情
員工工作領域綠色

行爲

員工公共領域綠

色行爲

員工居家領域綠色

行爲

β SEβ β SEβ β SEβ β SEβ β SEβ

控制效應

年齡 -0.002 0.005 0.0003 0.004 0.01 0.01 -0.01 0.01 -0.005 0.005

性別 0.14 0.07 -0.01 0.06 -0.04 0.13 -0.03 0.09 -0.15* 0.07

受教育程度 -0.01 0.01 0.01 0.01 -0.03 0.02 0.0003 0.02 -0.02 0.01

工齡 0.03 0.02 0.02 0.01 0.06* 0.03 0.003 0.02 -0.01 0.02

主要效應

企業綠色行爲 0.85** 0.32 0.82** 0.26 0.15 0.11 -0.09 0.08 -0.002 0.06

綠色認知 -0.02 0.10 0.10 0.07 0.11* 0.05

和諧式綠色激情 0.72*** 0.11 0.33*** 0.07 0.42*** 0.05

交互效應

社會規範 1.10** 0.35 0.99*** 0.28

企業綠色行爲ⅹ

社會規範
-0.17** 0.06 -0.11* 0.05

R2 0.06 0.38 0.18 0.08 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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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圖 2 社會規範的調節效應圖

五、討論

本文對企業綠色行爲的過程機制進行了研究。基於上述研究，發現綠色認知和在企業

綠色行爲和員工工作領域/公共領域/居家領域綠色行爲之間不起中介作用。然而，企業綠色

行爲和綠色認知存在一定正向影響。和諧式綠色激情在企業綠色行爲和員工工作領域/公共

領域/居家領域綠色行爲之間起中介作用。社會規範在企業綠色行爲和綠色認知以及和諧式

綠色激情之間起調節作用。具體地，社會規範程度越低，企業綠色行爲與綠色認知/和諧式

綠色激情之間的正向關係越强；反之越弱。

（一）理論意義

以往對員工綠色行爲的研究大多集中於員工層面（彭堅等，2020；Kim等，2017；Norton

等，2015），而未將企業-員工相結合，並探討二者之間的機制。本研究結合複雜的社會心

理學模型，它涉及企業綠色行爲、員工工作領域/公共領域/居家領域的綠色行爲以及個人的

綠色認知和和諧式綠色激情等多個方面。從企業視角出發，探究企業的綠色行爲對員工所

起的重要作用。

從“企業與個體”視角來探討員工綠色行爲的多層次近端驅動機制，進一步探討企業

層面因素與員工個體特質跨層次交互，通過多重機制的員工心理歷程以驅動員工綠色行爲。

具體而言，本文首先基於認知-情緒加工系統理論（Mischel & Shoda, 1995），提出綠色認

知（認知評估）、和諧式綠色激情（情緒反應）兩個中介機制在一個模型中的互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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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最終驅動員工綠色行爲。再次，本文提出不同强度的社會規範會對企業綠色行爲與其認

知情緒的影響關係産生不同的跨層次調節作用（跨層次被調節的中介效應），即協同作用

或替代作用。

（二）實踐意義

對於企業而言，將有助於完善企業的綠色戰略，更好的進行綠色員工管理，更主動積

極的參與中國綠色治理。企業可以根據具有不同個體特質的員工，採取差异化的綠色管理

策略，以達到最佳的綠色管理績效；對於員工個體而言，個體是社會公衆的重要組成部分，

是中國綠色治理的廣泛參與者（李維安等，2019），本文將有助於清晰員工個體是如何在

不同領域産生綠色行爲。特別是，本文還强調了在什麽條件下會加强認知與情緒，本文將

有助於公衆自身更明白工作場所實施綠色行爲意味著什麽，人們可以實施工作場所綠色行

爲來滿足什麽心理，將有助於滿足社會公衆對美好生活的追求，間接增進人民福祉，促進

人的全面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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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產企業績效風險的影響因素研究

——基於我國上市房地產企業資料的實證研究

周團1 李新2

摘要：近年來，隨著恒大等房地產公司的暴雷事件出現，房地產行業風險徹底爆發，

人們更加關注到影響房地產企業績效風險的成因。文章以 2010年—2020年 211家房地產上

市企業的有效面板數據為基礎進行實證研究，分析了影響房地產企業績效風險的因素，並

結合結論提出風險應對措施的建議，為房地產企業績效風險控制提供參考，推動房地產行

業的健康發展。

關鍵詞：房地產、企業績效、風險、影響因素

一、引言

隨著房地產行業的不斷發展，對其行業風險的研究能使得房地產企業如何預防及處理

其所出現的風險。如果不及時發現並妥善處理企業風險，將對企業造成嚴重危害，影響難

以消除，將中斷企業運營，削弱盈利能力，使後續融資困難。進而出現最壞的結果便是企

業破產。本文能有效識別企業風險，瞭解其成因，關注風險的危害，準確判斷企業風險，

進而有效控制風險，從而使得企業管理更為高效，能使企業在市場競爭中充分利用其所有

資源。因此，良好的企業風險分析與控制對於企業保持競爭優勢、在市場上立於不敗之地

具有無可比擬的重要性。

二、文獻研究綜述

國外學者對收益率和企業風險的關係開展的研究較早，近年來仍然展開了大量研究。

Fitzpatrick（1932），在研究19家企業的資料之後，將這19家公司分為兩組：正常運營、危

機控制。研究兩組結果發現，對如何區分企業起決定性作用的指標是：產權的比率、淨資

產的收益率。經過多次研究和實地驗證，Jan & Sue（2005）在研究了多家企業的財務指標

1 周團，澳門科技大學商學院工商管理博士研究生。
2 李新，澳門科技大學商學院副教授，澳門青年研究協會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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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後，將現金流量/總負債作為核心指標。他的觀點是：研究和計算公司狀況，同時進行

風險分析最核心的問題是負債率。站在企業業績的角度對企業風險進行衡量的常用指標一

般是收益的波動率，Boubakri, Cosset, & Saffar（2013）等學者認為資產報酬率的波動會是

企業的影響因素；其二是企業股票回報率的波動率（Bargeron, Lehn, & Zutter, 2010；其三是

關於公司盈餘最大值與最小值的差額（Boubakri et al., 2013）；

我國第一個用效益評價方法計算企業效益的學者是張彥（2004）。他使用的方式是：

首先建立一個可以衡量企業價值的類別來對比企業利益的價值如何。之後分為兩種情況，

一是企業的價值在設定的範圍內，這意味著企業發展穩定、效益良好；二是企業的價值超

出設定範圍，這意味著公司效率較低、正在改革或陷入危機。梁惠蘭（2006）認為，識別

風險的必備工作是分析風險的資料，然後再是根據企業財務等資訊對風險進行衡量，同時

通過管理，對風險進行控制，從而降低企業陷入風險的情況發生。邢莉（2010）提出分析

房地產行業及企業的風險成因並將其歸納為內部、政治、市場及自然四類因素，但同時她

認為房地產企業的風險包括投資風險、融資風險和資本回報風險。李憲（2014）認為，房

地產的風險分析應該從融資風險、投資風險等方面對老年人進行分析。黃豔蓓（2019）研

究分析了許多企業的風險，並將房地產行業的財務風險類型劃分為：1.籌資風險；2.投資風

險；3.營運風險；4.償還風險。

本文通過對學者們研究方法的借鑒，及對房地產行業和房地產企業風險管理機制的實

證分析研究，從房地產行業的風險度量和控制機制、房地產企業績效風險管理和控制機制

两個方面來考察现今市场在实际发展的房地產企業内的風險管理和控制中是否發揮了作

用，為優化房地產行業企業集團的風險分析與控制提供參考。

三、研究變量選取和假設分析

（一）變量選取

結合了前人學者相關文獻中提及的各種觀點，進而梳理並歸納了對房地產企業績效風

險的影響因素，來作為研究變量。以房地產企業淨利潤作為反映房地產行業風險影響因素

的指標，從庫存周轉率、海外營業收入占比、資產負債率、總市值、營運資金和流動資產

六個方面考察了房地產企業績效風險的影響因素。具體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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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變量說明表

變量類型 變量名稱 代碼

被解釋變量 淨利潤 NP

解釋變量

庫存周轉率 ITR

海外營業收入占比 OI

資產負債率 TDR

總市值 GMV

流動資產 L.A.

營運資金 WC

（二）研究假設分析

根據相關文獻對企業風險管理因素的各項觀點，本文選取了涉及房地產企業的風險管

理的相關文獻為研究基礎，建立實證模型，從而探討房地產行業風險的影響因素，提出以

下六個研究假設。

1、庫存周轉率與淨利潤正相關。

隨著庫存周轉率提高，總資產報酬率則相應有增加，這是馮傑（2016）的觀點。當在

一定時期內銷售額相同的情況下，對應的銷售產品成本則處於相同情況下，庫存周轉率提

高，可得年度平均庫存就越小，則用於生產成品的資金隨之越少，那相應毛利率則會越高，

隨之淨利潤也隨之越多。

2、海外營業收入占比與淨利潤負相關

認為海外業務收入與淨利潤有非常顯著的關係，是亢瑾（2018）的觀點。同時由於國

內房地產市場相對飽和，那房企則考慮借鑒國內房產開發經驗拓展到海外開發，但海外開

發受限於海外國內的政局及政策，還有當地的人文環境、建材開發人工材料機械的價格影

響，往往項目開發易夭折，如 2016年碧桂園擬對馬來西亞的豪宅項目—森林城市投資 2500

億人民幣，但 2018年馬來西亞政府對外宣佈禁止碧桂園在“城市森林”項目向除馬來西亞

本地居住的外國人銷售，而且馬來西亞政府不會因為森林城市的居住權而向外國人發放簽

證，現項目早已暫停，投入費用已經無法收回，這完全影響到碧桂園整體淨利潤收益。

3、資產負債率和淨利潤負相關

不同行業不同細分領域資產負債率和淨利潤的關係也不同，是闞夢婷（2021）的觀點。

資產負債率是說明公司舉債來經營的程度，這是評價公司負債的較為核心的指標。而

近 10年來，房地產行業的利潤率經過國家政策調控趨於較為穩定，而資產負債率提高則勢

必會使得要償還債務多，隨之淨利潤會減少，所以資產負債率和淨利潤呈負相關關係。



27

4、總市值與淨利潤正相關

王陽（2017）在對上市公司的市值研究過程發現市值管理對企業的淨利潤有顯著的影

響。假設未來預期的市場規模變小，相應行業發生非正向變化，這些都是市值無法增長的

主要原因。而特別是股價，它是由市場和公司業績來共同決定的。這其中，短期股價會受

投資行為影響，而公司業績則決定長期股價。而在公司業績保持穩定情況下，市值和淨利

潤呈正相關關係。

5、營運資金和淨利潤正相關

劉曉虎（2018）的觀點是在農業板塊的上市公司方面，其公司的績效（淨資產收益率）

受營運資金的管理影響。營運資金對於企業實現目標利潤的影響程度較為關鍵，同時它在

企業採購業務等經營管理活動的影響也很大。通俗來說，如果企業有較好的淨收益，這就

要需要企業的經營活動能創造獲利能力，而這類經營活動則需要營運資金來支援，反之如

經營活動都難以開展，何來獲利一說。當然企業有了淨利潤，自然也是需要分配給營運活

動的資金。由此營運資金和淨利潤成正相關。因為要保證企業的高效運轉，那麼做好營運

資金的有效管理是尤為重要。

6、流動資產和淨利潤正相關

其中，陳致成（2021）在對房地產行業研究中，發現流動資產是房地產行業中非常重

要的一個指標。流動資產有①貨幣資金、②應收票據、③應收賬款、④存貨、⑤短期投資

等。它是企業中流動性最快、支付能力最強的資產。貨幣資金是即期現金，應收賬款是隨

時收回的現金，存貨是隨著銷售的實現而變現的現金。這些資產的數量直接影響企業支付

現金的能力。如果比率顯著，則表明企業當前的資產結構相對合理，有足夠的可變現資產

作為擔保。相反，它表明企業的大部分流動資產是待處置資產、待攤銷費用和相對固定或

費用化的帳面資產。這些資產是企業需要消化的費用，不能用於償還債務，但會消耗和侵

蝕企業利潤，所以流動資產和淨利潤正相關。

（三）模型構建

本文是對房地產行業風險的影響因素的研究，採用回歸分析法對房地產企業的淨利潤

和各個財務指標之間的關係進行研究，看各變量間是否存在線性關係。

�� = �0 + �1��� + �2�� + �3��� + �4��� + �5�. �. + �6�� + �

本文通過 Stata軟體進行回歸分析，可得各項回歸係數，後續再結合該係數估計的顯著

性來說明回歸效果，從而來分析實證的結果。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A%94%E6%94%B6%E7%A5%A8%E6%8D%AE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A%94%E6%94%B6%E8%B4%A6%E6%AC%BE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D%98%E8%B4%A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F%AD%E6%9C%9F%E6%8A%95%E8%B5%8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F%AD%E6%9C%9F%E6%8A%95%E8%B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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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實證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和相關性分析

1、描述性分析

本文運用 Stata軟體來對 2010-2020年 211家房地產上市企業樣本各項變量進行了描述

性分析，結果如表 5-1所示。

表 4-1 描述性分析結果

Variable Obs Mean Std. Dev. Min Max

庫存貨周轉率 864 17.40049 121.5562 0 2067.66

海外營業

收入占比
864 0.0113999 0.0703683 0 1.265853

資產負債率 864 0.5680032 0.195106 0.0159356 1.289619

總市值 864 8.85E+09 1.07E+10 3.16E+08 9.28E+10

流動資產 864 2.40E+10 5.22E+10 8515294 4.41E+11

營運資金 864 7.76E+09 1.61E+10 -1.59E+10 1.56E+11

淨利潤 864 5.62E+08 1.66E+09 -9.65E+09 1.65E+10

通過表 4-1 描述性分析結果可知，在 211家房地產上市企業 132月的資料中，共 864

個觀測樣本，庫存貨周轉率的均值為 17.4%，海外營業收入占比的均值為 1.14%，資產負債

率的均值為 56.8%，總市值的均值為 88.5億，流動資產的均值為 240億，營運資金的均值

為 77.6億，淨利潤的均值為 5.62億。

2、相關性分析

對變量間進行相關性檢驗是線性回歸分析的前置步驟。相關係數值，當值大於零時，

則說明變量間呈正向關係，反之則為負向關係，同時當它的絕對值小於一時，則說明變量

間存在一定的線性相關關係，其它情況則說明完全線性關係。因此，在建立房地產企業風

險與房地產各風險因數相關性的實證模型之前，需要獲得各變量之間的相關係數。給出如

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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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各變量相關分析

根據表所示的分析結果：與研究假設一致。指標與房地產企業淨利潤正相關係分別為

資產負債率、總市值、營運資金、流動負債。相關係數由小到大的排位元順序是資產負債

率、營運資金、總市值、流動資產。指標與房地產企業淨利潤負相關分別有庫存周轉率、

海外營業收入占比。

（二）Hausman檢驗

由於本文樣本資料為面板資料，且根據 Hausman 結果（如下表）顯示卡方統計量為

145.58，相應的伴隨概率為 0.0000，所以為追求模型的穩健性，本研究採用固定效應模型。

表 4-3 Hausman固定效應檢驗結果

（b） （B） （b-B）

RE1 FE1 Difference

ITR 79425.04 177188.9 -97763.89

OI -1.20E+09 -1.22E+09 1.57E+07

TDR -4.05E+08 -4.00E+08 -4300149

GMV 0.0415868 0.0216213 0.0199656

L.A. 0.021825 0.0136938 0.0081312

WC -0.0090167 0.0207137 -0.0297304

_cons -9211945 1.19E+08 -1.28E+08

chi2（4）=145.58

Prob>chi2 = 0.0000

（三） 線性回歸

通過對相關文獻的研究和比較，線性回歸模型最常用的經驗方法是多元線性回歸，該

ITR OI TDR GMV L.A. WC NP

ITR 1.0000

OI -0.0183 1.0000

TDR -0.0322 0.0003 1.0000

GMV -0.0252 -0.0253 0.2902 1.0000

L.A. -0.0470 -0.0436 0.4142 0.7718 1.0000

WC -0.0579 -0.0370 0.3725 0.7061 0.8998 1.0000

NP -0.0331 -0.0849 0.2766 0.7401 0.8 0.6954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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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主要用於論證多個引數對唯一因變量的解釋。

由於房地產企業的淨利潤是房地產企業最重要的參數標準，以淨利潤為被解釋變量，

庫存周轉率、海外營業收入占比、資產負債率、總市值、營運資金和流動資產的六個指標

為解釋變量。針對房地產行業風險影響因素的多元線性回歸方程（公式 4.1），其具體結果

如下：

表 4-4 影響因素的線性回歸

NP T P>|t|

ITR 0.64 0.523

OI -2.62 0.009

TDR -1.63 0.104

GMV 3.81 0.000

L.A. 7.05 0.000

WC 3.49 0.001

R-squared=0.6523

上表顯示了以房地產淨利潤為因變量的多元線性回歸模型。回歸結果顯示擬合效果很

好，其中 R方接近 0.7.

從多元線性回歸模型引數對因變量的回歸分析結果中可以看出海外營業收入占比和營

運資金在 5%的水準上顯著，總市值和流動資產在 1%的水準上顯著。可以看出影響房地產

銷售價格的影響因素從大到小依次為流動資產、總市值、營運資金、海外營業收入占比。

（四） 共線性問題

對變量間進行相關性檢驗是線性回歸分析的前置步驟。因此，有必要在回歸建模之前

檢驗共線性問題是否存在。常用的測試方法包括計算相關係數法（因為相關係數是線性相

關的度量）和方差擴展因數法（VIF大於 10，表明解釋變量之間存在顯著的共線性）。

根據下表得知，該模型無共線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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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變量的共線性

（五）回歸結果分析

根據前文得出海外營業收入占比、總市值、流動資產、營運資金四個變量為顯著。因

此得出以下分析，海外業務的開發風險居高，收益較差，因此對淨利潤成反向相關；淨利

潤增加導致企業未分配利潤增加，也就是所有者權益增加，導致總資產增加，負債不變的

情況下由於淨利潤增加最終使得負債率下降；該行業企業規模越大，消費者信任度越高，

可以獲取的資源越多，營運資金對於企業實現目標利潤的影響程度較為關鍵，同時它在企

業採購業務等經營管理活動的影響也處於重要地位，因為要保證企業的高效運轉，那麼做

好營運資金的有效管理是尤為重要。企業總資產中當流動資產占的比重較大時，說明企業

資金周率越高、具有越強的變現能力。

表 4-6 變量影響

Variable VIF 1/VIF

L.A. 6.80 0.147165

WC 5.27 0.189811

GMV 2.49 0.402344

TDR 1.21 0.825761

ITR 1.00 0.995582

OI 1.00 0.997061

Mean VIF 2.96

被解釋變量 解釋變量 影響方向 是否顯著

NP

ITR + 否

OI - 是

TDR - 否

GMV + 是

L.A. + 是

WC + 是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F%98%E7%8E%B0%E8%83%BD%E5%8A%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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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與建議

基於以上對房地產企業績效風險的理論和實證分析，提出以下建議：

（一）宏觀建議

1、拓展融資管道，進行多元化融資

拓寬融資管道，採取多種融資策略，有利於削弱實際房地產企業對金融機構貸款的依

賴性，並能在一定程度上正確降低實際房地產企業的經營機會和資金壓力。目前房地產市

場上所採用的融資方式大多為自籌資金、銀行貸款、債券融資、庫存融資等，這些融資方

式各有特點。自籌資金的好處是，它受外部環境的影響要小得多，但同時又與實際房地產

企業的運營聯繫在一起，銀行貸款的融資風險小，但抵押期不長，債券融資由於我國債券

市場規模較小，其在實際房地產企業融資中所占份額特別不大，存貨融資的優勢是融資量

大，但門檻高。所以單一的融資方式已不利於房地產企業的可持續發展。因此，在新形勢

下，房地產企業要想提高自身的競爭力和改善能力，就必須拓寬融資管道，提升多元化融

資水準。例如，通過與上下游企業的合作改善，包括分配合作和公平分配，可以實現共存

共贏。

2、強化內部管理

在現階段經濟環境下，我國房地產市場的競爭非常激烈。在新的形勢下，實際的房地

產企業開始加強內部管理，這不僅可以幫助自己融資以獲取更多的營運資金，正確地操作

營運資金，而且還有利於企業的日常運營。此外，房地產企業通過加強內部管理，這可以

提高競爭力以應對外部環境的不穩定性。同時也可以學習標杆企業的管理知識，研究先進

的經營管理模式，找到切合到公司實際的最優經營模式。此外，房地產企業要接受社會各

方面對其的監管，從中多總結多改進，樹立自身的品牌和社會口碑。

3、 建立健全融資預算管理體系

得當的財務管理一直來在企業運行中體現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所以，要想提高解決房

地產企業融資問題的能力，化解其在經營活動中遇到的融資困難，那麼房地產企業應該實

施融資成本區間管理制度。在融資財務管理的體系上，房地產企業需做好對融資成本區間

管理的正確把握。其次，在實施融資成本區間管理時，要保持和企業的戰略高度一致，適

時調整，這樣更能體現企業的生命力。最後，實施的融資成本區間管理要適時更新，要結

合到市場的變化和企業內部環境的變化進行修改。只有把該管理貫穿於公司的經營活動當

中，保持著先行切實的發展節奏，才能進行良好的融資。

（二）微觀建議

1、建立項目投資決策機制

要全面掌握擬投項目的實際情況，在決策階段要提高風險控制的敏感度，強化工作效

率，推行實用性強的的方案。在項目開發的各階段，針對各種切實可行的方案，並對其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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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全過程分析評價，為項目決策提供科學可靠的依據。要全面梳理項目情況和深入研究各

階段的重難點，研究過程應從淺入深、從粗到細，逐步達到滿足決策要求。供項目決策的

研究而可結合實際情況進行分析，以下列出較為共性的幾點：

1）立項成否研究。與國家、地方的經濟發展和區域發展規劃及城鄉規劃等相應規劃的

符合性，符合到產業政策的要求，同時與公司發展相匹配性及後續運營條件成熟度。

2） 輸出成果的市場研究。重點關注項目開發產品是否符合市場需求及建設規模是否

符合需求量大小。

3） 對比並選擇創新先進、切實可行、性價比高的項目建設方案。

4） 對項目開發運營所需資金進行估算，要重點考慮其生存能力。

5） 多維度分析。結合社會、經濟、資源、環境影響及安全衛生等各方面進行分析，

還有與所處環境是否和諧。

6） 風險防範。根據項目情況及周邊環境預估項目存在的風險，做好防範和降低風險

的預案。

7） 對上面所提及的內容進行評估，得出其能否符合到各項建設達成的目標，提出分

析結果。

8） 就上述內容中如有開發或運營的問題，提出應對方案的解決建議。

2、加強融資管理能力，並進一步規範。

要點細則如下：

1）房地產企業應根據公司的全年銷售計畫和全年預算來確定擬籌資的方案，該方案要

明確擬用於投資項目的情況、規模和資金結構等內容，同時要做好針對籌資所引發的潛在

風險的全面評估。

2）針對籌資方案，公司已嚴格按照制度進行論證，涉及較大融資方案可聘請有相關資

質的諮詢機構進行調差研究，形成報告供公司決策，從而全面評估所涉及風險。同時企業

對該籌資方案嚴格進行報批。

3）根據已批准的籌資方案，公司需嚴格按照公司制度及法律法規來辦理籌資手續。公

司可參照常規公司的籌資舉措，如銀行借款、發行債券、發行股票等，這各種籌資舉措也

都會有針對性的風險預防。同時房地產公司融資更為靈活多樣，如參建方墊資，以獲取項

目的參建機會而使得工程款延緩支付，再如參建方以工程款換取開發項目的住宅商業等，

畢竟住宅和商業也是市場流通比較好的，這種方式無形就等於開發商借用參建方的資金來

實施項目。當然以上各種籌資方案在實施過程中，得預防相應的潛在風險。

4）針對籌資的使用，一定要做到專款專用，嚴謹擅自調整其用途，該項要經公司嚴格

審批。同時要加強籌資所帶來的還本付息的管理，合理分配資金使用，避免不足或閒置。

3、加強應收款管理及催收

公司應重視應收款的管理，財務部作為核對和協助部門，要把所涉及的業務往來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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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發到負責應收款的相關子公司或分公司、部門及其負責人。每月都要向營銷負責人、工

程負責人、物業負責人等發放應收賬款月報。房地產行業業務覆蓋面廣，除常規的住宅、

寫字樓及商戶等出售外，還涉及租賃業務、代建業務及金融等，如在房地產行業內有種普

遍現象，往往在項目完工後待售期間，房地產將住宅、寫字樓及商戶優先售給參建單位，

一方面通過抵扣工程款來緩解了房地產公司的資金壓力，一方面也滿足參建單位元的購房

需要。所以房地產公司的應收款範圍也很大，所有應收款均按賬齡進行登記，財務部負責

每月彙報公司高層，且同時下發應收款的月報（包含上月應收款情況及本月應收款計畫等）。

公司各應收款的責任公司、責任部門及負責人應即時和客戶保持溝通，並進一步明確

應收款的回款時間，同時公司財務部也及時和客戶公司財務階段性發送和回收往來賬款確

認單，並由此督促客戶和公司的應收款責任人跟進。借鑒很多公司績效考核的經驗，可把

應收款的處理作為業務部門或相關責任人的考核指標，並將該考核與個人薪酬掛鉤，以此

來激勵責任人。

應收賬款出現逾期、毀約等問題時，應讓房地產公司法務部門介入，有必要的話可提

起訴訟或報警，具體如客戶欺詐等問題的出現。

4、加強項目全過程管理

因房地產佔用資金量大且週期長的特點，所以項目全過程管理則尤為重要，可以這樣

說，項目管理的好壞決定項目成敗。全過程圍繞估概預結的成本主線路，按照品質原則、

成本原則、進度原則三原則，展開了競拍土地、立項報建、組織招標、工程實施、竣工驗

收、備案取證等一系列活動，競拍土地和立項報建就不多說，多數結合土地所在地區的政

策方針來辦理，而招標、工程實施則為項目管理的重點，招標可有多種形式，現今房地產

行業較為常見有三大類：①總承包及管理。該類發承包模式在政府項目很常見，其特點有

利於所開發項目的成本控制，往往在投標階段以費率或總價包乾形式對項目造價進行明確，

同時也有利於項目組織管理、工程品質控制及縮短建設工期。②平行承包模式。該類發承

包模式在民營開發項目較多，這也是由民營開發商有限的資金量和追求深度利潤來決定的，

平行分包最大的特點是開發商的管理力度更強，會擇優選取承包單位，同時通過各專業分

包的選擇在很大程度上對項目成本就進行深度挖掘，但這種管理對開發商的管理要求很高，

組織和協調工作量巨大。③代建制。目前珠海橫琴大多項目均由大橫琴股份有限公司代建，

這種情況也發生在政府項目或境外公司投資項目居多，出資方只需要把目標明確和資金落

實到位，由代建公司全程負責。項目實施管理既要把控好工地現場的各項品質問題，還要

即時監督其進度情況，這其中如把項目各專業及工序實施得當，可避免較多變更簽證及工

期的耽誤，但相對前兩種方式會有代建費用。後續的驗收辦證按照項目所在地的規章辦理

即可，所以項目管理的側重點在於招標和項目實施，從而控制好開發項目的各項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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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婚育政策探討

余惠鶯 1 黃翠萍 2 張雲 3

摘要：當今不少發達國家和地區受人口老年化和少子化問題困擾，經濟社會發展競爭

力和活力持續下降。比較過去五年，澳門出生率和結婚率都呈現出持續下降的趨勢，初婚

年齡中位數則呈現出持續上升的趨勢，儘管離婚率有下降的趨勢，但仍然每年高達逾千宗

個案登記。不難預見，澳門未來人口會持續減少和進一步老化，將影響澳門經濟發展並將

削減整體競爭力，而婚姻問題所引致的連帶社會問題亦會逐步湧現，為此，建議當局和社

會多管齊下：（1）與時俱進，持續優化生育政策；（2）借鑒經驗，推動生育鼓勵措施；

（3）未雨綢繆，積極應對離婚衍生的社會問題，從而破解困局。

關鍵詞：澳門；婚育；問題；政策

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口發展水平直接影響到經濟社會發展的水平和活力，當今不少發

達國家和地區受人口老年化和少子化問題困擾，經濟社會發展競爭力和活力持續下降。目

前澳門同樣面臨有關問題而且呈現出日漸嚴峻的趨勢，亟待澳門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繼續

加強重視，採取更有力的措施加以應對和改善。

一、澳門的婚育情況

根據早前澳門統計局公佈的 2022年人口數據顯示，本澳出生率僅為千分之六點四，初

生嬰兒數量按年減少 682名，創近 40年的歷史新低；截至 2022年底，全年有 2,727宗結婚

登記，按年減少 550宗；男女性的初婚年齡中位數持續上升，分別增加 0.5歲及 0.6歲至男

性 30.9歲、女性 29.2歲。而離婚登記方面，共有 1,106宗，按年減少 209宗。比較過去五

年的情況，出生率和結婚率都呈現出持續下降的趨勢，初婚年齡中位數則呈現出持續上升

的趨勢，儘管離婚率有下降的趨勢，但仍然每年高達逾千宗個案登記，有關情況值得特區

政府和社會關注和探討。

1 余惠鶯，澳門鏡湖護理學院助理教授，澳門青年研究協會會員大會副主席。
2 黃翠萍，澳門鏡湖護理學院助理教授。
3 張雲，澳門鏡湖護理學院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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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出生率

（千分比）
結婚宗數

結婚比率

（千分

比）

初婚年齡中位數

離婚宗數

離婚比率

（千分

比）
女 男

2018 9 3,842 5.8 27.6 29.2 1,544 2.3

2019 8.9 3,724 5.5 29.1 30.2 1,435 2.1

2020 8.1 2,754 4.0 28.2 30 1,319 1.9

2021 7.4 3,277 4.8 28.6 30.4 1,315 1.9

2022 6.4 2,727 4.0 29.2 30.9 1,106 1.6

（澳門婚育情況整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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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存在的主要問題

出生率的大幅變化對個人、家庭、社會經濟、環境、文化與政治生活都帶來各種影響。

出生人口下降，影響到勞動力要素的供給，在一定條件下，勞動力短缺將制約經濟的潛在

產出水平。還會影響居民的消費水平與消費結構，老齡化可能制約總需求的擴張，從而使

經濟面臨總需求不足的長期制約。年輕勞動力是社會創新的主體，也是產業升級的關鍵要

素，這類勞動力的短缺會令到社會整體創新能力有所下降。而且低生育率會帶來高齡化問

題，引致財政問題。退休人員之所以有退休金領，或者有人照顧，都是因為勞動年齡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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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供產出——無論是政府向他們徵稅來支付退休金、或者年輕人實際付出勞力照顧長者。

因此，低生育率會導致更高的稅收、更晚的退休年齡、更低的存款利率回報，以及可能的

政府預算危機。

有不少經濟學家指出，勞動人口減少，將壓低實際利率，因為投資機會將減少。生育

率減少還會造成一個更大的經濟損失，就是社會的創新不足，導致生產力停滯不前。有心

理學家指出，年輕人擁有“流動智慧”，也就是解決新問題和接受新想法的能力；而年長

的人更偏向“結晶智慧”，也就是隨著時間累積關於事物如何運作的既有知識。研究顯示，

流動智慧往往在成年初期達到高峰，並在 30多歲時開始下降。企業、產業和經濟體需要流

動智慧，也需要結晶智慧，但在創新方面，流動智慧又顯得更加重要。

低生育率和老齡化對企業家精神的抑制是毀滅性的。從日本的教訓來看：（1）大部分

企業裡，中老年的比重都在不斷提升，年輕人很難有出頭的機會。尤其在適合創業的 30歲

年齡段，很難在重要的崗位得到歷練。（2）人口下降，國內市場萎縮，導致初創企業普遍

缺乏投資和擴張的願望，不願做大。（3）老齡化導致整個社會心態消極，對新生事物，新

興產業缺乏興趣。

據統計局《澳門人口預測二○一六／二○三六》中預計，澳門撫養比率將隨人口老化

持續上升，當中老年人口撫養比率甚至急速上升，由 2016 年的 12.7 名升至 2036 年的 30

名。加上社會快速發展，生活成本日益提高，養兒育女的成本不斷增加，不少家庭考慮到，

沒有一個良好的經濟基礎，無法為子女提供優質的成長環境，將會進一步減低家庭生育的

意願。可以預見：澳門未來人口會持續減少和進一步老化，將影響澳門經濟發展並將削減

整體競爭力，造成澳門出生人口下降的成因複雜多樣，亟待破解。

生育率不斷下降，對本地社會結構和經濟發展帶來的影響深遠。主要原因總括而言，

大致包括青年人婚姻觀弱化，遲婚、獨身比例增、離婚率急升；工作繁重致時間及精力不

足；收入不穩和減少；育兒經濟負擔重；對提供良好的教育缺乏信心；房屋問題及居住環

境不理想，且住房開支負擔沉重。也有擔心生活質素下降或喪失自由、擔心管教或兩性關

係，甚至有育兒婦女受職場歧視，因而對他們生兒育女的意願造成一定影響。實際上，生

育主要取決於個人取向，但是外部的社會環境營造的氛圍也會構成一定影響。例如，在現

實生活中，很多家庭都會憂慮生育及養育子女的負擔，一旦有關情況加重，會對有意願生

育的群體無形中構成心理阻礙。因此在這方面，除了家庭本身需要透過努力工作賺取收入

來養育子女之外，政府和社會各界在也需要承擔一定的責任，因為一旦社會沒有適量穩定

的人口規模，其他各方面的發展都很難推進。特區政府應從有關方面加強工作，破解生育

率持續下降的難題。

而據澳門婦女數據資料庫顯示，2013-2022年間，平均每年逾 1300宗離婚個案，這個

數字還不包括未正式註冊或夫婦長期分居的隱性數字。可以預見：（1）連帶社會問題湧現，

最明顯是單親家庭增多，對下一代的成長造成缺陷；（2）引發大量青少年問題；（3）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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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代婚姻觀的影響等。因此，社會除了必須加強婚姻家庭教育，推動更多夫妻認清婚姻

中雙方的問題，協助他們坦誠溝通外，若夫妻關係確實無法挽回，更重要的是協助離婚的

夫妻繼續履行父母職責，減低對孩子的傷害和影響。

三、優化婚育政策建議

（一）與時俱進，持續優化生育政策。

生育是一個關係家庭和社會發展的大問題，世界不少面對低生育率問題的國家和地區，

對有關問題基本都是高度重視，並積極採取措施去應對。而綜觀世界不少訂定鼓勵生育政

策的地方，試圖減緩生育率下跌趨勢的措施一般包括提供良好免費的產檢醫療服務，給予

財政支持、稅務優惠、足夠的育兒假期，實施彈性工作制度，以及資助托兒服務等。除此

之外，不少地方亦投入大量資金在父母現金津貼、在婦女生產前後及不同育兒階段發放現

金津貼。還有一些特別的措施包括新加坡所設由父母及政府共同供款的儲蓄基金，以及獲

編配資助房屋的優先權；匈牙利為合資格嬰兒父母提供貸款；以色列為夫婦或單身女性提

供全面輔助生育科技支援。當中，新加坡的生育政策被譽為亞洲最積極全面，除了上述的

供款及配屋優先權，還有嬰兒花紅現金獎勵；女性有薪產假達 16周，男性有 2周侍產假，

明年起增至 4周。此外又訂立“有薪育兒假”，增加親子時間；同時資助企業提供靈活工

作安排。

從早前澳門統計局公佈的 2022年人口數據可看出，澳門少子化問題日益嚴峻，提升生

育率的工作亟待加強。為了推動本澳的生育率，特區政府近年作出了一些努力，包括關注

鼓勵生育和推動家庭友善的政策措施，各政府部門配合落實“澳門婦女發展目標”，關注

家庭友善政策，推動男女共同承擔家庭責任，以及優化公共服務，有關工作值得肯定。但

面對出生率創下有記錄以來的新低，仍需進一步思考如何進加大完善生育政策。

受三年疫情影響，出生率下降有所難免。然而，值得關注的是，參考經濟合作組織資

料，家庭或兒童津貼的公共開支投入，與總和生育率呈正相關；本澳曾有團體在疫情期間

開展研究，指出經濟狀況是影響生育意願的最主要因素之一。加上本澳最近一份的人口政

策諮詢及研究報告距今已十年及八年之久，當時未有新冠疫情的影響，難以回應當今社會

的發展和現狀，因此，建議：（1）特區政府必須在現有措施的基礎上，儘快制訂更全面和

系統的生育政策和目標，以便對不同時期的生育率及公共開支投入等作出相關對策及工作

時間表；（2）加強對居民在生育及養育成本上支援的涵蓋面及力度，並透過頂層的政策設

計和規劃，制定完整的生育政策、目標、指標及工作時間表，確保本澳各項鼓勵生育措施

是從上以下，由面到點地作出配合；（3）以構建一個立體的、全方位的、積極的生育政策

及規劃，更好地鼓勵及提升市民的生育意願，應對少子化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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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借鑒經驗，推動生育鼓勵措施。

短期來看，不少國家和地區通常透過經濟政策鼓勵生育，有關措施是能夠立竿見影的

方法。例如，在歐洲，大部分家庭及兒童津貼開支相對較多的國家，總和生育率往往更高。

但各地政府仍需因應不同社會文化背景及制度環境，來因地制宜制定鼓勵生育政策。就澳

門而言，經濟鼓勵政策能發揮一些作用，解決一些問題，但實際效果顯示，並非單一的經

濟鼓勵政策能夠很好解決問題，需要綜合考慮其他政策制度的作出配合，有針對性的解決

好社會群體尤其青年群體面對的一些其他困難和障礙，政府應考慮透過不同政策作出支援，

實施更多惠及生育的措拖，盡力減少生育的阻礙。誠然，在應對有關問題上，政府責無旁

貸，但家庭、企業、社會服務機構、學校、社區服務中心等也扮演重要角色，因此需要各

方面戮力合作，共同推動生育政策不斷優化和有效落實，營造出全社會共同關心生育的氛

圍。如針對婦女需兼顧工作與照顧家庭，企業能夠努力實施家庭友善政策，協助雙職家庭

平衡工作與育兒需要。又如可以加強女性的職業保護，對孕期、哺乳期女性給予補貼，對

女性再就業或家庭主婦給予幫助和關懷。此外，根據一些地區的經驗來看，房價居高不下，

是降低家庭的生育意願的重要原因，對此，增加適合的房屋供應，降低家庭購房的實際支

出，以此降低生兒育女的成本，提高生育意願。

鼓勵生育，直接經濟援助是十分重要的措施之一。以新加坡為例，該地政府自 2001年

推出"嬰兒花紅現金獎勵計劃"，首二名出生子女可分期獲發 8,000 新加坡元（約 4,8500澳

門元）的一次性現金獎勵，三名或以上的派發金額更會增至 10,000新加坡元，並設有“在

職母親稅務扣減”、家長稅務回扣，以及持續到幼童 6歲的育兒補貼等；相比之下，本澳

現有生育津貼的確起到了一定程度的經濟援助，有關津貼自實施後亦大幅調升至目前的

5,418澳門元，但相較照顧初生嬰兒及其後產生的支出而言，援助力度的確有所不足。有需

要評估現時有關津貼的成效後，以更積極進取及主動的取態，調升有關津貼。同時，可以

參考國際經驗，以直接經濟援助的方式推出如育兒補貼等更積極的措施，進一步減輕生育

家庭的經濟壓力。不敢生、生得少的問題在西方和中國內地其實也都存在，儘管這或許是

一個固化的趨勢，但各地仍然不斷加碼鼓勵生育政策，以期延緩少子化的問題。早前，國

家衛健委等十七部門發佈《關於進一步完善和落實積極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導意見》，指導

意見從提高優生優育服務水平、發展普惠托育服務體系、住房保障等七方面提出 20項具體

措施。澳門也應該學習國家經驗，下決心強化鼓勵生育政策。

（三）未雨綢繆，積極應對離婚衍生的社會問題。

在澳門去年的離婚個案中，離婚率最高的婚齡族群在五至九年的婚齡間；婚齡在二十

年以上離婚的夫婦也不少，位列第三。某程度上反映了有問題的婚姻不會隨時間而好轉，

必須雙方持續溝通和努力改善，否則隔膜可能會越積越大。離婚除了傷害雙方外，夫婦間

的爭執與指責，以至離異都對孩子的心理造成深遠創傷。隨著離婚率上升，單親家庭增多，

不少父母從事輪更工作，深夜不歸，家中小孩缺乏照顧和教養。第一道教育防線受到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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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日常行為舉止缺乏引導，將誘發青少年的行為偏差，為教師、學校和社會帶來新一輪

挑戰。

建議特區政府：（1）一方面持續加強推廣家庭生活教育。據悉，為預防家庭問題，更

有系統地規劃家庭教育方案，社工局去年聯同多個社會服務團體成立了“家庭生活教育探

索小組”，以家庭理論為基礎，綜合分析實務經驗及數據後，制訂了“家庭生活教育五年

工作計劃”。開展面向不同年齡層所需的教育活動及服務，除支援家長親職教育外，還包

括婚姻關係、家庭性教育、家庭資源管理等重要家庭議題。同時，社工局亦協調社會服務

機構，與教青局和學校加強協作，聯合向家長推廣家庭教育，藉此透過不同網絡平臺、形

式及管道，開展家庭生活教育工作。教青局則持續以多元化方式開展親職教育，包括本年

內為家長設立一站式資訊網，讓家長能掌握各類家庭教育資訊。為擴大親職教育網絡，並

加強與多間大型企業合作，鼓勵企業將親職教育課程加入 6員工培訓項目，讓更多雙職及

輪班工作的家長或準家長員工參與。有關工作值得肯定，但有關成效還需在實踐不斷檢視

和完善，亦希望能夠透過更多元管道，包括應用好電視、電台和社交網絡等多元媒體平臺，

做好宣傳包裝，加強推廣的實效。

（2）另一方面，持續優化經濟發展結構。澳門離婚率趨升是全球化的一個社會現象，

原因衆多。一般認為與過去十年澳門賭權開放，民生急速變化，就業及經濟結構改變，婚

姻觀念及思潮變更、社交網絡擴闊等不無關係。近年雙職家庭增多，女性參與工作的比率

提高，獨立意識不斷增強，經濟地位提升，打破傳統男女互動的模式，亦成為高離婚率的

另一影響因素。再者，博彩業蓬勃、娛樂場所增加，輪班制工作影響了夫妻的相處，溝通

的時間減少，容易產生誤會和磨擦。倘未能及時解決，便會釀成冷戰或爭執不斷，更可能

出現家暴等問題，為離婚埋下伏線。因此，優化經濟發展結構，發展多元文化產業，創造

更多適合親職家庭的就業空間和市場，相信有助改善婚姻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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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港澳跨境數據規則銜接的現實困境與法治進路

鍾浩忠1 馮澤華2

摘要：數字時代下，數據跨境流動已成為粵港澳大灣區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抓手。現時

廣州、深圳、珠海等地已與香港、澳門建立深度數據跨境合作關系，佛山作為粵港澳大灣

區宜居宜遊宜業城市，是港澳長者北上養老、青年休閑旅遊和企業投資建廠的重要匯聚地，

對“銀發經濟”高质量发展和建設“健康灣區”極具重要戰略價值，因此實現三地跨境數

據規則銜接迫在眉睫。然而當下佛港澳面臨著數據跨境流通法律供給不足、共享動力匱乏、

發展方向差異等銜接梗阻，亟待從立法協同、行政協調、社會組織推動三大向度構築佛港

澳跨境數據規則銜接的法治進路，為港澳加速融入粵港澳大灣區提供佛山特色經驗。

關鍵詞：粵港澳大灣區；數據跨境流動；規則銜接；銀發經濟

2023年 6月，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與香港特區政府創新科技及工業局簽署《關於促

進粵港澳大灣區數據跨境流動的合作備忘錄》，數據跨境流動成為“數字灣區”建設的“重

頭戲”。佛山是港澳居民跨境就醫、康養服務及旅遊休閑的重要流向地，對推動三地數據

跨境流動的現實需求尤為迫切。然而，推動佛港澳數據跨境流動面臨法律、觀念和技術三

方面的現實痛點。基於此，有必要厘清當前佛港澳數據跨境流動的現實困境，多維度構築

佛港澳跨境數據規則銜接的法治進路，進而將佛山市打造成為“健康灣區”建設的高質量

示範區。

一、佛港澳跨境數據規則銜接的發生語境

（一）法律語境：“差序格局”式法治環境

佛山實行具有濃厚大陸法色彩的社會主義法系，香港為普通法系，澳門為大陸法系。

佛山與澳門在法律體系上相似，屬於成文法系，訴訟以法官為中心，主要強調成文法的作

用，香港則沿用英國的普通法系，以適用判例法為主、制定法為輔，訴訟以當事人為中心，

側重判例在司法中的作用。首先，立法主體間的平等。盡管佛山作為設區的市，其地方立

1 鍾浩忠，廣東工業大學法學院碩士研究生。
2 馮澤華，廣東工業大學粵港澳大灣區協同治理與法治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廣州數據法治研究中心特

約研究員，廣東工業大學數字經濟與數據治理重點實驗室分室“數據法治與大數據治理實驗室”執行主

任，通訊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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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權受廣東省人大常委會的監督，但立法主體間在跨境對外這一層面而言是平等的，即佛

港澳三地均有權獨立參與法治協同建設。其次，不存在共同的最高司法機關或者仲裁機構

負責行政協調。與美國、澳大利亞等國家區際行政法治協調具有司法機關或者仲裁機構負

責協調不同，佛山市的各級司法機關與港澳的各級司法機關互不隸屬，相互間不能幹預司

法審判。最後，港澳作為特別行政區，擁有獨立的司法權與終審權。依據港澳基本法規定，

香港與澳門特區法院享有獨立審判權及一系列伴生權力（法官司法豁免權、法官終身制和

法官薪金制等）、有限的法律解釋權1以及終審權。在此種語境下，佛港澳數據跨境流動存

在訴訟管轄權、法律查明適用、裁決認可執行及民刑行政三大訴訟銜接等問題，衍生出構

建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法治命題。

（二）經濟語境：養老服務產業協同

作為中國曆史文化名城，佛山市素有“禪城”之美稱又浸潤著嶺南文化，是粵港澳大

灣區內適宜養老和生活的城市。中國宜居委發布的《2020中國宜居宜業城市榜》顯示，佛

山市在全國 293個普通地級市中脫穎而出、成功上榜，排名前列。2同時，佛山也是當前港

澳長者北上養老的重要集散地，是港澳以“跨境養老”緩解養老服務結構性失衡的節點依

托。香港和澳門均是世界“長壽城市”，長者數量增加和長者壽命延長等因素對港澳養老

服務工作構成較大挑戰。在這種情境下，近些年來港澳特區政府通過大力推動大灣區跨境

養老，以舒緩本地長壽社會的巨大養老壓力，3例如香港特區政府就曾先後推出“福建計劃”

“廣東計劃”“長者醫療券”等。4在“跨境養老”成為大灣區融合一大趨勢的語境下，本

身具備較好養老產業基底的佛山，成為港澳長者北上定居養老的重要落腳點，亦迎來了養

老服務產業高質量發展的新契機，可進一步激活“銀發經濟”。5申言之，實現佛山與港澳

的養老服務對接與協同發展，是優化大灣區養老服務結構性失衡的可行之策，而推動數據

跨境流動則有助於免除港澳長者來內地定居的後顧之憂，拉動跨境養老產業的進一步完善，

既為解決港澳地區老齡化對養老服務提出的挑戰，又為佛山市依托良好的產業基地謀求新

的經濟增長點，還可探索破解大灣區社會福利不可攜帶之困境，多維度深層次地推動粵港

澳三地融合發展。

（三）社會語境：優質生活圈建設

後疫情時代，維護健康與鞏固安全是粵港澳謀求一體化深度協同發展的前提條件，更

是大灣區建設宜居宜業宜遊優質生活圈的題中之義，而推動數據跨境流動則被證實是確保

1 從法理上看，無論在法律解釋權力來源，還是權力界限，抑或是權力效力方面，香港特區法院享有的

法律解釋權均低於全國人大常委會所享有的法律解釋權。
2 《佛山入選 2020中國宜居宜業城市》，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84779876994420219&wfr=spi
der&for=pc，最後訪問時間：2023年 12月 21日。
3 蘇煒傑：《粵港澳大灣區養老服務業協同發展研究》，《港澳研究》2021年第 1期。
4 張彩霞，慶豔華：《發展粵港澳大灣區跨區域養老服務的思考》，《衛生軟科學》2020年第 7期。
5 孫綺曼，林曦，趙燕華等：《約四百名港澳老年人在大灣區內地城市養老》，《羊城晚報》2020年 1
2月 16日，第 A10版，

https://newspaper.duxiu.com/searchNP?sw=%E5%AD%99%E7%BB%AE%E6%9B%BC&ecode=utf-8&channel=searchNP&Field=2
https://newspaper.duxiu.com/searchNP?sw=%E6%9E%97%E6%9B%A6&ecode=utf-8&channel=searchNP&Field=2
https://newspaper.duxiu.com/searchNP?sw=%E8%B5%B5%E7%87%95%E5%8D%8E&ecode=utf-8&channel=searchNP&Fiel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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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灣區公共衛生安全的基石。當下大灣區已然恢複自由流動的本來面貌，然而邁向由現代

性建構的“風險社會”1，無法准確預測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影響極易超越單一行政區劃的

邊界，形成跨區域公共衛生危機，此次新冠疫情即為例證。同時，數字時代下“科技抗疫”

被置之於更加重要的位置，通過大數據、雲計算等現代信息技術可極大提升疫情防控工作

精准化水平。2疫情期間健康碼互認以支持粵港澳跨境流通議題的熱度持續高企，印證數據

共享對大灣區公共衛生行動決策的支撐效用。3綜觀之，走出疫情陰霾的大灣區應當從實踐

中汲取經驗、吸取教訓，盡快探索推動數據跨境流動，從而避免“封關抗疫”這一不利局

面在未來再次上演。而在健康碼“下線”缺乏數據共享直接動力的情境下，宜借助“跨境

養老”這一難得契機，推動實現以港澳長者為依托的數據跨境順暢流動。長遠地看，在長

者健康數據跨境流動運作成熟並取得可行經驗時，更大範圍的大灣區數據對接自然實現。

據此，可以港澳長者跨境養老的重要落腳點——佛山為重要試點城市，探索如何以佛港澳

跨境數據良好銜接推動數據跨境流動，打通港澳長者北上佛山養老的“最後一公裡”，以

點帶面推動粵港澳大灣區數據跨境流動，推動大灣區建設宜居宜遊宜業的優質生活圈。

二、佛港澳跨境數據規則銜接的實踐分析

（一）規範維度：佛港澳數據跨境流通的法律供給不足

1、三地跨境數據保護規則迥異

大灣區數據跨境流動規則差異大，三地彼此之間尚未銜接，既有灣區建設規劃尚未涉

獵此重要環節。具言之，《網絡安全法》、《數據安全法》與《個人信息保護法》劍指數

據使用亂象，是內地數據保護的“三駕馬車”，並形塑了數據保護與安全利用的全國性法

治體系框架。而伴隨全國統一立法逐漸完善，廣東省及珠三角九市正補齊著數據保護的“地

方維度”，《廣東省數字經濟促進條例》、《廣東省數據流通交易管理辦法（試行）》系

列文件、《佛山市推動數字經濟發展實施方案》、《佛山市公共數據管理辦法（草案送審

稿）》等法規即為例證。以此為前提，內地數據法治形成了“國家-省-市”三級梯度的綜合

立法模式。然而，以上法律的條文均過於抽象，尚未明確數據的具體範圍和保護措施，實

踐中歸口管理部門不一且專門機構缺位。香港的數據法律保護體系，以《個人資料（私隱）

條例》、《電子健康記錄互通系統條例》為法治基底，以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印發的實

務手冊和指引資料為輔助，在原有的體系上“打上補丁”，有個人資料（私隱）專員、電

子健康記錄專員負責數據保護工作。澳門以適用廣泛的《個人資料保護法》為核心，與《澳

1 [德]烏爾裏希·貝克；《風險社會：邁向一種新的現代性》，何博聞譯，譯林出版社 2004年版，第 1
5頁。
2 劉向東，馮澤華：《全國統一大市場下內地與香港防疫政策銜接之路》，《中國評論》2022年第 8期。
3 馮澤華，劉向東：《粵港澳大灣區重大疫情的應急法治協同建設》，《中國評論》2022年第 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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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民法典》一同確立“個人資料權”，不具備強制力的指導性規範補全法律架構，個人資

料保護辦公室則負責監察、協調法律的遵守和執行。

2、三地數據出境規則各異

在“三駕馬車”形塑的基本框架下，內地出臺《健康醫療數據安全指南》、《數據出

境安全評估辦法》、《個人信息出境標准合同辦法》等配套文件，進一步完善跨境數據制

度體系。從整體趨勢而言，內地數據跨境流動呈現出“雙軌並行”的規則框架：一方面，

以分領域、多形式和相銜接的原則補齊數據出境規範；另一方面，強調數據本地化處理，

嚴格規管數據跨境的立法取態明確。香港《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 33條規定，個人資

料原則上不能被傳輸至香港以外的國家或地區，但同時規定了六種例外情形。1然而，這一

條款事實上遲遲未生效實施，香港場域內的數據跨境流動較為順利。不僅如此，香港個人

資料（私隱）專員先後發布《保障個人資料：跨境資料轉移指引》、《跨境資料轉移指引：

建議合約條文範本》等指引文件，為企業和個人提供數據出境合規指引，希冀以“合規-問

責-道德監督”明確數據的管治義務和責任。2澳門《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7條將健康相關的

個人資料定義為敏感資料，另行規定了更為嚴格的處理要求，原則上不允許數據出境。但

同時，該法有規定可以出境的例外情況並施加嚴格的限制條件：在遵循非歧視原則，並符

合法律或規章規定，或基於重大公益並經當局允許，或當事人明確許可，方可進行數據的

跨境流動。

（二）主觀維度：港澳欠缺跨境數據共享動力

1、港澳對內地個人信息保護制度缺乏信任

相較港澳，內地的個人信息保護專門立法進程較晚。期間，內地關於個人信息保護的

相關法律規範散見於《憲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侵權責任法》、《合同法》、

《網絡安全法》等法律法規當中，一般從人格尊嚴、人格權、隱私權、債權等角度切入並

提供法律保護。3然而，這種零散化、非體系且保護範圍狹窄的法律規範狀態，無法規制個

人信息收集、使用過程中面臨的泄露、濫用風險，內地大規模個人信息泄露、隱私侵犯乃

至非法買賣個人信息等負面事件因此頻見報端，刺痛社會公眾個人信息保護的神經。盡管

近些年來內地個人信息保護的立法動作頻頻，有望扭轉以往企業和民眾忽視個人信息保護

的頹勢，肆意泄露個人信息的行為亦將難再有生長的土壤。然而，法律制度外溢效應傳導

需要時間，尤其是在內地與港澳存在物理海關牆、電子防火牆的情境下，港澳民眾在一定

程度難以接觸到內地法治的最新動態，因而形成的刻板印象難以在短期內得到改變，加之

1 《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 33條列明的六種除外情形，包括：接收地為白名單司法管轄區域；接受

地有實質近似或相同目的的生效法律；書面同意轉移；條例豁免；使用者已采取所有合理預防措施和履

行所有謹慎注意義務保障資料不違背條例。
2 馮澤華，劉向東：《以法治護航粵港澳大灣區數據跨境流動》，《南方日報》2023年 8月 28日，第 A
05版。
3 呂炳斌：《個人信息保護“入典”：體系功能及其與專門立法的關系》，《社會科學輯刊》2022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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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階段港澳社會生態依然複雜多元，不少別有用心人士為實現政治目的極力汙蔑內地法制

水平，更加深著港澳民眾對內地的不信任感。例如在中央支援香港實施全民核酸檢測計劃

中，不少港人擔心帶有基因的檢測樣本會被泄露，以至於最終完成份數不到總人口的 1/3。

港澳居民或將對內地隱私保護工作失去信心而阻礙大灣區數據跨境流通。1

2、後“修例風波”時代港人對北上定居持觀望態度

近年來，香港亂港勢力與本土分離勢力活動頻頻，各種激進破壞活動嚴重危害了國家

主權、領土完整和人民身心健康。雖然中央權力合法進場、香港管治革新與社會秩序重構

等措施及時平息消極事態，但不可否認地對香港繁榮穩定及參與國家重大戰略能力造成了

嚴重對沖與消解。2加之“修例風波”社會後遺症碰上了新冠疫情這一“黑天鵝”事件對港

澳造成的全方位沖擊，更使得港澳未來社會發展的“下半場”方向變得更為撲朔迷離。3由

香港廣東青年總會發起的香港青年大灣區發展調查顯示，90%受訪港青曾聽聞“粵港澳大

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但對於認同且願意北上發展的人數卻不到一半，在價值認同方面仍

具備較大提升空間。4概言之，一系列社會動蕩與安全危機在香港人民心中仍留有餘波與陣

痛，更使得港澳融入國家大局的“下半場”方向撲朔迷離。5基於此，港人對粵港澳大灣區

數據共享，乃至前往內地定居生活均持觀望態度，客觀上延緩著數據跨境流動進程。

（三）客觀維度：佛港澳存在發展方向差距招致銜接困難

1、佛港澳三地的數字經濟發展速度不一

宏觀來看，內地數字經濟發展有目共睹，體量已穩居全球前二且極具提升潛力。微觀

來看，佛山工業總產值超過兩萬億元，在大力推動本地區以制造業為核心的工業數字化轉

型過程，開拓了發展數字經濟的廣闊空間。《2020數字政府發展指數報告》顯示，除副省

級、省會城市外，佛山在其他普通城市賽道中排名第 2，在數字經濟發展中具備顯著優勢。

6香港數字經濟起步較早，但實際運作並不如想象中那樣領先。《全球數據中心市場》研究

數據顯示，香港在亞太地區排名位列第 20，而同為國際數據樞紐中心的新加坡卻已躋身前

10，並且在數據可及性、安全等級及市場前景上遙遙領先前者。當前新加坡擁有 23個已投

產的海底光纜系統，成為具有高帶寬能力的連接最多的國家之一。而反觀香港，土地短缺

問題正成為香港數據中心發展的最大困擾，短時間內難以追趕或超越新加坡。7以上事例，

1 龔學鳴：《亂港分子造謠抹黑抗疫工作 香港法律界：唯恐天下不亂》，《大公報》2022年 3月 2日，

第 A4版。
2 田飛龍：《抗命歧途：香港修例與兩制激變》，香港新民主出版社 2020年版，第 4頁。
3 劉向東，餘梓健：《大灣區背景下港澳加速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制度理路》，《順德職業技術學院學

報》2023年第 3期。
4 《調查：港青願往大灣區各市發展》，http://www.takungpao.com/news/232109/2022/0831/759342.html，
最後訪問時間：2023年 8月 22日。
5 劉向東，姚琳：《香港青年參與大灣區建設：制度理性與現實進路》，《紫荊論壇》2023年第 1期。
6 清華大學數據治理研究中心：《2020數字政府發展指數報告》，https://www.dps.tsinghua.edu.cn/__loca
l/1/6D/AC/34CFA8E7F589B12DD81FE77ACB9_968502EA_66D561.pdf，最後訪問時間：2023年 8月 22
日。
7 《香港對數據中心需求同比增長 15%》，《香港文匯報》2020年 10月 21日，第 B0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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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不側面印證數字經濟起步較早的香港未能長期保持領先態勢，需要加快腳步跟上時代發

展步伐。澳門將發展數字經濟作為經濟適度多元的重要方向，但尚處起步發展期，體量較

小，整體上並未形成規模效應，仍需加快趕超粵港兩地腳步。

2、佛港澳數據傳輸標准不一致

在數字技術迭代更新大爆炸的時代背景下，香港與澳門作為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先行者，

在這一輪互聯網技術上迭代更新晚於內地，更晚於廣東省與佛山市，因而造成佛港澳三地

在數據跨境流動中存在明顯的技術標准沖突。從實踐邏輯來看，數字科技水平與數字經濟

發達程度總體呈現正相關，擁有良好工業基底的佛山市在數字經濟中勇當排頭兵，在吸引

投資資金的能力上相較港澳更強。據此，佛港澳三地存面臨底層算法代碼差異、API數據

接口區別、數據完整標准不一等技術困局。以金融業 API接口為例，內地調用 API時通常

采用 HTTPS方式，是誕生於Web3.0時代的一種新型的數據接口類型，香港近些年在銀行、

金融業力推 Open API，以 JSON格式為主；1澳門則沿用早些年推行電子政務時布局的 XML

格式，是一種數據傳輸速率較慢的接口格式。此外，受中國國家防火長城封鎖 IP的技術影

響，內地無形的網絡牆和外部信息安全問題、技術壟斷，引致現階段佛山在數據管理和數

據交換的技術標准上與國際標准存在一定差距。2而港澳作為國際自由港和對外窗口，其數

據治理和流動標准緊跟國際趨勢，基本沿用全球通行的數據交換標准體系。

三、佛港澳跨境數據規則銜接的法治進路

（一）立法協同

“一國兩制”基本原則下，佛港澳自行開展的法治合作不可避免地涉及中央事權，適

宜由中央統籌協調、發揮作用，可通過授權、指引、規劃乃至主導的方式“出場”。因此，

廣東省和佛山市宜積極爭取中央授權先行先試，以分散式立法模式與港澳協同推動跨境數

據規則銜接。

1、爭取中央授權依法制定地方性法規

內地《個人信息保護法》將數據界定為個人敏感信息，需要遵循更加嚴格的管理規定。

而在“數據關乎國家主權與安全”的語境下，數據跨境流動蘊含數據安全和數據主權因素，

或將涉及中央事權。基於此，廣東省宜積極爭取中央授權推動法治資源的縱向供給，進而

為下轄作為設區的市的佛山推動與港澳的跨境數據規則銜接提供依據。申言之，佛港澳在

數據跨境流動上的諸多差異，依賴中央的行政命令或宏觀規劃或可解決數據跨境共享的技

1 香港金融管理局：《銀行業開放應用程式介面（開放 API）》，https://www.hkma.gov.hk/gb_chi/key-fu
nctions/international-financial-centre/fintech/open-APPlication-programming-interface-api-for-the-banking-sec
tor/，最後訪問日期：2023年 12月 20日。
2 陳曉鋒：《數據跨境流動 促進互聯互通》，《香港文匯報》2023年 7月 12日，第 A10版。

https://data.gov.hk/tc-datasets/format/j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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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問題，但難以有效提升奉行法治價值觀的港澳社會對此治理模式的認同感，宜通過法治

方式推動這一工作開展。具言之，2023年新修正的《立法法》賦予“區域協同立法”的法

律地位和效力，但該法並未列於基本法附件三中，區域協同立法條款僅適用於內地區域。

基於大灣區協同立法的必要性，從《立法法》汲取立法資源難以避免。因而有必要從廣義

角度理解“區域”，將其擴大理解為跨境區域，明確內地的行政單位享有與港澳進行跨境

區域的立法權。1可由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授權廣東省制定有關數據跨境流動的地方性法

規，廣東省在一定期限內實施該暫時性的地方性法規，作為大灣區數據跨境流動的階段性

立法試驗區，通過法規實踐中積累的正面及負面經驗，為將來大灣區建立數據規則銜接制

度的立法規範提供實踐依據。2

2.以區域示範法豐富數據跨境流動規範

區域示範法作為一種新型立法模式，由學者、專家或由其組成的團體草擬的，用以推

薦給各國或者各法域在立法時予以借鑒或采納的不具拘束力的法律文本。3佛港澳跨境數據

規則銜接適用示範法進路，有助於促進三個不同法域的數據法律協同發展，充分彰顯區域

政府間進行立法協調的自主性。從可行性來看，粵港澳大灣區內已經有《粵港澳大灣區調

解示範法》、《粵港澳大灣區仲裁示範法》、《粵港澳大灣區跨境爭議調解示範規則》等

示範法制定實踐，4同時，港澳特區內還有其以獨立名義加入並采用的《聯合國國際貿易法

委員會國際商事仲裁示範法》等。這些區域示範法實踐，為出臺以數據跨境流動為主題的

示範法文本提供了寶貴經驗。佛港澳三地政府部門可在中央的指導下，依托三地高校成立

的地方立法研究評估與咨詢服務基地，組織三地法律專家與實務人士成立起草課題組，經

過充分的研討論證，按照先急後緩、先易後難的方式制定數據跨境流動示範法，為三個城

市乃至其他大灣區城市立法機關提供範本。

（二）行政協調

伴隨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進程不斷加快，“9+2”城市之間事實上形成了緊密的區

際協作態勢，為佛港澳跨境數據規則銜接奠定了良好的協同基礎。宜以“一國兩制”下的

行政管轄權讓渡為理論基礎，實現權力與組織資源的橫向融貫，凝聚三地數據治理共識以

實現緊密的動態聯動。

1、設立粵港澳大灣區數據治理委員會

佛港澳跨境數據規則銜接，是互不隸屬的“非對稱”府際格局下的跨境區際合作。港

澳作為特別行政區，屬於省級建制且享有高度自治權；佛山作為廣東省內的設區的市，享

1 馮澤華：《粵港澳大灣區公共衛生區際法律沖突的調適邏輯》，《港澳研究》2023年第 1期。
2 餘宗良，張璐：《我國數據跨境流動規則探析——基於粵港澳大灣區先行先試》，《開放導報》2023
年第 2期。
3 馮澤華：《推動粵港澳三地積極適用區域示範法》，《中國社會科學報》2021年 10月 27日，第 Z02
版。
4 《合作區與香港在商事調解領域開啟深度合作——促進大灣區跨境爭議調解示範規則廣泛適用》，《珠

海特區報》2023年 5月 31日，第 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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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般的市級行政管理權限。佛山市並非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核心城市，且地理位置尚不

毗鄰港澳兩地，在合作契合度上相較於廣州、深圳和珠海三個大灣區內地城市較弱，事實

上不是港澳在內地或大灣區謀求城市合作的首選對象。1據此，佛山市更應以“跨境養老”

為切入點，積極主動尋求與港澳謀求數據跨境流動合作，進而促進三地其他領域的廣泛交

流和互利共贏。據此，建議可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的協調下，在國家發展和改革

委員會下設粵港澳大灣區數據治理委員會，該委員會可定位為議事協調機構。佛港澳三地

可在粵港澳大灣區數據治理委員會的運作框架下先行先試一些涉及跨境養老、醫療等領域

的數據流動事宜。同時，宜引入行政激勵機制，通過設置合理的獎懲手段調動委員會積極

工作，為推進佛港澳跨境數據規則銜接制定時間表，並以警示提醒、誡勉督導、責令糾錯

等方式壓實責任。

2、完善佛港澳數據合作機制

促進大灣區“雙向融入”語境下，應當變“單向式開放”為“互通式開放”，調動港

澳作為特別行政區和大灣區核心城市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積極性與主動性。為此，一方面，

可借鑒港珠澳大橋管理局和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共建管理委員會和執行委員會經驗，在條

件成熟時，可在粵港澳大灣區數據治理委員會框架下，探索由佛港澳三地共同設立以數據

跨境流動為主題的工作組，以跨區域管轄組織化為行政管轄權讓渡提供抓手並提升行政協

調效能。2具言之，該工作組由佛山、香港與澳門的數據主管行政部門負責人組成，專職統

籌三地跨境數據規則銜接和數據跨境流動執法工作，並協調數據跨境流動中糾紛解決。另

一方面，聯席會議是當前大灣區行政協調最重要的平臺，如粵港合作聯席會議、粵澳合作

聯席會議。可借鑒大灣區過往合作中常見的合作聯席會議機制，圍繞數據跨境流動這一專

門議題，探索建立佛山、香港、澳門三方的數據合作聯席會議制度，並借鑒《泛珠三角區

域合作行政首長聯席會議議事規則》，共同制定專門的議事規則確保這一組織發揮數據協

調的行政效能。

（三）社會組織推動

佛港澳跨境數據規則銜接不僅事關三地行政部門等主體，同時也需要依托醫療機構、

行業協會、社會組織等多元主體參與，以平等地位參與信息共享並相互監督，進而形塑多

元共治的治理結構，尤其是之於以跨境養老為載體推動數據跨境流動的佛山而言則更是如

此。3

1、將行業經驗與標准上升為數據流動規範

港澳特區市場化程度高、社會力量發育較為成熟，通過發揮二者的獨特作用以探索大

灣區數據跨境流動的方案，是一種更加具備理性的法治進路。具以觀之，第一步，佛港澳

1 陳朋親：《粵港澳大灣區規則相互銜接的制度複雜性與行為策略》，《學術論壇》2023年第 3期。
2 朱最新，劉雲甫：《法治視角下區域府際合作治理跨區域管轄組織化問題研究》，《廣東社會科學》2
019年第 5期。
3 朱最新：《粵港澳大灣區規則銜接的現狀、困境與路徑完善》，《法治論壇》2021年第 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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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政府積極引導，發揮三地醫療健康及數據行業協會及社會組織作用，總結歸納當前數

據流動中行之有效的實踐經驗和通行標准。第二步，佛港澳三地政府依據現階段數據跨境

流動現狀，本著平等、良好協商的態度，對數據規則清單予以認可並逐步細化，再以區際

行政協議、區域示範法等法治方式，推動在三個城市中立法施行、落地生效，進而推動建

立趨同化數據規範。其中，佛山市推動立法轉化時還應尤其注意“上位法優於下位法”原

則，不應與廣東省立法存在沖突或抵觸情形。第三步，在條件成熟或取得突破性進展時，

佛山市政府在總結相關經驗後可報請廣東省政府，由後者會同港澳特區政府，共同提請中

央制定數據跨境流通的法律規範。

2、共建佛港澳跨境數據流動聯盟

在治理情境愈發複雜的現代社會，多元主體協同共治已成為實現公共治理現代化的必

要方面，推動佛港澳數據跨境流動更是如此。概言之，冀推動佛山與港澳之間的公共事務

協同，就必須尊重港澳的治理方式與傳統，在數據跨境流動過程中探索建立多元共治的社

會治理模式。1具體而言，考量到數據跨境流動強烈的行業性、組織性與科技性特征，三地

宜探索以行業、產業聯盟的方式集中整合三地社會組織權益與訴求，促進規則銜接的多元

利益表達。首先，可吸納跨境的非營利醫療衛生社會組織、私營機構等社會組織為聯盟成

員，增強集體利益表達力量。最後，可由三地數據法律界、律師界和科技界人士擔任重要

職務，佛港澳三地政府派代表擔任成員，通過定期舉辦交流、研討會等各種形式形塑數據

流動共識，並鼓勵探索數據流動標准、數據知識產權、數據糾紛解決等方面的民間協同機

制。

1 黎沛文：《香港“多元共治”社會治理模式對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啟示》，《港澳研究》2019年第 2
期，第 44-5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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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重塑：粵港澳大灣區公共衛生應急管理協同理念的調適理路

劉向東1

摘要：在人員、要素高度集聚的粵港澳大灣區內，跨區域重大疫情成為其建設高質量

發展示範地的最大不確定因素。港澳回歸以來，粵港澳三地在攜手應對 SARS、流感等跨境

疫情過程中，建立了以區際行政協議為核心的跨域應急協作機制和平臺。然而，這種效力

缺乏有效保障的松散型合作模式，事實上難以推動大灣區公共衛生跨域應急深度協作。聚

焦協同理念維度可以發現，當前“安全灣區”協同建設理念模糊，表現為“行政區行政”

色彩明顯、“單向式開放”長期存在。據此，宜以協同治理理論為指引調適三地的公共衛

生應急協同理念，實現從“行政區行政”到“灣區行政”“單向式開放”到“互通式開放”

的理念轉型，並依托具有約束力的治理手段促進資源高效流動。

關鍵詞：粵港澳大灣區；公共衛生；區域協同防疫；灣區行政；雙向融入

一、問題的提出

為抗擊新冠疫情，內地、香港、澳門紛紛實行嚴格的入境管制措施。“封關”在一定

程度上阻斷新冠病毒的跨境傳播，但對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帶來的“後遺症”也尤為顯著。

這主要表現為阻礙粵港澳三地生產要素跨境流動，沖擊灣區經濟，影響灣區一體化建設，

這也折射出粵港澳公共衛生應急協同建設的現實緊迫性。“封關抗疫”作為一種防控跨區

域重大疫情的表象，背後反映的是粵港澳公共衛生應急協同理念存在較大差異，資源配置

缺乏約束力，大灣區整體協同防疫工作較為松散，難以因應“健康灣區”“安全灣區”的

制度訴求，亟待實現體系化轉型。立足抽象的理念維度，“一國兩制”基本原則下，大灣

區協同防疫框架存在協同理念失衡與錯配，難以為形成契合粵港澳緊密區際協作的聯防聯

控機制創設頂層式的邏輯前提。申言之，伴隨“健康灣區”“安全灣區”建設目標愈發清

晰，粵港澳三地政府攜手共進的方向更加明確，但固守本地區利益最大化的“行政區行政”

理念和內地向港澳“單向式開放”的難題，成為影響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粵港澳深度協同

的關鍵因素，也制約著公共衛生應急治理合力效能的充分釋放。為此，本文立足大灣區協

基金項目：司法部法治建設與法學理論研究部級科研項目“粵港澳大灣區數據跨境流動的法治評估體系

研究”（課題編號：22SFB5009）。
1 劉向東，澳門理工大學人文及社會科學學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灣區治理、公共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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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共治的維度，在維護中央對港澳的全面管治權和尊重港澳的高度自治權的前提下，認為

應當積極推動“行政區行政”向“灣區行政”轉變，實現“單向式開放”向“互通式開放”

過渡，聚焦大灣區整體利益最大化促進公共衛生應急資源的跨境最優配置，為構建公共衛

生跨境應急聯體創設邏輯前提。質言之，“灣區行政”和“互通式開放”並非公共衛生應

急協同領域的“專屬理念”，更應成為大灣區深度融合建設應當秉持的基本理念，在承認

與尊重粵港澳三地存在較大發展差異的基礎上，通過互信、互惠、互利凝聚共識、匯聚力

量，共同塑造“健康灣區”。

二、大灣區公共衛生應急管理協同理念的現實審視

（一）“行政區行政”色彩明顯

分區治理是古今中外國家治理的重要方式。從人類政治運作實踐來看，在面對龐大的

治理情境時，國家治理者不約而同地選擇了分區治理的方式，並從中組織起國家結構形式。

1在“分區而治”的行政體制下，行政區劃邊界成為地方政府被中央授予的行政管理權行使

的地域邊界，一旦超出即失去效力與合法性。這一治理模式本是治理者面對複雜國家治理

的破局之策，然而如此劃分之下，作為公權力的行政權力受到行政區劃的剛性約束，在現

代社會複雜的公共事務治理情境下，出現“行政區行政”“行政區經濟”等相互割據的負

面狀態。即基於單元行政區界線的剛性約束，在對公共事務治理過程中形成的一種切割、

閉合以及有界的政府管理形態。2“行政區行政”具有條塊分割、封閉管轄、權力壟斷的表

征，呈現出行政行為的內向性、排斥性和分割性。“行政區行政”理念導向下，行政主體

的關注焦點是行政區劃內部公共事務，希冀達成本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最優目標，“分工不

合作”和地方本位主義成為其行為導向。3然而，這一模式下的行政主體過於注重本行政區

的利益維護與內部管理，忽略了對外與其他行政區交流協作，在行為自利性與地域限制性

的疊加作用下，逐漸累積排斥異地要素的流入，使得本行政區喪失進一步開拓發展新局的

可能。

在“行政區行政”觀念導向下，粵港澳三地雖通過區際行政協議、區域規劃、聯合執

法等力求促成公共衛生應急管理的高效聯動，然而，這些法律規範、政策與合作協議整體

上呈現零散化態勢，並不能形成銜接、協調的跨域應急協作框架。從合作內容來看，審視

以往粵港澳府際合作事項不難發現，當前三地合作大多涉及經濟發展領域，而較少涵攝公

1 吳金群，巢飛：《行政區劃治理何以可能——治理嵌入行政區劃調整的意涵、條件及其限度》，《治

理研究》2021年第 5期，第 41-50頁。
2 陳瑞蓮：《論區域公共管理的制度創新》，《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 5期，第 61-67+126
頁。
3 曾鵬：《論從行政區行政到區域合作行政及其法治保障》，《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
第 5期，第 16-23+161-162頁。



54

共衛生、應急管理及相關的公共事務，是一種“經濟導向”的府際合作狀態。一個典型的

例子是，粵港澳三地的環境協同治理境況長期不佳，行政執法模式差異引發的執法沖突未

能得到有效緩解。1一般而言，公權力主導之下的府際合作首先考慮的是本行政區經濟發展

問題，而對於不能為轄區產生明顯經濟效益但對公共安全、社會環境等關涉重大的相關事

項，則呈現出較為被動，甚至消極的態度。當然，伴隨新時代總體國家安全觀進一步確立，

公共衛生安全作為關涉發展全局的核心事項，將在地方治理者、決策者的注意力分配中將

占據更大比重。2換言之，未來粵港澳三地或將更加注重在公共衛生應急協同上的跨域合作，

為高質量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創設良好的外部環境。從合作動力來看，在“區域行政”

“灣區行政”導向尚未樹立並鞏固的情境下，粵港澳大灣區公共衛生管理協同建設盡管面

臨實體、程序上的諸多制度壁壘，三地治理者卻缺乏推動變革與銜接的動力，不能將灣區

利益最大化作為出發點與落腳點。同時，府際主體更在跨域應急協作成本與收益的博弈與

考量中，呈現外部合作消極態度，寧願固守本行政區公共治理的“一畝三分地”也不願冒

險開展公共衛生應急管理合作。例如香港第五波疫情期間，在香港本土疫情外溢至深圳、

珠海等地市時，後者不約而同地陸續發布關於反走私、反偷渡的舉報獎勵政策，並進一步

收緊通關政策，3其出發點雖是防控跨區域疫情，但這一舉動本質是缺乏溝通、“以鄰為壑”

的做法。

（二）“單向式開放”長期存在

所謂“單向式開放”，是指一方主體單方、自主地通過調整本地區的開放程序與適用

規則以適應其他地區的治理實際，並且不需要對方作出相應承諾或予以行動，本質是認可

對方的法律規制或制度標准，減少行政區劃之間因制度差異所造成的融合成本。“單向式

開放”雖然展現了本地區的開放包容心態，有利於吸收外來的優質資源，但由於整個資源

流向是單行的，因此這一模式發展到後期，將大概率出現社會資源分配不公平現象，無法

實現區域均衡發展。基於協作抗疫、聯合治理公共衛生事件的重要性，粵港澳三地間針對

疫情聯防聯控的府際合作越來越頻繁。然而，在促進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語境之下，

中央事實上鼓勵大灣區內地城市向香港、澳門進行“單向式開放”，且並不要求港澳向內

地城市對應開放。4

這一理念體現在粵港澳大灣區公共衛生應急管理協同領域，可從醫護執業人員資格互

認上窺見。為便利港澳醫師申請內地執醫資格，內地專門出臺了《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

醫師獲得內地醫師資格認定管理辦法》，其中對於港澳醫護人員的專業資格認准非常寬松，

1 謝偉：《粵港澳大灣區環境行政執法協調研究》，《廣東社會科學》2018年第 3期，第 246-253頁。
2 陳那波，張程：《“領導重視什麼及為何？”：省級黨政決策的注意力分配研究——基於 2010—2017
年省委機關報的省級領導批示》，《公共管理與政策評論》2022年第 4期，第 85-102頁。
3 《香港疫情加重 珠三角多地發布舉報走私偷渡獎勵通告》，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25003005858000297&wfr=spider&for=pc，最後訪問時間：2024年 1月
13日。
4 馮澤華：《粵港澳大灣區公共衛生立法協調研究》，《紫荊論壇》2021年第 6期，第 55-6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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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在執業時間、類別、機構以及備案手續上有所限制。1部分地區針對港澳醫生“北上”執

業給予了更大的政策利好，例如2022年7月表決通過的《深圳經濟特區醫療條例（修訂稿）》，

以立法形式明確，允許港澳醫療專業技術人員經備案後在深圳“多點執業”，有利於港澳

醫生拓寬執業範圍以獲得更大發展空間。2然而，香港特區法律明確規定，非香港本地醫學

院畢業醫學生必須先行參加LMCHK香港醫生考試，通過香港醫務委員會執業醫生資格考試

才能獲得注冊執業資格。澳門特區亦明確，只有持有澳門居民身份證及具有全日制臨床醫

學學位者，才可登記注冊成為醫生；如無本地居民身份證，則必須透過技術專才政策向澳

門貿易投資促進局申請留澳就業，並且必須通過本地組織的醫師專業資格考試。類似的“單

向式開放”情形，也出現在動物檢驗檢疫機制、法律執業資格認定等方面，制度壁壘林立

阻礙著廣東省內的公共衛生應急資源向港澳特區流動。

顯然，僅依靠一方的“單向式開放”難以有效配置區域間的公共衛生應急資源，無法

有限消解諸多制度壁壘。一個典型的例子是，香港第五波疫情期間，中央積極援助香港，

但香港特區政府食物及衛生局與民主派議員認為，中資病毒檢測承辦商不合衛生署標准，

醫護人員缺乏行醫資質，極有可能引致醫療事故。3香港本地社會此番質疑聲音的出現，本

質原因是香港並未面向內地開放醫護執業准入資格，阻礙公共衛生應急資源的便捷流動。

從內在邏輯而言，“單向式開放”意味著粵港澳三地的權利義務資源供給與配置的不對等，

長此以往不僅無助於形成府際利益協調機制，更極大限制人才、醫療服務、藥品器械等資

源要素流通，無助於三地攜手應對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進而實現聯合抗疫的理想圖景。

質言之，在粵港澳大深度融合發展情境下，港澳與內地的“雙向開放”難題將得到更多關

注，不能僅僅是內地城市對港澳單向開放和提供便利，也需要港澳對內地合理開放，這種

“雙向開放”固然由於體量差異而不可能對等，但也需要逐步放寬及可比較。4

三、大灣區公共衛生應急管理協同理念的優化進路

（一）從“行政區行政”到“灣區行政”

1、完善以大灣區建設整體為導向的激勵機制

自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正式提出以來，中央先後印發《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

1 《衛生部、國家中醫藥管理局關於印發<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醫師獲得內地醫師資格認定管理辦法>
的通知》，《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公報》2009年第 8期，第 6-12頁。
2 《重大利好！港澳醫師可在深“多點執業”》，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wMTgwMzk1Ng==&mid=2247680053&idx=1&sn=c5c1f9df4e580ec0
409948ff6a2deba7&chksm=96e411eea19398f8bd3a2cbe0002c196f025172b74c68463b89e626ed45ecd9fe7aa6
1b9b298&scene=27，最後訪問時間：2024年 1月 13日。
3 藍松山：《醫護界促停抹黑內地援港醫護》，《香港文匯報》2022年 3月 17日，第 A02版。
4 《田飛龍析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戰略》，https://ishare.ifeng.com/c/s/7ogMpu3P2FC，最後訪問時間：2024
年 1月 13日。

https://newspaper.duxiu.com/searchNP?sw=%E8%97%8D%E6%9D%BE%E5%B1%B1&ecode=utf-8&channel=searchNP&Fiel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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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橫琴、前海、南沙“三大方案”，為全面建成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指明了方

向、構建了重大平臺。換言之，中央規劃視角中的粵港澳大灣區是作為一個整體而存在與

發展的跨境區域，本質上是以中央為主導將多個地區和城市構建成一個新的行政區域，調

整或重新建構新的公共治理規則體系，進而形成“新的地理空間”的公共治理模式，1即本

身就帶有鮮明的“灣區行政”色彩，而粵港澳三地應從大灣區建設全局和整體利益的角度

尋求深度融入以推動大灣區高質量發展。然而，現實卻並非如此。據此，宜從中央對粵港

澳大灣區的規劃起點出發，形塑以大灣區建設整體為導向的評價機制，運用自上而下的行

政激勵，推動“灣區行政”理念深入人心。

曆史和現實都表明，政績考核是激勵幹部擔當作為、促進事業發展的重要抓手，深刻

影響和塑造著他們的政績觀、發展觀。2基於政績考核的政治性、個體性和比較性特點，3只

有在自上而下、你上我下的政治錦標賽“把激勵搞對”4，才能使粵港澳三地政府進一步以

灣區整體利益為導向，重視粵港澳大灣區全局建設，進而形塑“灣區行政”理念。據此，

中央可在多元指標的考核體系中增加並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作為重要的工作指標，並尋求

激勵機制的法治化、規範化，以此不斷激發各級“權力持有人”發揮主觀能動力，主動尋

求粵港澳深度融合的多維進路。同時，還可以參照全國文明城市、國家衛生城市評比的運

作經驗，加大對地方政府及其部門官員在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表彰力度，作為幹部晉

升的重要參考。5從實踐例證來看，在中央多次強調大灣區建設重要性的語境下，廣東省政

府已然將高質量建設粵港澳大灣區作為重要議題，通過成立以省委書記、省長為統率的廣

東省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舉全省之力辦好這件大事”。6概言之，在以政績

為核心的激勵機制自上而下的動態傳導中，廣東省及珠三角九市治理者在運用公權力履行

職能時，已大體上將“灣區行政”理念融貫其中。據此，未來應當重點關注的是，如何在

“一國兩制”的複雜情境中，進一步調動港澳特區政府融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積極性，

並通過制度、組織、權力資源形塑治理者以灣區整體利益作為出發點的治理理念。

2、構建以灣區行政為語境的法治理論體系

作為一種契合粵港澳深度融合發展的協同理念，“灣區行政”脫胎於“區域行政”這

一新型區域管治模式，強調區域內各行政主體之間相互協調、尋求合作以實現公共事務的

1 陳劍：《基於國家主導的粵港澳大灣區公共治理融合：條件保障、現實困境與路徑探析》，《廣西社

會科學》2021年第 1期，第 18-24頁。
2 馬亮：《政績考核該怎麼“考”》，《中國青年報》2020年 11月 11日，第 2版。
3 陳家喜，汪永成：《政績驅動：地方政府創新的動力分析》，《政治學研究》，2013年第 4期，第 50-56
頁。
4 李永剛，管玥：《地方官員競爭的政治錦標賽模型及其優化》，《江蘇行政學院學報》2011年第 2期，

第 73-78頁。
5 劉向東，馮澤華：《大灣區嶺南文化協同傳承的激勵邏輯及其制度進路》，《紫荊論壇》2022年第 6
期，第 70-77頁。
6 徐林，駱驍驊，李鳳祥等：《省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第九次全體會議召開》，《深圳特區

報》2023年 5月 9日，第 A01版。

https://newspaper.duxiu.com/searchNP?sw=%E5%BE%90%E6%9E%97&ecode=utf-8&channel=searchNP&Field=2
https://newspaper.duxiu.com/searchNP?sw=%E9%AA%86%E9%AA%81%E9%AA%85&ecode=utf-8&channel=searchNP&Field=2
https://newspaper.duxiu.com/searchNP?sw=%E6%9D%8E%E5%87%A4%E7%A5%A5&ecode=utf-8&channel=searchNP&Fiel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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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性治理，是未來粵港澳大灣區實現跨區域協同治理的重要手段。從源流來看，“區域行

政”是伴隨區域協調發展戰略深入實施而建構的區域法治理論體系的分支之一，1是地方治

理者主動尋求跨域緊密協作的理論產物。應當看到，中央授權是一種稀缺法治資源，實質

是中央賦予地方改革、創設和突破現有體制機制的權力，往往牽動全局、協調難度特別大，

啟動起來絕非易事。當前，中央先後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長三角區

域一體化發展等重大國家戰略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在地方法治水平受到國家法治水平整

體制約的情境下，任何國家戰略均需國家授權方可獲得改革創新的權限和動力，各地爭相

提請中央授權在客觀上造成“僧多粥少”的法治局面。2可以說，囿於時下中國國家治理實

踐現實，地方政府過分依賴中央授權以推動區域經濟發展和制度建設缺乏理性，更應“自

尋出路”，積極利用各種有利政策因素尋求區域協同建設的突破。3

“一國兩制三法域”粵港澳三地尚未成熟定型，各地施政的“最大公約數”模糊不清，

僅僅依靠頂層宏觀設計和中央必要時協調，無法取得大灣區實質性融合效果。粵港澳三地

治理者意欲尋求構建緊密的跨域協同機制，但卻受到形式規範上的區域劃分和實體規則上

的制度差異限制。4然而，任何形式與實體上的差異都只是技術性問題，絕非價值理念融合

的壁壘，粵港澳三地宜確立大灣區的整體價值理念，依托“區域行政”理論構建以“灣區

行政”為語境的灣區法治理論體系。背後的價值理性在於，通過灣區法治理論體系的建構

與完善，為粵港澳三地治理者掃清跨境融合發展的理念障礙，進而引領粵港澳三地“灣區

行政”實踐向前推進並不斷取得突破。而在區域法治理論研究起步較晚的情境下，“灣區

行政”的學理性發展傾向並不明顯，許多學者雖以粵港澳大灣區為研究場域或主題開展論

斷，但卻不能自覺承擔形塑灣區法治理論體系的重任。未來，應通過各種激勵手段鼓勵粵

港澳三地學者積極投身於灣區法治研究當中，不斷夯實大灣區的基礎理論基石，為公共衛

生應急協同建設提供堅實的學理支撐。

3、率先推動大灣區建成全國統一大市場

灣區一詞自誕生之初，就帶有明顯的經濟效應色彩。從比較視野來看，國際三大灣區

均依托世界級港口、背靠廣闊腹地，具有高度開放的經濟結構、高效的資源配置網絡和強

大的集聚外溢功能，所形成的“灣區經濟”效應疊加釋放並在全球經濟發展中扮演著重要

角色，無不是“開放、創新、宜居、國際化”的代名詞，5粵港澳大灣區亦不例外。從大灣

區有關的規劃文本來看，與經濟發展相關的內容不僅占據主要篇幅，還大多作為重點發展

1 公丕祥：《法治中國進程中的區域法治發展》，《法學》2015年第 1期，第 3-11頁。
2 鄒平學，馮澤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深圳法治建設的內在邏輯及立法進路》，《深圳大

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 4期，第 34-45頁。
3 石佑啟，陳可翔：《粵港澳大灣區治理創新的法治進路》，《中國社會科學》2019年第 11期，第

64-85+205-206頁。
4 馮澤華：《粵港澳大灣區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法治協同保護》，《體育學刊》2022年第 2期，第 32-38
頁。
5 張昱，陳俊坤：《粵港澳大灣區經濟開放度研究——基於四大灣區比較分析》，《城市觀察》2017年
第 6期，第 7-13+2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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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而獨立闡釋明，體現出中央與地方對大灣區的定位首先是“經濟灣區”。“灣區行政”

作為一個晚近形成的概念，其出現與發展首先植根於粵港澳三地以經濟合作為內容的跨境

深度協作，是“灣區經濟”之下的產物。從改革開放之初由地方市場力量推動形成了港澳

地區與珠三角“前店後廠”的地域分工與經貿合作，到港澳回歸後形成了基於CEPA框架的

緊密地區經貿合作與泛珠三角社會融合，再到粵港澳大灣區正式提出後人員、資源與信息

流跨境高效配置下，躍升為我國經濟活力最強的區域，“灣區經濟”始終是粵港澳三地合

作的關鍵詞。可以說，粵港澳大灣區雖然承載了政治、人文、社會等多領域任務，但這些

無不立基於大灣區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之上，即粵港澳三地只有攜手建好“經濟灣區”，

才能為共建“健康灣區”“安全灣區”“人文灣區”提供頂層式的邏輯前提。

類似地，在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語境下，只有暢通粵港澳三地跨境生產要素流動的

制度壁壘和物理障礙，依托各種有利因素助力粵港澳大灣區經濟實現又一輪騰飛，才能為

“灣區行政”這一形而上的概念夯實物質基礎。不難看出，“灣區經濟”與“灣區行政”

形成了明顯的互動關系，前者的進一步發展是後者得以生成和確立的前提，而率先建成全

國統一大市場或將成為關鍵的破局點。事實上，在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關於加快建

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意見》中就明確提出，鼓勵粵港澳大灣區等區域在維護全國統一大市

場前提下，優先開展區域市場一體化建設工作。1從定位上看，粵港澳大灣區具備獨特的地

域優勢和優越的開放環境，是國內循環與國際循環的結合與對接區，可利用先行先試優勢

率先探索推動“統一大市場”的有益經驗，助力加快形成新發展格局。2而在推動大灣區統

一大市場建設過程中，為充分發揮市場對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粵港澳三地政府必須以

打造一流營商環境為抓手，加快破除妨礙生產要素市場化配置和商品服務流通的體制機制

障礙，增強大灣區整體集聚和配置各類資源要素能力。3而這正是“灣區行政”在經濟領域

的應有之義，從整體上形成了二者雙融雙促的良性循環。

（二）從“單向式開放”到“互通式開放”

1、規則互認

粵港澳大灣區雖以“新的地理空間”的身份作出全盤謀劃，然而細究之下可以發現其

內部“9+2”城市之間其實存在很大的發展差異，是粵港澳三地實現“互通式開放”面臨的

首要障礙。以法治發展水平為例，法治是香港的核心價值，澳門同樣尊重法治精神，而廣

東正在深入推進“法治廣東”建設，持續打造全國法治環境最好的地區之一，4珠三角九市

的法治指數因而日益提升。概言之，依法治理是粵港澳三地政府均亟須秉持的行政原則，

1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意見》，《人民日報》2022年 4月 11日，第 1版。
2 鄒新月，矯萍：《率先探索統一大市場 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形成新發展格局》，《深圳特區報》2022
年 4月 19日，第 B01版。
3 陳林，張璽文：《建設統一大市場：粵港澳大灣區市場一體化的演化曆程、經濟規律與可借鑒經驗》，

《國際經貿探索》2023年第 5期，第 4-15頁。
4 李希：《忠誠擁護“兩個確立” 堅決做到“兩個維護” 奮力在全面建設 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

中走在全國前列創造新的輝煌》，《南方日報》2022年 5月 31日，第 A02版。

https://newspaper.duxiu.com/searchNP?sw=%E9%82%B9%E6%96%B0%E6%9C%88&ecode=utf-8&channel=searchNP&Field=2
https://newspaper.duxiu.com/searchNP?sw=%E7%9F%AB%E8%90%8D&ecode=utf-8&channel=searchNP&Fiel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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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大灣區公共衛生法治協同建設的最大公約數。但立足比較視角，港澳特區的法治水平事

實上遠高於珠三角九市，同時珠三角九市間的法治狀況也存在較大差異。其中，經濟發達

的廣州、深圳，其法治程度走在廣東省前列，而其他大灣區內地城市均面臨一定的發展障

礙。在差異化與個性化並存的情境下，大灣區可采取規則互認的方式推動“互通式開放”。

具言之，可充分發揮每座城市的優勢彰顯自身發展特色，依托本地區優勢資源建構起立法

水平高、普適性強的規則體系，並力求獲得其他地區的認可，進而在實現要素跨境流通的

同時為其他地區補齊制度短板。例如，知識產權的地域性使得其效力僅在該國家或地區內

具有約束力，加之粵港澳三法域的差異性更加深了知識產權流通的鴻溝。1具言之，香港特

區的知識產權保護水平全球領先，規則體系對標國際標准較為完善。據此，粵港澳三地共

同采取認可或部分認可香港知識產權規則體系的方式，或將是消除粵港澳三地知識產權制

度沖突的最優解。

2、規則互融

融，意指融合、消融。規則互融，指的是粵港澳三地通過各種方式實現規則體系之間

的有機融合，削弱因制度壁壘造成生產要素流動的高額成本，進而實現“互通式開放”。

規則互融的關鍵路徑在於趨同，即將粵港澳三地差異性較小的規則通過趨同方式實現對接，

例如為“互通式開放”創設良好的開放環境。目前而言，實現趨同的方式大體分為以下三

種：1.內地的規則向港澳靠攏；2.港澳的規則向內地靠攏；3.內地和港澳都改造各自的規則

向第三方規則靠攏。2至於選擇何種趨同模式，取決於需被趨同的規則如何更能平衡粵港澳

三方利益、更有利於推動港澳融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與國家發展大局。單從技術維度來看，

規則趨同的標准應“就高不就低”，各方均朝著國際水平更高的規則體系邁進，為構建國

際一流灣區奠定基礎。例如，針對內地與港澳稅收制度的差異導致稅制不協調不公平的問

題，可基於我國減稅降負、營造良好營商環境的大背景下充分借鑒港澳簡單高效的稅收制

度，主要針對所得財產進行征稅，以稅制趨同促進大灣區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3從適用範

圍來看，不同於規則互認，規則互融的適用主要存在於那些由於三地管理方式與管治傳統

不同，但不存在根本性矛盾，進而可借助充分協商達成共識的領域，例如社會保障規則、

職（執）業資格認證、教育等。換言之，粵港澳三地在這些領域均致力於實現更高水平，

因此存在協商對話的空間並借此消除制度壁壘。

3、規則互聯

聯，意指聯通，連接。規則互聯，指的是粵港澳通過法定方式達成合作共識，實現各

方規則在緊密區際協作的實踐中、互動中調適張力進而實現聯結。互聯是區域共識和區域

1 梅傲：《粵港澳大灣區知識產權法律沖突及解決路徑探析》，《中國流通經濟》2020年第 1期，第 122-128
頁。
2 鄒平學：《粵港澳大灣區法治合作和規則銜接的路徑探討》，《青年探索》2022年第 4期，第 5-14
頁。
3 陳雙專，溫彩霞：《粵港澳大灣區人才流動的稅收瓶頸與稅收協調》，《稅務研究》2019年第 11期，

第 66-7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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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的重要載體。即使地區之間是雙向開放的，但形式上如果沒有接納開放行為需以規則

對接的行動範式，各地區的規則依然是開放壁壘。規則互聯有利於增進府際合作的互信，

行政行為進一步開放、透明，有利於活躍要素流動激發優勢資源協同性能，協同關系進一

步密切相連。規則互聯的常見形式就是大灣區大量簽訂的區際行政協議，通過達成雙邊或

多邊的合作共識並以文本的形式固定下來，為當前和未來一個時期的各方就某一事項開展

協調、溝通提供方案。然而，如前所述，大灣區簽訂的區際行政協議面臨制定依據不明、

主體權限不清、地方利益導向明顯、糾紛解決機制缺位等弊端，其本身的合憲性也存疑，

實際上無法滿足粵港澳深度融合的規則銜接需要，引致大灣區遲遲未能實現“互通式開放”。

具言之，粵港澳三地政府在簽訂區際行政協議後，因缺乏有效的監督保障機制，各方基於

“理性經濟人”的理念邏輯容易忽略其中關於開放本地區的條款內容以維護本地區利益最

大化，引致“互通式開放”往往僅停留在本文層面而欠缺具體落實。1基於這樣的理論前置，

規則互聯應當尋求其他方式以實現規則互聯，其關鍵路徑在於創新，即在粵港澳各自規則

的基礎上再造可適用於大灣區的創新性規則。

1 江國華，謝海生：《粵港澳大灣區法治深度協同的構想與進路》，《地方立法研究》2022年第 4期，

第 77-8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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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合作與澳門高等職業教育發展路徑

高勝文1

摘要：澳門開埠已 400多年，以師徒制教學形式為主的職業教育源遠流長，有着悠久

的歷史。但由於長期經濟比較落後以及澳葡政府對教育的不重視，致使澳門的教育事業在

幾個世紀以來發展非常緩慢，職業教育發展亦然。對此，本文通過回顧澳門高等職業教育

的歷史與現況，分析澳門高等職業教育發展障礙，並結合實際情況，在區域合作模式下，

提出澳門高等職業教育發展路徑，以進一步推動澳門高等職業教育的發展。

關鍵詞：區域合作；職業教育；高等教育；經濟轉型；澳門

一、前言

職業教育是國民教育體系和人力資源開發的重要組成部分。發展職業教育，已經成為

世界各國應對經濟、社會、人口、環境、就業等方面挑戰，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戰略選

擇。2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教育法》（下文簡稱《職業教育法》）的定義，“職業教

育（vocational education），是指為了培養高素質技術技能人才，使受教育者具備從事某種

職業或者實現職業發展所需要的職業道德、科學文化與專業知識、技術技能等職業綜合素

質和行動能力而實施的教育，包括職業學校教育和職業培訓。”3《職業教育法》第三條指

出，“職業教育是與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類型，是國民教育體系和人力資源

開發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培養多樣化人才、傳承技術技能、促進就業創業的重要途徑。”4

這明確了職業教育是一種教育類型，而不是教育層次，對於擺正職業教育的地位，發揮職

業教育服務社會和個體發展的能力，以及推進職業教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具有

重要的發展戰略意義，極大地豐富了職業教育理論；另一方面，具有重要的政策指導和實

踐意義，明晰了職業教育和普通教育的聯繫與區別，指明了職業教育的發展方向，有利於

職業教育系統更明晰自己的功能和作用，進一步探索和完善職業教育獨特的辦學模式和人

基金項目：本文為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澳門基金會 2024年學術項目資助計劃《“一帶一路”倡議及粵

港澳大灣區背景下 澳門高等教育發展研究》（項目申請編號：G01540-2309-148）的階段性成果。
1 高勝文，行政學博士，高勝·文化基金會創辦人，國際（澳門）學術研究院院長。
2 引自《中國職業教育發展報告（2012—2022年）》序言。
3 引自《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教育法》第二條。
4 引自《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教育法》第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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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培養模式，更好地服務、支撐國家現代化建設。1

2019年 1月，國務院印發《國家職業教育改革實施方案》（下文簡稱《職改方案》），

《職改方案》指出，推進高等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是完善國家職業教育制度體系的重要一

環，並從完善國家職業教育制度體系、構建職業教育國家標準、促進產教融合校企“雙元”

育人、建設多元辦學格局、完善技術技能人才保障政策、加強職業教育辦學品質督導評價、

做好改革組織實施工作等方面，促進高等職業教育的發展，為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和提高國

家競爭力提供優質人才資源支撐。

澳門開埠已 400多年，以師徒制教學形式2為主的職業教育源遠流長，有着悠久的歷史。

但由於長期經濟比較落後以及澳葡政府對教育的不重視，致使澳門的教育事業在幾個世紀

以來發展非常緩慢，3職業教育發展亦然。現時澳門職業教育的本質仍為中學教育，沒有類

似內地大專等院校的升學機制，導致職業教育階梯斷層，從事相關職業人數低；4加上由於

澳門經歷的前三次經濟轉型5，使產業從多元趨向單一，為經濟發展埋下危機隱患，尤其博

彩業一業獨大，排擠了其他產業發展，也對澳門職業教育發展造成不利影響。

近年，澳門特區政府正積極配合中央政策，逐步落實“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的

功能定位、融入及共建粵港澳大灣區、參與國家“一帶一路”倡議建設。現時，特區政府

正採取“1+4”適度多元發展策略，大力發展綜合旅遊休閒業、大健康、現代金融、高新技

術、會展商貿和文化體育等四大重點產業發展。由此，帶動澳門進入第四次經濟轉型，有

望能優化產業結構，進一步推動經濟適度多元發展。6

未來，如何完善澳門高等職業教育發展，為重點產業培養所需人才，是決定經濟復甦

速度的關鍵因素。對此，本文通過回顧澳門高等職業教育的歷史與現況，分析澳門高等職

業教育發展障礙，並結合實際情況，在區域合作模式下，提出澳門高等職業教育發展路徑，

以進一步推動澳門高等職業教育的發展。

1 教育部職業教育與成人教育司.從“層次”到“類型”職業教育進入高質量發展新階段—“十三五”期

間職業教育發展有關情況介紹，引自
http://www.moe.gov.cn/fbh/live/2020/52735/sfcl/202012/t20201208_503998.html
2 師徒制教學形式主要有父業子承、合同式學徒制、行業學徒制等形式。
3 高勝文.澳門非高等持續教育：歷史脈絡與現實意義[J].行政 第 129期.澳門：行政公職局，2020：P4.
4 宋碧琪促完善職業教育向上流動機制，引自
https://www.tdm.com.mo/zh-hant/news-detail/663085?isvideo=false&lang=zh-hant&category=all
5 根據澳門跨領域學者高勝文撰寫的《“一帶一路”倡議及粵港澳大灣區背景下 澳門的發展範

式與推進路徑》一書，高勝文把澳門晚清至回歸二十年的近代經濟史劃分為四個時期。

晚清時期逐漸發展起來的原料加工業和專營制度產業，促成澳門首次經濟轉型；此後，七、八十年代紡

織製造業的興起及內地的改革開放政策，開拓及發展了銀行、保險、房地產等高附加值服務業，這可視

為澳門的第二次經濟轉型；20世紀末，澳門回歸後賭權開放，帶動澳門進入第三次經濟轉型；隨着 2003
年《內地與港澳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的簽署實施、2013年“一帶一路”倡議的

提出及 2019年《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的正式發佈，澳門特區政府正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配合中央政策，逐步落實“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的功能定位、共建粵港澳大灣區、參與國家“一

帶一路”倡議建設。由此，帶動澳門進入第四次經濟轉型。
6 高勝文：《“一帶一路”倡議十周年 倡議促全球發展中國成為世界榜樣》，《星報》2023年 11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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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澳門高等職業教育的歷史與現況

1981年 3月 28日東亞大學（今澳門大學）的誕生，可視為澳門現代高等教育的發軔。

因此，本文以 1981年東亞大學的建立為歷史時間界點，闡述澳門高等職業教育的歷史與現

況。

（一）澳門高等職業教育的歷史

澳門高等職業教育起源於非高等職業培訓及非高等職業教育。

在非高等職業培訓方面，由於 20世紀 70年代澳門經濟的發展和騰飛，使得澳葡政府

深深感到培養具有一定專業技能的人才的緊迫和重要，職業教育開始受到重視。有鑒於此，

澳葡政府頒佈了第 44/82/M號法令《訂定技術職業訓練基礎》，為開展職業培訓活動奠定

基礎，1985年 2月成立了第一所職業培訓中心，1989年望廈職業培訓中心亦相繼成立，兩

中心均由當時負責教育範疇的澳門教育暨青年司管理。面對社會勞動力結構的改變與勞動

力市場的不斷發展，澳門政府認為將職業培訓中心撥歸當時的勞工暨就業司（現為勞工事

務局）管理將較為理想。因此，1992年勞工暨就業司就正式接管了職業培訓中心，1997年，

勞工暨就業司先後再增設了兩所職業培訓中心。這使澳門的職業培訓無論在課程的種類、

形式及制度上都有快速的發展。1

回歸後，特區政府因應有關的發展和轉變，不斷透過調整各項職業培訓政策及投入大

量資源，促進勞動力向上流動。2006年經濟財政司司長透過第 60/2006號批示訂定《職業

培訓專款規章》，資助培訓實體為就業市場而舉辦之職業培訓課程之發放制度，藉此鼓勵

各機構積極向澳門市民開辦高質素的課程提升市民的專業技能。澳門回歸以來，職業培訓

取得一定的成績，包括推動持續進修，使收生逐年增加、以獨特學習環境，培養學員工作

能力、以及學員參與國際競賽，均取得豐碩成果等。目前，各類職業培訓課程將繼續不斷

優化，從而達到提升居民的就業競爭力、為市場提高人才素質的施政目標。2

澳門非高等職業教育發展歷史較短，最早可追溯至 1878年，由“振興學會”興辦的商

業學校，即是目前的澳門土生教育協進會創辦的葡文學校。翻查 1920年的《政府公報》，

商業學校開設初級及高級商業科目，包括商科、會計、打字、速記等實用商業課程，畢業

生通常受聘到港澳大小洋行工作。再翻閱 1893年 7月 27日政府公佈，當時統領澳門市政

教育文化康樂等工作的市政廳，在以葡人或土生葡人子弟就讀的利宵中學創辦商業課程，

為期三年，課程包括有簿記、讀本及中葡翻譯、商業信札等，應該說是澳葡政府開辦的公

立職業技術中學課程。3天主教會對職技教育亦是不遺餘力，1906年的天主教慈幼會雷鳴道

1 高勝文：《澳門職業培訓的挑戰、機遇與發展策略》，《澳門非高等持續教育論集》。澳門：科教文

出版社，2023：P125-126。
2 高勝文：《澳門職業培訓的挑戰、機遇與發展策略》，《澳門非高等持續教育論集》。澳門：科教文

出版社，2023：P126-129。
3 吳又可：《非高等教育職技教育的過去、現在與將來（一）》，引自 http://www.sonpou.net/0411/Ha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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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父在澳門創辦“聖母無原罪工藝學校”（以下簡稱“工藝學校”）。工藝學校主要是對

其收容的貧困孤兒進行職業技術教育，以期授其一技之長。工藝學校最初開設的專業有縫

紉、木工、革履、印刷、裝訂等，使學生掌握“工業之技能”是該校重要的辦學宗旨。1937

年日本發動侵華戰爭，致使大批難民由內地遷往澳門，人學人數隨之增加。1939年，工藝

學校增設初中部，校名為“私立鮑斯高初級中學”。1943年，學校易名為“鮑斯高職業學

校”（今慈幼中學）。1至 20世紀 70年代，國際貿易中澳門獲得西方國家提供的優惠政策，

促使澳門吸引到外資投資建廠。加之內地的對外開放政策，澳門作為對外開放的關口率先

獲益，經濟獲得迅猛發展。因應經濟發展的需求，澳門許多普通中學在高中課程中開設商

業課程，也有一些專門的職業學校開設商業課程，普通教育出現職業化的趨勢。2一直以來，

宗教社團及華人社團是澳門民間辦學的主要力量，形成至今澳門非高等職業教育主要由慈

幼中學、三育中學、雷鳴道主教紀念學校、中葡職業技術學校、澳門工聯職業技術中學、

創新中學、新華夜中學、澳門演藝學院等提供，開設行政、商業、旅遊、電腦、服裝、電

子、武術、工業維修、機電工程、社會服務、會計、翻譯、製冷及藝術等課程。

在非高等職業教育政策方面，受限於一九九六年公佈的九月十六日第 54/96/M號法令

所制定的“關於技術及職業教育之指導性制度”規範，為完善非高等教育職業技術教育制

度，特區政府制定第 22/2021號行政法規《非高等教育職業技術教育制度》，並於 2022年

9月 1日起生效。法規主要為促進職業技術教育的持續發展，建立與高等教育的銜接機制，

深化學校、企業、相關行業的專業團體及人士的合作，提升職業技術教育的專業性和認受

性，訂定職業技術教育的課程框架，以及提高職業實習的成效等方面作出規範及優化。3

在高等職業教育方面，1981年東亞大學（今澳門大學）誕生前，澳門因應社會、經濟、

產業等，曾開設航海、護理、師範等領域的高等職業教育，這可視為澳門高等職業教育的

肇始。澳門，作為古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起點和發祥地，以及受造船業與葡萄牙航海技術

的影響，使航海技術教育成為澳門最早的高等職業教育。早在 1594年創辦的聖保祿學院已

開設與航海關係密切的天文學。從 16世紀末到 19世紀末，澳門的航海技術教育三度開設、

三度停辦。1790年，當時市政廳獲委托負責考核在職領航員的資格和能力，澳門開始了有

組織的海事教學活動。初時，為這些考核而設的教學是私立形式。直到 1814年開設了“澳

門市皇家領航員學校”，並於 1815年開辦了第一個課程。隨後於 1862、1906年開設過同

類的學校，最後於 1980年設立了現今的航海學校。一方面，航海技術教育側面反映了澳門

海事活動的興衰，另一方面，也是澳門航運史及開埠建港史的縮影；4澳門的醫學教育和護

理教育歷史久遠，早於 1594年創辦的聖保祿學院就開設有醫學課程，澳門歷史上有三所護

1 馮增俊，黎義明：《澳教育概論》，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1999：P260。
2 馮增俊，黎義明：《澳教育概論》，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1999：P265。
3 《非高等教育職業技術教育制度》，引自
https://portal.dsedj.gov.mo/webdsejspace/site/policy/201806/index.jsp
4 澳門海事教育歷史，引自 https://www.marine.gov.mo/subpage.aspx?a_id=1432283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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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學校，包括 1923年成立的“鏡湖高級護士學校（今鏡湖護理學院）”、1939年設立的“聖

辣菲護士學校”、1964年成立的官立護士學校，三所護士學校學制1雖然不同，但同樣對澳

門醫療事業作出了一定的貢獻；2澳門師範教育起步較晚，據相關文獻資料顯示，20 世紀

30—80年代前澳門不存在正規的教育學院，由於戰亂、師資缺乏、人口增長等因素的推動

下，當時澳門的師範教育多是由內地南遷來澳的院校所開設的，或於部分中學相繼開設（見

表 1）。隨着 1985年華南師範大學教育專業澳門地區校外課程及 1987年東亞大學在職教育

文憑課程的開設，澳門師範教育才日漸正規專業化。

表 1 20世紀 30—80年代前澳門開設師範教育學校概況

序號 年份 開設師範教育學校

1 1938 協和女子中學三年制幼稚師範

班

2 1938 執信女子中學附設師範班

3 1949 華南大學社會教育系課程

4 1949 越海文商學院教育系

5 1950 中山教育學院特別師範夜班

6 1950 華僑大學高等師範科

7 1951 聖若瑟師範課程

8 1952 濠江中學簡易師範班

9 1953 德明中學幼稚園師範科

10 1965 官立葡文小學師範學校

11 1966 聖約翰書院中文部特別幼師科

12 1967 蔡高中學一年制幼稚園師範班

資料來源：根據劉羨冰：《澳門教育史》，澳門：澳門出版協會，2007：P219-220資料整

理而成。

可見，當時澳門的高等職業教育雖然出現較早，但澳門回歸前，由於澳葡當局對葡萄

牙人以外的居民教育的漠視，20世紀 80年代以前澳門的教育體制並不健全，缺乏從初等教

育到高等教育的層級結構。私立學校由於辦學主體多元，學制不一，師資不足等原因，學

校的品質參差不齊。整個基礎教育的發展水準並不能滿足澳門經濟社會的發展需求。3可以

1 鏡湖高級護士學校採用美制、聖辣菲護士學校採用法制、官立護士學校採用葡制。
2 劉羨冰：《澳門教育史》，澳門：澳門出版協會，2007：P203-218。
3 李向玉，謝安邦主編：《澳門現代高等教育的發軔——東亞大學的創立和發展》，北京：高等教育出

版社，2017：P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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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在現代高等教育體系形成前，高等職業教育更難以發展。

（二）澳門高等職業教育的現況

回顧澳門教育史，澳門高等教育具有悠久的淵源，但現代高等教育發展只有約 40餘年

歷史。早期高等院校較少，提供的課程及學術範疇亦較為單一，隨着院校逐漸增加，以及

社會對不同專業知識的需求，課程類別已日趨多元化，1並逐漸出現多個具職業導向的課程。

自 1981年東亞大學（今澳門大學）誕生後，澳門現代高等教育的歷史分為三個階段，

即東亞大學的建立（1981—1988年）、東亞大學的轉制（1988—1991年）及澳門高等教育

體系的形成（1991至今）。高等院校數量從回歸前的 7所增加到 2001年的 10所，其中，4

所為公立院校，6所為私立院校。當中包括有綜合性教學和研究雙結合的大學，以應用教學

為主的多專業理工大學，主力培養旅遊會展人才、博彩業專才、專業護理人員及高級管理

人才的專科學院，以及為培養澳門保安中高層管理人員的專門學校，各所院校均有其不同

的發展定位和培育人才的目標。同時，還有聯合國大學國際軟體技術研究所及澳門歐洲研

究學會兩間研究機構，這格局至今沒有改變。2

20世紀 90年代，為配合社會及大學自身發展的需要，澳門大學的兩個中心—預科中心

及持續進修中心進行了一系列調整，分別旨在完善中學畢業生入讀大學的途徑及為社會各

界人士提供更多持續進修的機會，其中，持續進修中心成立初期，因應社會需要，主要開

設語言、管理、會計、電腦、秘書等範疇的短期培訓課程。1995年第 32/95/M號法令《訂

定在回歸教育以及延續及社會教育方面成人教育之組織及發展之總框架》頒佈，校外課程

中心隨即加大力度推廣延續教育，與其他機構合辦一系列更具針對性的課程，或者根據有

些企業的要求設計課程，滿足學員進修的需求。1998-1999年，為配合澳門即將回歸的社會

發展趨勢，校外課程中心着重為市民提供技術職業培訓課程，新增多項實用而優質的全科

系列證書課程，為本地人才的成長提供更多的持續進修機會（見表 2）。另外，大學為保安

高校提供課程支持，在過渡期協助培養了一批優秀的本地警官及消防官，為澳門回歸祖國

和平穩過渡做出貢獻。3

1 高勝文：《澳門現代高等教育的回顧與展望（1981-2021）》，《行政》第 136期，澳門：行政公職局，

2022：P79。
2 高勝文：《澳門現代高等教育的回顧與展望（1981-2021）》，《行政》第 136期，澳門：行政公職局，

2022：P81-83。
3 李向玉，謝安邦主編：《澳門現代高等教育的轉制變革——過渡期澳門高校的發展（1987—1999）》，

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P6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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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997—2000年持續進修中心課程參加人次數

資料來源：李向玉，謝安邦主編：《澳門現代高等教育的轉制變革——過渡期澳門高校的

發展（1987—1999）》，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P67。

可以說，上述澳門大學於回歸前開設的這些課程，開創了現代澳門高等職業教育的先

河，標誌著現代澳門高等職業教育的肇始。

表 3 2022/2023 學年院校開辦學位課程

資料來源：澳門《教育統計數據概覽 2023——第五章 高等院校基本資料》

雖然，澳門缺乏一所綜合型的高等職業院校，但特區政府一直支持和鼓勵高等院校配

合澳門經濟發展及人才培養需要，開辦更多不同類型的職業導向型課程，培養不同領域的

應用型人才。據 2022/2023學年院校開辦學位課程資料顯示，有 10所高等院校開辦博士學

位課程，7所高等院校開辦碩士學位課程，6所高等院校開辦學士學位課程（見表 3）。此

外，在 2022/2023學年，各高等院校有 347個高等教育課程在運作，當中包括博士學位、碩

士學位、學士學位、學位後文憑、高等教育文憑及副學士文憑課程（見表 4），這對高等職

業教育的發展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

javascript:runWin('/webdsejspace/addon/allmain/msgfunc/Msg_funclink_page.jsp?msg_id=85815&');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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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022/2023 學年課程數目 （ 高等院校列表 ）

資料來源：澳門《教育統計數據概覽 2023——第五章 高等院校基本資料》

以 2020/2021學年運作的 115個學士學位課程為例，超過七成（共 76個）具職業導向

性質，涉及範疇包括言語語言治療、護理、翻譯、建築、設計、廚藝、會計、酒店管理、

社工及教師等。除本地課程外，亦有外地高等院校在澳門開辦以在職人士為主要招收對象

的非全日制高教課程，2019年共有 27個非本地高教課程在澳門運作，當中學士學位課程共

有 6個，大部分屬職業導向型課程。此外，根據《高等教育制度》法律及相關配套法規，

院校可按規定將專業經驗及職業培訓等轉換或認可為學分，上限為課程總學分的百分之二

十，為在職或已接受相關培訓的人士繼續升讀高等教育課程提供更有利的條件。院校亦可

透過學分制開辦多元化的課程，例如澳門管理學院和聖若瑟大學已開辦副學士文憑課程，

為在職人士提供學習不同專業知識技能及持續進修的機會，完成有關課程的人士，可申請

入讀與該文憑所對應的同一知識範疇的學士學位課程第三年級，該制度可讓居民更有彈性

地選擇修讀高等教育課程，配合社會發展需要培育應用型人才。1

綜上所述，澳門高等職業教育相對於澳門非高等職業教育來說，呈現起步較晚但發展

迅速的態勢。可以說，自現代高等教育體系形成後，澳門高等職業教育已成為澳門高等教

育的發展重點方之一。

三、澳門高等職業教育發展障礙

現時，澳門只有具職業導向性質之高等教育課程，仍缺乏一所綜合型的高等職業院校。

為促進高等職業教育的發展，曾有學者倡辦灣區聯合大學2及提出建立職業技術大學3的建

1 關於立法會麥瑞權議員書面質詢的答覆，引自
https://www.al.gov.mo/uploads/attachment/2021-02/36053601a6c007dc69.pdf
2 高勝文：《倡辦灣區聯合大學》，《澳門日報》2019年 2月 17日。
3 梁根潤：《建立澳門大灣區職業技術大學的建議——助力澳門產業多元發展》，《澳門經濟》第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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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並認為在澳門建立一所綜合型高等職業院校的問題上，出現了理論上需要、各界關注，

但客觀上、政策上缺乏條件的困境。1但社會文化司司長歐陽瑜在辯論 2023年度社會文化

範疇施政方針時指出，澳門沒有條件建大學城。2可以預見，未來澳門高等職業教育發展除

受土地資源限制外，仍存在以下發展障礙。

首先，澳門高等職業教育缺乏發展規劃。長期以來，由於教育主體缺乏規劃意識，引

致高等職業教育發展存在隨意性，未能對本地產業結構調整起到支持作用，而相關之教育

諮詢、評估、撥款等也缺乏嚴謹、具有國際標準的條例進行規範，導致澳門高等職業教育

水準不高，現代化水準低下。3

其次，澳門高等職業教育法制建設落後。現時，高等職業教育發展缺乏強有力的法律

支持與保障。如第 10/2017號法律《高等教育制度》並沒有關於職業教育的具體的內容；而

2020 年 12 月發佈的《澳門高等教育中長期發展綱要（2021-2030）》（下文簡稱《綱要

（2021-2030）》），是對澳門高等教育未來十年發展的目標與對策的一份框架性、綱領性

的文件，主要內容包括願景與總體目標，以及訂立完善機制建設、適度擴大學生規模，優

化生源和課程結構、促進院校發展和資源共享、保障高教素質持續提升、培養學生全面發

展、強化院校人員專業水平、推動科研創新及產學研發展、把握區域合作機會開拓發展空

間等八大發展方向；同時，也設定中期檢討機制，跟進和評估《綱要（2021-2030）》的實

施情況並作出相應的調整及優化。但條文未見對高等職業教育發展作詳細訂定。

第三，生源數量與各種投入資源不足。無庸置疑，職業教育是澳門特區教育事業的重

要一環，關係澳門應用技術人才的培養，但受傳統觀念、職業教育規劃不足及其他相關因

素影響，多年來澳門職業教育學生人數較低。統計數據顯示，2022/2023學年澳門職業教育

學生共 816人，僅佔澳門中學生總人數不足 1%。4同時，2018年內地高校保送生考試新增

了五所職業技術學院，合共提供百個名額，專業涵蓋經濟管理、藝術設計、機電機械、化

工食品檢驗等領域，為澳門選擇職業教育的學生不能對口升學的問題提供了解決方案。然

而，最終只有一名學生報讀“視覺傳播設計與製作”專業。5

事實上，除了生源總體數量維持較低比例外，現時澳門的職業教育亦缺乏企業的積極

參與，澳門本地企業以中小企為主體，由於企業管理體制、對校企合作的認識不足，加之

有關政策缺乏鼓勵條件以及部分職業教育專業設置與市場需求脫節等不利因素，多數企業

與學校的合作缺乏動力，仍停留在表面的淺層次結合上，制約了職業技術教育的發展。6因

期，澳門：澳門經濟學會，2021：P127-139。
1 梁根潤：《橫琴與“澳門大灣區職業技術大學”——論兩者互為對方帶來的機遇》，《澳門經濟》第

五十一期，澳門：澳門經濟學會，2021：P110。
2 《社會文化範疇施政方針辯論答問撮要》，《市民日報》2023年 11月 28日。
3 鄒一戈：《回歸十年澳門高等職業教育發展特點及策略走向》，《職業技術教育》第一期，吉林：吉

林工程技術師範學院，2012：P87。
4 根據澳門教育及青年發展局《教育統計數據概覽 2023》第二章非高等教育數字相關內容整理所得。
5 《職技院校僅一人考嘥料》，《人民日報海外版》2018年 1月 22日。
6 何潤生就職業教育提書面質詢，引自 https://www.cyberctm.com/zh_TW/news/detail/2164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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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亦難以形成具“澳門特色”的高等職業教育。

四、澳門高等職業教育發展路徑

回歸以來，澳門特區政府一直致力推動各級教育發展，包括職業教育。但近年澳門的

社會經濟等方面已發生巨變，各方面的快速發展對職業教育提出了許多新的要求，以致澳

門高等職業教育仍存在缺乏發展規劃、法制建設落後、生源數量與各種投入資源不足等發

展障礙。下文，將結合實際情況，在區域合作模式下，提出澳門高等職業教育發展路徑，

以進一步推動澳門高等職業教育的發展。

（一）完善澳門高等職業教育發展規劃

綜觀世界工業發展史，職業教育特別是高等職業教育水準的高低，決定着一個國家或

地區工業化水準的高低，一般而言，高等職業教育發達的國家或地區，如德國、新西蘭、

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加坡等都具有完善的高等職業教育發展規劃。因此，澳門特

區政府必須完善高等職業教育發展規劃，才能大力發展“1+4”適度多元發展策略中的綜合

旅遊休閒業、大健康、現代金融、高新技術、會展商貿和文化體育等重點產業。

我們應完善各級職業教育，包括非高等職業教育與高等職業教育。一方面，當局可透

過資源投放及政策引導，在非高等教育領域推動學校開辦促進學生多元發展的課程和活動，

鼓勵學校開辦與職業教育相關的課程，向學生提供多元和適性的教育選擇和機會；另一方

面，當局也應完善現代職業教育體系，使之涵蓋專科、學士、碩士、博士等不同層次。此

外，可加強區域合作，通過粵港澳三地合作，探索高等職業教育辦學新模式，推動粵港澳

大灣區高等職業教育的發展。並在適當時機，在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籌建綜合型的高等職

業大學，以突破土地資源限制，形成規模效應，使高等職業教育可持續發展。

（二）制訂澳門高等職業教育法律法規

毫無疑問，法律法規是高等職業教育發展必不可少的條件與重要保障。首先，建議當

局可參照第 22/2021號行政法規《非高等教育職業技術教育制度》制訂高等職業教育之專門

法律法規，對高等職業教育的定義、行政當局的職責、課程開發準則、課程設置、職業實

踐與/實習、學生評核等方面作詳細訂定；其次，結合《綱要（2021-2030）》，制訂《澳門

高等職業教育發展規劃》，對澳門高等職業教育的機制建設、招生規模、課程結構、促進

院校發展和資源共享、提升與保障高等職業教育、強化院校人員專業水平、推動科研創新

及產學研發展、把握區域合作機會開拓發展空間等方面作明確規範及指引；最後，也應逐

步出台相關之《高等職業教育基金》、《高等職業教育素質評鑑制度》、《高等職業教育

規章》、《高等職業教育學分制度》等法律法規，以及訂定在特殊教育範疇內開展具職業

導向課程的專有法規，全方位為澳門高等職業教育發展保駕護航。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1%95%E5%A3%AB/237792?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D%9A%E5%A3%AB/2235592?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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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增加投入資源吸納生源

誠言，部分人對職業教育的刻板印象、標籤效應仍存在、扭轉部分人們對職業技術教

育的觀感是不能忽視的。建議當局可通過線上線下舉辦各種相關活動，使人們對職業教育

的觀感得以提升，如透過講座、輔導、工作坊、考察參觀、職前體驗實踐、社團與企業及

媒體宣傳等，助力居民了解職業教育的內涵，輔助學生做好生涯規劃，分析各行業的人才

需求現況、就業前景，以增加高等職業教育的生源數量。

未來，除了加大力度繼續做好上述工作和計劃外，也應聯動社會資源，加強政府、企

業、行業及學校等方面的溝通和合作，建立密切的互動機制，進一步促進產、學、研緊密

的結合，為促進校企合作創造更多有利條件。此外，也應增加投入資源，完善高等職業教

育撥款制度，為高等職業教育提供資助，以支持課程開辦、設備更新、學生考取專業證照、

提供實習津貼、參與職業技能相關比賽、獎學金制度、學生升學和持續推動教學人員專業

發展等，以及鼓勵社會力量捐贈、興辦職業教育，拓寬辦學籌融資渠道，以此推動澳門高

等職業教育邁向更多元化發展。

（四）打造具“澳門特色”的高等職業教育

從目前的情況分析，澳門的綜合旅遊在全球處於領先位置，相關的旅遊教育水平也足

以在行業內領先。當中，澳門旅遊學院的“粵港澳大灣區旅遊教育培訓基地”，在旅遊教

育範疇具備領先內地城市的優勢；其創設的澳門職業技能認可基準（Macao Occupational

Skills Recognition System, MORS）更是澳門獨有品牌。1同時，澳門城市大學率先開展課程

國際權威認證，旅遊業管理專業的博士、碩士、學士學位課程為均獲聯合國世界旅遊組織

（UNWTO）TedQual 優質教育素質認證的特色課程，旅遊休閒管理學科位居軟科“2023

世界一流學科排名”入庫排名高校全球前 20%，位列排名 51-75。2因此，本文建議澳門可

以利用旅遊教育優勢，向其他國家地區輸出旅遊教育服務，制訂相關之“職業技能標準”，

以及配合銳意發展的新興產業開設相關高等職業教育課程，以打造具“澳門特色”的高等

職業教育。

五、總結

教育奠基未來，技術變革生活。在推動人類社會發展中，職業教育前途廣闊、大有可

為。3近年，澳門特區政府為促進經濟復甦、提振整體經濟，正採取“1+4”適度多元發展

策略。有學者認為，完善澳門高等職業教育發展，為重點產業培養所需人才，是決定經濟

1 劉本立，柳智毅：《澳門高等教育市場化策略研究》，澳門：澳門經濟學會，2021：P101。
2 澳門城市大學簡介，引自 https://cityu.edu.mo/zh/%e5%a4%a7%e5%ad%b8%e7%b0%a1%e4%bb%8b/
3 引自《中國職業教育發展報告（2012—2022年）》結束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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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甦速度的關鍵因素。1對此，我們應分析澳門高等職業教育發展障礙，並結合實際情況，

在區域合作模式下，通過完善澳門高等職業教育發展規劃、制訂澳門高等職業教育法律法

規、增加投入資源吸納生源等發展路徑，以進一步推動澳門高等職業教育的發展。並早日

實現《澳門高等教育中長期發展綱要（2021-2030）》中訂定的“配合本澳發展定位與產業

適度多元，樹立更多高教特色品牌學科，打造中葡雙語人才培訓基地及粵港澳大灣區旅遊

教育培訓基地，形成更具區域競爭力的高等教育體系，為社會不斷進步提供有力的支撐。”

的願景。

1 《高勝文提三建議促高等職業教育發展》，《現代澳門日報》2024年 3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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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普通學校教師特教教學調整之質性分析：

基於特教專業知能與學校行政支持的影響

董志文1

摘要：本研究為質性研究，目的是瞭解澳門普通學校教師的特教教學調整與其特教專

業知能、學校行政支持的關係。研究以 10位澳門普通學校教師、2位融合教育支援專家為

研究對象，通過半結構式訪談得出以下結果：1）學校行政支持、教師的特教專業知能及教

師的特教教學調整等三者之間具有互為的關係；2）特教專業知能、學校行政支持是影響教

師的特教教學調整之重要因素。最後依據研究結果提供建議，以作為教師、學校領導層及

政府的參考。

關鍵詞：普通學校教師；融合教育；特教專業知能；學校行政支持；特教教學調整

一、問題的提出

（一） 研究背景與動機

近年，澳門融合教育持續發展，有特殊教育需要的融合生也持續增加。根據教青局資

料顯示，近五個學年融合生從 1480人上升至 2381人，2 數值持續增加中。面對這些孩子

的特殊教育需要，政府於 2020年頒佈《第 29/2020號行政法規-特殊教育制度》，強調按學

生的特殊教育需要，依個別化教育計劃訂定學習目標，為孩子提供教學、課程、評核等特

教教學調整。3 在學術層面上有文獻顯示，融合教育要有效實施特教教學調整，關鍵在於

教師是否具有足夠的特教專業知能（即特殊教育的專業知識與技能），以及在教育過程中

是否得到足夠學校領導層所提供的學校行政支持。4 然而，影響澳門普通學校教師的特教

教學調整是否也與這兩個因素有關？澳門普通學校教師在教導融合生過程中，其特教教學

調整、特教專業知能及感受的學校行政支持等三者之間是否存在一定關係？目前仍有待我

1 董志文，教育學博士，聖若瑟大學教育學院訪問學者，澳門城市大學教育學院兼任學術人員，國際（澳

門）學術研究院教育發展研究所研究員，澳門特殊教育研究學會研究員。
2 澳門教育及青年發展局：《教育統計數據概覽 2023-非高等教育數字》，2023年 11月 24日，參見：

https://mirror1.dsedj.gov.mo/dsedj/stati/2022/c/edu_num22_part2.pdf。
3 澳門印務局：《第 29/2020號行政法規-特殊教育制度》，2020年 7月 27日，參見：

https://bo.io.gov.mo/bo/i/2020/30/regadm29_cn.asp。
4 鄧猛：《全納教育的基本要素與分析框架的探索》，載《教育研究與實驗》，2007年第 2期，第 43-4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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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深入探討。因此開展有關研究，具有重要的實務意義。

（二） 研究目的

根據研究動機，本研究之研究目的有以下五個：1）探究學校行政支持與教師特教專業

知能的關係；2）探究教師的特教專業知能與其特教教學調整的關係；3）探究學校行政支

持與教師的特教教學調整的關係；4）探究學校行政支持、教師的特教專業知能與其特教教

學調整等的三者關係；5）依據研究結果，為教師、學校及政府提供建議。

（三） 研究問題

依據研究目的，本研究的研究問題有以下四個：1）教師感受的學校行政支持與教師特

教專業知能的關係是怎樣？2）教師的特教專業知能與其特教教學調整的關係是怎樣？3）

學校行政支持與教師的特教教學調整的關係是怎樣？4）學校行政支持、教師的特教專業知

能是否能夠影響其特教教學調整？

二、文獻探討

（一） 特教教學調整的意義

普通學校為融合生提供特殊教育服務時，為何需要進行特教教學調整？這是因為普遍

來看，有特殊教育需要的融合生在學科的學習能力、學習成效上是不如普通學生，尤其像

中、英、數等主流認知性學科，融合生在有關學科學習上往往會比較吃力。因此，普通班

各項的普通教育措施與一般教育方案所提供給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支持與服務通常是不

足夠或不合適的。1 隨着融合教育理念被社會大眾所接受，讓障礙孩子能公平在普通教育

環境中學習，以減少被排斥，體現對兒童學習權利的基本尊重；因此，有越來越多障礙兒

童進入普通學校學習，這亦會使到班裡的個體差異更會擴大；教師如果要令到這些障礙孩

子能感受自己也是班裡的一員，而不是讓孩子隨班就座，則必須實施差異教學，對教學進

行各項調整，否則這些障礙孩子不單不會體驗到被尊重，還會有失敗感及被排斥感。2 所

以，為有障礙的融合生提供差異化的教學、課程、評量等特教教學調整，是普通學校推行

融合教育中所必須要做的教育措施。

（二） 特教教學調整的意涵

從特殊教育的差異化教學來看，特教教學調整是指教師為了滿足學生的需要，在教學

上會設計多元化的課程、教材，以至實施多元的教學方法、評量等。3 國外學者Wood認為，

教師利用各種調整的方法，包括調整課程與教學、調整評量、調整環境等，使有特殊教育

1 林坤燦、郭又方：《因應個別障礙學生普通教育課程與教學調整方案之試探研究-以宜蘭縣國小輕度障

礙學生為例》，載《東臺灣特殊教育學報》，2004年第 6期，第 33-64頁。
2 史亞娟、華國棟：《論差異教學與教育公平》，載《教育研究》，2007年第 11期，第 36-40頁。
3 王輝、華國棟：《論差異教學的價值取向》，載《教育研究》，2004年第 11期，第 41-4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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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學生在融合教育情境中學習，這些調整就構成了特教教學調整的要素。1 因此依據上

述有關觀點，本研究會將為融合生提供的教學策略、課程教材、評量，以至班級環境等各

樣的調整，都統稱為普通學校教師所實施的特教教學調整的重要組成部分。

（三） 特教教學調整的影響因素

過往已有研究顯示一些變項可能是影響教師的特教教學調整的因素。例如有研究顯示

女性教師在教學策略、教學情境等調整上，顯著優於男性教師，2 年齡在 45歲以下的教師

在評量情境、評量呈現方式、評量反應方式等調整上，顯著優於 46歲以上的教師，3 也有

研究顯示有進修特教研習課程的教師，其特教教學調整會顯著優於沒有進修的教師。4 此

外，台灣亦有研究顯示了學校給予的行政支持、教師感受的特教專業知能、特教教學調整

等三者之間均具有一定的互為關係。5 6 7 因此影響教師的特教教學調整因素可能眾多，本

研究將會從質性分析的方法，去探究影響澳門普通學校教師特教教學調整的因素。

三、研究設計

（一） 研究對象

本研究者採用“立意抽樣”（purposive sampling），從三所從事融合教育的學校中，

選取十位教師進行每位約 40分鐘至 1小時的個別式深度訪談。其中一所學校有 4位教師，

另兩所學校各有 3位教師。這十位教師均具有教導融合生經驗，而且健談，能為訪談問題

提供豐富真實的資料。為了盡量客觀瞭解研究問題之訪談結果，研究者從一所專為澳門普

通學校提供融合教育巡迴支援的機構中，選取兩位融合教育支援專家，進行每位約 50分鐘

左右的個別式深度訪談，以作為教師訪談資料的補充。研究對象的人稱編碼上，會採用兩

個英文字母加一個數字去代表。第一個字母為“T”或“E”，分別代表教師或專家，第二

個字母為“A”或“B”、“C”，代表教師或專家所在的學校，最後的數字，代表受訪對

1 J. W. Wood, Adapting Instruction to Accommodate Students in Inclusive Settings,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2002.
2 朱坤昱：《國小普通班教師對特殊需求學生實施課程與教學調整之調查研究》，臺中教育大學碩士學

位論文，2010年，第 122-129頁。
3 李佩蓉：《南部三縣市國中小普通班教師對身心障礙學生考試調整方式的看法與實施之調查研究》，

臺南大學，2007年，第 75-88頁。
4 洪靜怡：《國小普通班教師對學習障礙學生實施評量調整之調查研究》，臺中教育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2008年，第 85-95頁。
5 蔡樂生：《澎湖縣國民中學學校行政人員特殊教育理念之研究》，新竹教育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7
年，第 63-66頁。
6 何雅玲：《國小普通班教師實施教學調整情形與其特殊教育專業知能之關係-以特殊教育長期追

蹤資料庫為例》，新竹教育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5年，第 56-58頁。
7 陳蕙茹：《北部地區國民小學特殊教育教師學校行政支援與教學效能之研究》，臺北市立教育

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9年，第 84-8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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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的名稱代號。

（二） 研究工具

本研究的研究工具是一份半結構式訪談大綱，其好處是使受訪者能回答出研究問題的

內容，同時又能讓受訪者充分表達自己想法，提供與訪談大綱更多有用的相關資訊。1 這

份大綱除了含有與特教專業知能、學校行政支持、特教教學調整的現況問題外，也包括與

本研究問題有關的問題。受訪教師、受訪支援專家的問題均為如下：1）學校所給予的行政

支持與教師的特教專業知識、技巧有何關係？2）教師的特教專業知識、技巧與教師在融合

教育中所實施的教學、課程、評量調整、班級經營等有何關係？3）學校行政支持與教師在

融合教育中所實施的教學、課程、評量調整、班級經營等有何關係？4）您認為教師對融合

生所實施的教學、課程、評量調整、班級經營等，與教師自己的特教專業知識、技巧及學

校所給予支持的三者關係是如何？

（三） 資料收集與分析

本研究依據半結構式訪談的特點，在訪談期間，會依受訪者回答時的情形，追問與訪

談大綱有關的問題，訪談間進行全程錄音；訪談完結後，將錄音資料轉為逐字稿，然後將

有關逐字稿給予受訪者加以確認，以達到訪談資料有足夠的效度。分析資料上，研究者參

考持續比較法（constant comparative analysis）對逐字稿進行編碼，將每條訪談問題中關於

教師、專家所表示的話題加以單位化，以分類方式、概念命名來整理話題，形成每位教師、

每位專家對某個問題的“類別”；然後將該問題關於所有受訪者的“類別”歸納，形成該

個問題最終的“主題”。2 為了達到編碼有較好的質量，研究者會對編碼所得的“主題”

與訪談內容進行重覆比對，以確立最終得出的“主題”能代表被歸納的訪談內容。

四、研究結果

（一） 學校行政支持與教師特教專業知能的關係

分析受訪者訪談資料， 受訪者認為學校行政支持與特教專業知能存有關係，歸納主題

為：1）行政影響特教資訊的傳遞；2）行政影響教師進修；3）行政影響教師的溝通；4）

行政影響教師的特教態度或認知。茲述如下：

1、行政影響特教資訊的傳遞

1位資源教師（TA4）、3位普通班教師（TA3、TB3、TD2），認為學校行政支持程度，

會影響特教資訊在同事之間的傳遞，繼而影響教師的特教專業知能。如受訪者所述：

TA4:“會啊，例如學校行政可提供資訊......學校讓我們知道，現今融合教育上的大方向

1 許碧勛：《幼兒融合教育》，台北：五南圖書，2003年，第 113-122頁。
2 鈕文英：《質性研究方法與論文寫作》，台北：雙葉書廊，2015年，第 236-25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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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這樣運作......”

2、行政影響教師進修

3位學校行政（TA2、TB2、TD3）、2位資源教師（TA4、TB1）、4位普通班教師（TA3、

TB3、TD1、 TD2），認為學校行政支持程度，會影響教師進修的狀況，繼而影響教師的

特教專業知能。如受訪者所述：

TB1:“我的專業知識都主要來自培訓而習得，而培訓是因為得到學校的支 持。”

3、行政影響教師的溝通

2位學校行政（TA2、TD3）、 1位普通班教師（TD1），認為學校行政支持程度，會

影響教師之間的溝通狀況， 繼而影響教師的特教專業知能。如受訪者所述：

TD3:“當學校有較好的學校行政支持，同事之間就會有較好的氛圍去進行 溝通，這樣

也會使到同事在溝通間更快、更即時地提高大家的特教專業知識。”

4、行政影響教師的特教態度或認知

1位學校行政（TA1）、1位資源教師（TA4）、1位普通班教師（TB1）、1位融合教

育專家（EC1），認為學校行政支持程度，會影響教師對特殊教育的態度或認知，繼而影響

教師的特教專業知能。如受訪者所述：

TA1: “學校行政支持得宜可讓我更加鞏固了我對這些學生在差異上的認知。”

綜合上述可知， 學校行政支持程度，會對學校的特教資訊傳遞、教師進修、溝通、特

教態度及認知產生影響，而這過程會使到教師的特教專業知能有所改變。

（二） 教師特教專業知能與特教教學調整的關係

分析受訪者訪談資料，受訪者認為教師的特教專業知能與其特教教學調整存在關係，

歸納主題為：1）專業知能影響各類調整；2）專業知能影響教師對特教的認知。茲述如下：

1、專業知能影響各類調整

3位學校行政（TA1、TB2、TD3）、1位資源教師（TB1）、4位普通班教師（TA3、

TB3、TD1、TD2）、 2位融合教育專家（EC1、EC2），均認為教師的特教專業知能與特

教教學調整的關係，是一個因果關係，即教師的特教專業知能是“因”， 特教教學調整是

“果”。如受訪者所述：

TD2:“嗯，我學了有關知識後，又很少嘗試不倒的，通常都做到的。而那些方法再學

了後，確實可以在實際操作中作出運用。”

2、專業知能影響教師對特教的認知

1位學校行政（TA2）、1位資源教師（TA4）、2位普通班教師（TD1、TD2）、2位

融合教育專家（EC1、 EC2），均認為教師的特教專業知能的掌握程度，可影響其對特殊

教育的態度或認知，最終會影響教師的特教教學調整行為。如受訪者所 述：

EC1:“亦都是，如果我具有有關方面的知識，對於我面對不同學習障礙類型的融合生

的時候，我會更加可以去思考如何調整會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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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可知，教師的特教專業知能的程度，可能會影響教師反思其對特殊教育的認

知與態度，最終影響教師為融合生所做各項的特教教學調整。

（三） 學校行政支持與教師特教教學調整的關係

分析受訪者訪談資料，受訪者認為學校行政支持與教師特教教學調整存有關係，歸納

主題為：1）行政影響教師各類調整；2）專業知能與行政同時影響調整。茲述如下：

1、行政影響教師各類調整

4位學校行政（TA1、TA2、 TB2、TD3）、2位資源教師（TA4、TB1）、2位普通班

教師（TA3、TB3）、 2位融合教育專家（EC1、EC2），均認為教師知覺學校行政支持的

程度，可影響其特教教學調整行為。如受訪者所述：

EC2:“學校行政在此時間所作出的支持、決策，會很可能影響老師在實際評量中的操

作，亦間接影響了對融合生評量的質素。”

2、專業知能與行政同時影響調整

2位學校行政（TA1、TA2）、1位資源教師（TA4）、1位普通班教師（TD2），均認

為專業知能與行政，可同時影響教師進行的特教教學調整。如受訪者所述：

TA4:“但我相信學了新的方法後，掌握新的特教知識後，只要跟學校行政說一聲，行

政也答允的話，我就可以嘗試用新的調整方法去協助融合生。”

綜合上述可知，教師知覺學校行政支持的程度，可能會影響其特教教學調整行為。而

且此部分額外讓我們知道，學校行政支持與教師的特教專業知能，能同時影響他們的特教

教學調整行為。

（四） 學校行政支持、教師特教專業知能與特教教學調整的關係

分析受訪者訪談資料，受訪者均認為學校行政支持，與教師的特教專業知能、特教教

學調整之間存有關係，歸納主題為：1）行政支持對調整起重要作用；2）三者關係並存；3）

專業知能與行政同時影響調整；4）專業知能對調整起重要作用。茲述如下：

1、行政支持對調整起重要作用

4位學校行政（TA1、TA2、TB2、TD3）、2位普通班教師（TA3、TD2），均認為行

政在三者的關係中，會對特教教學調整起着重要的作用。如受訪者所述：

TD2:“如果學校行政是很支持，那麼行政也會提供了一個訊息，就算老師沒有這方面

的特教知識、技能都好，但你在學校打一份工，都需要做到有關事項讓學校行政看到的。

所以到最後，其實老師也會落手去做有關的調整。因此其實真的是很需要看學校行政的架

構、想法是怎樣。”

2、 三者關係並存

1位學校行政（TA2）、2位資源教師（TA4、TB1）、1位普通班教師（TA3）、2位

融合教育專家（EC1、 EC2），均認為教師所知覺的特教專業知能、學校行政支持與特教

教學調整間存在着一個並存的關係。如受訪者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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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2:“我會覺得，如果這三者都能夠平衡的話，即三項因素都具有的話，那對融合教

育是最好的。即學校行政是支持的，老師們又有相關的專業知識，亦都能將有關技巧在實

際操作中應用、調整得到的話，則對融合教育是最好的。”

3、專業知能與行政同時影響調整

3位學校行政（TA2、TB2、TD3）、2位普通班教師（TA3、TD1），均認為教師特教

專業知能、學校行政支持同時對特教教學調整起着作用。如受訪者所述：

TB2:“沒有其中一項也不能實施有關調整。即是說，可能學校在推動、支持，但老師

不一定想做，都不會成事。或者老師想做，但學校不推動、不支持，也不會成事。或者老

師想做，學校也推動支持，但老師沒有這個知識能力，也是不會成事。所以既要有學校行

政支持，老師又要有心態及具備有關知識技能，才能推動融合教育的實際操作。”

4、專業知能對調整起重要作用

1位學校行政（TB2）、1位普通班教師（TB3），均認為教師的特教專業知能對特教

教學調整起着重要作用。如受訪者所述：

TB2:“學校行政支持是融合教育實施的一個後盾，然而老師在融合教育實施中則是一

個核心，因為融合教育的一切調整是需要老師真的將其知識、技能運用出來的。”

綜合上述可知，學校行政支持、教師的特教專業知能與特教教學調整等三者間都具有

一定關係，而且學校行政支持與教師的特教專業知能，可能也會對他們為融合生所實施的

特教教學調整行為產生影響。

五、綜合討論

（一） 結果討論

本研究顯示，學校行政支持、教師的特教專業知能與其特教教學調整等三者之間具有

互為的關係。而且，研究顯示了針對學校行政支持與特教教學調整的關係上，以至學校行

政支持、教師特教專業知能與特教教學調整的關係上，均可以歸納出“專業知能與行政同

時影響調整”的共同主題，說明這兩者很可能可以對特教教學調整產生影響。綜合訪談結

果可知：澳門普通學校中，領導層所提供的學校行政支持與教師的特教專業知能，都可以

同時對特教教學調整產生影響，亦即是說，特教專業知能、學校行政支持可能是影響教師

特教教學調整的重要因素。

過往，本澳曾有量化研究顯示，融合教育中的學校行政支持、教師特教專業知能、教

師特教教學調整等三者之間均具有顯著的正相關，學校行政支持與教師特教專業知能均可

以對其特教教學調整產生顯著的預測力；1 相關延伸的研究顯示，學校提供的行政支持能

1 董志文：《教師特教專業知能、學校行政支持與特教教學調整之關係-以澳門普通學校教師為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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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影響了教師的特教專業知能後，再影響教師的特教教學調整；1 學校行政支持能夠在教

師的特教專業知能對特教教學調整的影響中起着調節作用。2

而本研究是以質性的訪談分析後，發現與上述量化研究有類似的結果。依據訪談結果

的分析，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教師為融合生提供特教教學調整之前，實在需要具有良

好的特教專業知識與技能，這當中需要具有為融合生提供教學調整、課程調整、評量調整、

班級經營調整等各項的知識與技巧，同時也需要具有正向的特教理念與態度，因為只有具

有這些足夠的知識與理念，教師才能夠為融合生實施各項的特教教學調整。同時，在支援

融合生的過程中，也需要得到學校提供充份的行政支持，如果學校沒有給予足夠的各項支

持，則教師就難以為融合生實施各項調整；反之，在支援融合生的過程中，學校為教師提

供足夠的資訊、精神上的支持，則可能使到教師有更佳的融合教育態度與認知，繼而使到

他們為融合生提供更合宜的特教教學調整。

（二） 研究限制

本研究以質性研究的半結構式訪談，以引證過往相關量化研究中所發現的學校行政支

持、教師特教專業知能、特教教學調整等的三者關係。雖然訪談資料得到受訪者再度檢閱，

保證了足夠的效度。然而，資料在編碼上，未能找到另一位編碼員對訪談資料進行編碼，

因此研究並不能保證編碼具有足夠的一致性信度，此為本研究的不足。同時，影響教師特

教教學調整的因素很多，本研究只是能夠呈現特教專業知能、學校行政支持是影響教師特

教教學調整的重要因素。未來其他研究者需要在此基礎上訂立更加細緻的研究設計，以找

出影響澳門普通學校教師特教教學調整的其它因素。

（三） 建議

依據上述的研究結果，本研究有以下建議：

1、教師

本研究顯示，教師的特教專業知能與特教教學調整具有一定的關係，且有關專業知能

可以對教師實施的特教教學調整產生積極的影響。因此從事融合教育的澳門普通學校教師，

實在有需要不斷提高自身的特教專業知識與技巧，平時可以多與在融合教育上資深的同工

進行溝通，多向有經驗的同事請教，並需積極參加政府所舉辦的融合教育培訓課程與工作

坊。工作中亦需要經常總結、反思自己的不足，通過政府培訓、校本融合教育培訓、自我

研習等方式，努力提高自己的特教專業理念、知識與技能。對於所任職的是一所參與融合

教育資助計劃的學校，教師更需要多向駐校的巡迴支援人員作出請教，因為這些融合教育

專家能夠給予我們寶貴的知識及經驗。因此，做到以上這些，將有利於普通學校教師為融

《澳門研究》，2022年第 2期，第 95-110頁。
1 董志文：《澳門普通學校教師的特教專業知能、學校行政支持、特教教學調整的關係：基於結構方程

模型的驗證》，載《社會科學前沿》，2023年第 12卷 2期，第 902-913頁。
2 董志文：《澳門普通學校教師的特教專業知能與特教教學調整的關係：基於學校行政支持、實質性支

持的調節效應》，載《社會科學前沿》，2023年第 12卷 6期，第 2931-2940頁。



81

合生提供更合宜的教學、課程內容、評量等多元調整。

2、學校

本研究顯示，學校行政支持與特教教學調整具有一定的關係，且對教師的特教專業知

能產生正向作用，同時還能對教師的特教教學調整產生影響。因此學校領導層實在需要有

系統、有規劃地為前線教師提供各種不同類型的支持。依據社會支持理論的觀點，1 學校

領導層可以為教師提供情感性、訊息性、自尊性、實質性的支持。情感性支持上，領導層

需要為教師提供正向的融合教育理念與觀點；訊息性支持上，需要為教師提供各類的融合

教育培訓資訊，同時在校內營造大家都有溝通合作的氛圍，容許教師之間就融合生的問題

展開對話與交流；自尊性支持上，當教師在跟進融合生期間面對挫敗時，作為行政的領導

者需要對有關教師給予鼓勵與安慰；實質性支持上，學校領導層需要為教師提供實務的幫

助，例如允許教師採用巡迴支援人員的建議，必要時針對有關教師的工作量，通過調減上

課節數、或協助教師跟進有情緒行為問題的融合生。

3、政府

政府方面，重點是向學校領導層宣傳為前線教師提供學校行政支持的重要性。除了在

校長儲備培訓課程、學校中高層培訓課程中強調學校行政支持的觀點外，更需要在有關課

程教授如何為教師提供各類型的支持。另外，在《學校運作指南》上，可以制訂相關學校

行政支持的指引。這樣將有利於領導層為前線教師作出支援。

1 J. S. House,“Social Support and Social Structure,”Sociological Forum, Vol. 2, No. 1（1987）, pp. 135-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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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社會理論的視角談自殺行為及預防策略

羅琨瑜1

一、前言

2014年世界衛生組織提出預防自殺是全球性公共衛生議題，據統計全球每 40秒有一人

自殺，每次自殺有 135人遭受強烈悲痛或受到其他方面受影響，包括自殺者的親友及鄰人，

更有社會傳染性，自殺未遂者可能出現不同程度的身心損害甚或長期殘疾（世界衛生組織，

2014，2019；於樂樂、李雨潔，2019）。根據澳門保安司（2023）向傳媒發佈的 2023年全

年罪案情況可見，自殺死亡個案為 88人，筆者計算得出粗自殺死亡率2為 12.8，已接近世

界衛生組織所說的高自殺危險地區的臨界值，較過去十年間的粗自殺死亡率更高（見圖 1），

粗自殺死亡率有不斷上升的趨勢。

圖 1 過去十一年澳門自殺死亡人數及粗自殺死亡率統計圖（由筆者整理）

在疫情持續的影響下，對澳門的社會、經濟、市民的身心健康都帶來很嚴重的影響，

市民較容易出現焦慮情況、家庭關係變得緊張，衝突會持續及增多，市民有急切性的需要

1 羅琨瑜，澳門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學會理事長。
2 粗自殺死亡率為自殺死亡人數/中期人口數 X100000，世界衛生組織指出自殺死亡率高於每十萬人中 13
人自殺死亡者屬於自殺高危險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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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處理疫情帶來的負面情緒及改善精神健康。衛生局（2024）指出，自殺的原因錯綜複雜，

往往涉及精神疾病、心理學因素、社會經濟因素、家庭因素、人際關係因素，以及生物遺

傳因素等。有不少學者都嘗試去瞭解自殺者自殺的原因，本文嘗試從不同的社會理論去探

討澳門的自殺行為，從而提出預防策略。

二、文獻綜述

有關自殺的相關理論研究很多，從不同的學術領域均可作為探討自殺行為的視角，例

如塗爾幹（Emile Durkheim）從社會學角度探討自殺行為、貝克（Aaron Temkin Beck）從心

理認知的角度去探討自殺、黃勢璋（2012）從經濟角度去探討自殺等。筆者嘗試從社會學

中常見的理論去解釋自殺的行為，這些社會理論包括：畢生發展理論、理性選擇理論、關

係理論、社區賦權理論、社會網絡理論、關係理論、人本主義理論和正念理論等七種。

（一）畢生理論與自殺

韓布斯及朱莉琪（2012）認為畢生發展理論有三大特點：1.發展是畢生的過程，是一個

多維度、多功能的動動態系統；任何一種行為發展都有其生長和衰退的時候，不是功能增

長的單向運動，而是獲得與失去同時進行的動態過程。2.發展高度可塑，所有年齡的人都能

發展某些技能以補嘗他正在降低的某種能力，他提到由於個體生活條件和經驗的變化，發

展由多重影響系統共同決定，個體發展的任何一個過程都受年齡階段、歷史階段和個人生

活經歷的影響。3.必須聯合有關人類發展的其他學科（例如人類學、生物學、社會學、醫學

等）才能更深入地探索及理解人的心理發展。

筆者發現學者們多數會以畢生發展理論中的兩種模型來解釋人類的自殺行為，分別是 1.

選擇性優化與補償模型（Selective Optimization with compensation,SOC）、2.控制模型。（韓

布斯、朱莉琪，2012）它解釋，在人的發展裡會因年齡階段的不同而會面對不同的轉變與

發展，也套用了 Erickson的人生發展八階段的理論給予任務，一但未能適應，便會產生問

題，特別提出中年人士開始進入老化階段所帶來的改變包括生理及認知機能下降，因此很

多中老年人士自殺行為出現，當然某程度上也與他們患上了抑鬱症有關,具體而言，這些發

現儘管人們普遍認為自殺行為和抑鬱是老化的邏輯後果，但事實上，這些經驗不是規範性

的。“選擇性優化”和“補償”的研究表明有一些老年人可以成功衰老並適應不斷變化的

環境，他們成功克服與老化相關的損失。“選擇性優化”是指因為隨著年齡的增加，人們

會選擇一些他們認為對自己有益的活動或學習來提升自己“補償”是指當人們在生命中缺

少了某樣東西，會採取另一種東西去取代之或替補，將損失減免得最少（Amy Fiskea, Alisa

A. O’Rileyb, 2016）。

從畢生發展理論中的“選擇性優化”和“補償”的解釋，當他們在自殺行為可能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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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思考認為自殺是處理問題最好的選擇方法，這一觀點與理性選擇理論有些類似。同時，

自殺死亡可能存在著某種“補償”的意義，但這需要再進一步作實證研究。

此外，畢生發展理論還關注個體在不同生命階段的需求和滿足感。如果個體在某個階

段的需求得不到滿足，例如情感需求、自我實現需求等，他們可能會感到沮喪和絕望，從

而產生自殺的念頭或行為。

人的一生，有始有終，在這條人生的道路上，你怎麼走？怎樣活？雖然會受環境所影

響，但最後還是取決於自己的選擇，在這個人生中，總會面對生活上的轉變，生老病死也

是自然的現象，如果能早一點為中年人士灌輸生死的認知，及早讓他們做好老年化的生涯

規劃，提升他們的適應能力，鼓勵強身健體，相信能大大減低他們因為轉變而帶來的煩惱

與擔憂，成功適應老化，減低生理及心理帶來的困惑，甚至降低自殺行為的產生。

（二）理性選擇理論與自殺行為

理性選擇理論認為社會上的各種現像是由個體行為所產生的結果，而這些個體的行為

是基於個人的理性選擇，Warms, Richard L., McGee, R. Jon （2015） 引用了 Rafael Wittek

的文章 Rational Choice Theory 中指出這種個人的理性選擇的關鍵因素有三大方面：1.個人

偏好、2.信念、及 3.約束。當中有三個很重要的假設：1.個人有自私的偏好，2.最大化自己

的效益，3.充分利用自身的資訊獨立行動。簡單來說，即是個人在決定之前會為自己進行充

分的分析，並選擇對自己最有利的方案。在經濟學上來說即是主觀的期望效益，並設立了

一個公式：

EU=P（S）*G-P（F）*L

當中 EU是主觀利益期望值，P是概率，S是成功，G是獲得，F是失敗，最後 L是損

失，這公式最初是利用理性選擇理論運用在經濟學上，認為個人在作出選擇之前會先考慮

成功的機率和所賺取的是否大於失敗的機率乘以損失，這個過程是經過個人偏好、信念及

限制條件所影響。

有學者認為自殺者採取自殺的行為及方式是經過理性選擇，考慮自殺死後對其本身會

不會帶來效益，而採取什麼形式去進行自殺會受到自身的偏好所影響，例如夠不夠快、痛

不痛等等。而且自殺者在剎那間的情緒失控情況下，個人的思考會變得較為偏激，雖然他

們會為自殺的行為進行效益分析，當下他們可能以為死了對他們來說會更好，但因為危機

的時間很短暫，沒法讓自殺者有深思熟慮的機會，同時因為他們將注意力他們往往會作出

了不合理的決定或低估了自殺的後果，例如：一些犯罪後而自殺的人。有學者 Pratt認為行

為的結果並非完全都依據個人理性判斷，個人的衝動、自我控制、經驗、正式與非正式的

社會控制等等均會對之影響（Pratt，2008）。

許明耀、楊曙銘（2017）曾從理性選擇理論來探討員警酒後駕車的現象，並利用蔡德

輝、楊士隆（2017）提出的情境犯罪預防方法，以一個有系統、完善的方法對犯罪環境加

以管理、設計以阻絕犯罪的發生，目的並非去改變犯罪者的意念，而是去阻擾其犯罪的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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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結果發現除了個人特性外，當下情境狀況也對於行為決意過程中扮演重要的關鍵。雖

然有些國家會將自殺視為犯罪行為，目前仍有好多國家及地區就自殺是否犯罪未有很清晰

的界定，但情境的介入某程度上可為自殺者提供更多的預測來計算得失，從而達到阻擾自

殺行為的發生。但筆者認為這理論所指的“理性”並非我們常說的在客觀的條件下，不受

個人情緒所影響的思考，而是充滿著個人色彩在內；正如筆者工作中常遇到不少自殺個案

認為自己的自殺行為是經過深思熟慮，這種深思熟慮的想法往往會讓個案誤認為自己是處

於理性的情況下作出自殺的決定。顯然對他們來說，他們所認為的理性是來自於自殺者的

主觀判斷和有限度的。

（三）社區賦權與自殺行為

根據宋暉（2014）的解釋，社區賦權是指培養社區能力，賦予社區以自我發展的權力

Wallerstien & Bernstien 在“社區賦權、教育參與和健康簡介”的文章中提到社區賦權是作

為社區衛生改革的基礎，他們認為社區賦權是一種社會行動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個體和團

體會在社會和政治環境的改變情況下去採取行動，以掌握自己的生活，而這種改變的過程

可能發生在地區、機構和基於個體和團體所存在的社區中，賦權或社區賦權是一種首選用

法，因為賦權發生在社會環境中，因此體現了互動的變革過程，其中，參與變革的人們的

機構和社區也發生了轉變。 社區賦權建設不是針對個人和社區以及整體社會需求，而是針

對個人和社區變革，同時，社區賦權是社會轉型過程所必需的，他們認為因應社區的多種

定義，以及我們如何對待社區工作（從社會計劃到社會行動以及不同地方的發展）的差異，

也影響了我們實施綜合公共衛生模式的方式。如果沒有社區對話和圍繞問題定義和解決方

案的決策參與，政策變更（無論是社會經濟因素還是特定風險因素的減少）都無法促進社

區賦權（Wiley & Sons，1994）。

在生活中，會很多問題發生在社區中，而我們需要就這些問題現象給了命名及定義，

探究問題的成因及尋求解決的辦法，並採取行動，當中會涉及到社區參與。李聲吼（2007）

認為人們能對自己的生活表達意見或積極參與，即是賦權，仍是社會工作實務中的一個焦

點，並提出了賦權理論有兩個假設：

1.所有的人類具有潛能，即使在極端挑戰的情景中；

2.所有人類會遭受某種程度的失能情況，社工應用賦權原理，在工作上聯結能力和失能

（Powerlessness）以使案主與環境在轉變的過程中能得到協助。

他認為賦權（Empowering）基本上是指一個個人、家庭或社區獲得能力或力量，並引

述 Breton在 1994年所說：“賦權是指一個人具有能力去影響加諸在其生活上的不同力量。”

綜合而言，賦權有助於改善社區問題，以社區自殺為例，筆者認為可以在自殺案件發

生的社區中，一方面灌輸有關預防自殺的資訊，教授社區市民學習辨識有自殺危機的人士，

例如“生命守門人課程”，另一方面加強社區的資源運用及在社區中增加“珍惜生命、預

防自殺”的宣傳，期望將珍惜生命變成社區文化之一，運用文化傳播的力量，由居民散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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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去，通過社區居民或社區組織的共同參與，塑造珍惜生命社區環境。

（四）社會網絡理論與自殺

張慧儀（2004）歸納了國內外學者就有關社會網絡的定義，認為社會網絡是指人與人

之間的接觸所形成的社會關係，個人所認定互有親密關係的人形成社會網絡的結構，其結

構可解釋個人的社會行為。它可以區分為結構面的網絡結構與行動面的網絡功能，而且不

同的網絡結構會影響到網絡功能。在網絡結構的特性中，包括：社會整合、組成成分、關

係品質、大小、頻率、互惠性、強度、持久度、密度、同質性等。Borgatti & Ofem（2010）

提出社會網絡分析中的關係類型學說，在關係的類別裡提出三種關係類型，分別是相似性

（Similarities），例如同一地區、同一個屬會等；社會關係（Social relations），例如血緣關

係、朋友、上司、同儕等；精神關係（Mental relations），例如情感、認知等。在社會網絡

的闡述了它的組成部分，提出了領域和層次的解釋，包括二元層次（Dyad level）、結點層

次（Node level）、組織和網絡層次（Group/network level）。

由此可見，從社會網絡理論的建構來說，個體自己本身及他的周圍都存在著不同的結，

是一種結構形態，說明在社會環境中所存在的關係是可以拆解成不同的部份來解釋，以弱

連結為例，如果個體的連結是弱連結較多，即反映著個體所獲得的社會支持或較難獲得社

會資源，依據社會網絡理論的論述，我們可以把自殺者視為存在著社會中的一個結，並由

此作為延伸和結相連的對應部分有哪些，來分析自殺者所處的環境是否能獲我足夠的支援，

這和關係理論有著相依的關係，就有如協助案主進行心智圖（Mind-Map）。

（五）關係理論與自殺

從關係理論的角度來說，個體需要與其他人聯繫，而聯繫的好與壞不是取決於結果，

而在建立關係中的過程，提及到社會關係是人格發展的核心，如果在建立關係中有一個積

極的歷程，那人們的人格發展會變得非常積極的結果。周育滕（2015）特別地強調在諮商

過程中的關係取向對輔導的影響，藉以瞭解在諮商輔導的過程中諮商者與個案之間所呈現

的關係模式，輔導成效受關係模式所影響，例如依附、情感轉移等，甚至在諮商中建立同

盟，這樣有助於同理生活困擾，進行生命課題的探索與協助案主洞悉自己。

由此可見，面對自殺危機的個案，諮商員需與個案建立良好的諮詢關係，並且能讓個

案在這個諮商輔導的過程中獲得情感的依附，甚至是諮商員與案主能成為同盟，共同解決

和麵對個案的問題，這樣更能與個案進行生命探索與協助案主洞悉自己，深入探討自殺背

後的意念及生命意義。

（六）人本主義理論與自殺

人本主義是用來研究整個人，它是對整個人的研究和理解的途徑，是屬於人類整個生

命的課程，需要對人整個生命歷史去瞭解，當中人本主義與存在主義存在著很重大的關連，

是探討人存在與意義的學問，更確切地說，存在主義是構成人本主義心理學的基本哲學思

想，並與馬斯洛（Maslow）的需求層次論中提到人的存在是有被接納和歸屬的需要，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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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實現的傾向有關，羅‧ 洛梅（Rollo May）認為人存在是有其目的性和意圖性，是自我和

動力的核心，人類經歷了自己的身份，即自我的認同，因此他認為以人為中心、自我等是

人本主義心理學的重要觀念，並認為人有發展的潛能，有改變自己的能力，他認為人的創

造力是人本主義心理學的核心概念 （Buhler，1971）。

因此，筆者認為我們可以採用人本主義理論的核心思想，以當事人為中心，運用同理

心、瞭解自殺者自殺背後的原因，找出讓個案自己的核心問題，瞭解個案的需要為首要的

任務。再配合正念理論來處理自殺者的情緒。

（七）正念理論與自殺

正念練習可以追溯到 2500年前的佛教傳統文化，早期的佛教的四念處或四念住，在佛

教傳統的靜心分類中，四念處靜心可分為“止的靜心”和“觀的靜心”，有兩個有趣的研

究檢驗了正念靜心對於處在情緒情境中的注意力控制能產生幹擾作用，研究一，以 28位正

念靜心者觀看會激發情緒的照片，照片出現 1或 4秒後會聽見聲音，他們需盡快地辨別聲

音的高低，結果發現正念靜心經驗愈多的受試者，愈快能辨別聲音的音調，以此來推斷較

不受照片透發的情緒幹擾，研究二則以 82位參加者分為正念靜心組、放鬆組和後備控制組，

結果顯示，從情緒幹擾作業來看，相對於控制組和放鬆訓練組，正念靜心組在七週訓練後，

對於來自不愉悅圖片的情緒幹擾顯著減少（溫宗堃，2017）。Sipe, W. E., & Eisendrath, S. J.

（2012）提到的論述主要是要描述正念認知療法的運用機制及如何將這治療法作為調節和

控制情緒和焦慮病患者，並論述有關的這理論的最新發現，他們提到正念認知治療法對於

抑鬱症患者預防病情復發有幹預的作用，它的功效與抗抑鬱藥相似。陳語、趙鑫、黃俊紅、

陳思佚、周仁來（2011）的論述提到正念冥想對情緒有調節的作用，可調節個體的負面情

緒，促進個體正向情緒，提出“再感知模型”、“正念應對模型”、“推動性上升螺旋模

型”以及“正念情緒調節模型”，他們從生物學的角度解釋正念冥想可以促進左側前額葉

腦區啟動增強，涉及的腦區主要包括背外側前額葉皮層（DLPFC）和背內側前額葉皮層

（DMPFC）。

面對著自殺危機的人，當他們意識到無法再承受任何情緒的時候，易對生命產生無望

感，而無望感是預測自殺行為與自殺意念的重要指標（Smith, Alloy, &Abramson, 2006）。

因此，筆者認為正念理論可以處理自殺者的情緒，是可以減少對情緒刺激的延長反應，能

對情緒能產生調節的作用，讓有自殺意念的人先處理其因壓力或悲傷所帶來的情緒有助延

後他們採取自殺行為，這理論可運用在處理經常有自殺想法的人作為預防自殺的介入。

三、總結及建議

關於自殺理論的多樣性及其在分析個別自殺事件和廣泛自殺現象時的參考價值，從精



88

神分析、社會學、經濟學、生物學到綜合性的觀點，它們各自為我們提供了不同的解析視

角。當我們多了解這些理論，相信能為從事教學和心理諮詢工作的教師和輔導師具有很大

的助益，也可以幫助我們更全面、深入地理解自殺行為，並為預防和干預自殺提供有力的

理論支援和實踐指導。

從上述七種社會理論來看，筆者認為可以分為解釋自殺行為的理論和介入處理的理論

兩大類，解釋自殺行為的理論包括：理性選擇理論、畢生理論、社會網絡理論，而作為介

入處理的理論包括：關係理論、社區賦權理論、人本主義理論和正念理論。綜合上述文獻，

筆者就自殺問題，提出若干建議：

（一）如果要就自殺行為進行幹預，需要從正面的態度與自殺者探討自殺的行為，並

嘗試提供自殺者一些有助益的資訊，讓自殺者能有更豐富的資訊讓他們作出理性分析。

（二）運用情境界入，讓自殺者能為自己當下決定進行預演，從而獲得更多的預測結

果來計算得失效益。

（三）早一點為市民灌輸生死的認知，及早讓市民做好老年化的生涯規劃，提升他們

的適應能力，鼓勵強身健體，相信能大大減低他們因為轉變而帶來的煩惱與擔憂，成

功適應老化，減低生理及心理帶來的困惑，甚至降低自殺行為的產生。

（四）提升社區中個人、家庭、社區組織對自殺行為的認識和介入方法，將生命守門

人課程變成家傳戶曉的知識，提高市民對自殺者的辨識；

（五）多利用移動通訊平臺例如Wechat、whatsAPP等設立社區群組或大廈群組，增加

社區居民間的交流與互動，增加睦鄰關係，以便達到及早發現、及早介入、及早預防

的功能；

（六）社區組織主辦一些有關應對社區自殺問題的討論會議，讓社區市民發表意見及

共同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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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編 輯：劉成昆

副總編輯：江 華

編輯部設在澳門媽閣街中山新邨第三座 17/D

電話：00853－2852 6255 傳真：00853－2852 6937

電郵：macaumyra@gmail.com

六、文稿一經發表，即致薄酬（大學生習作也適當支付稿酬）。本刊有權在其他場合

編輯採用。

七、本刊堅持學術自由原則，文責自負。所發表觀點不代表本會及編輯部意見。

八、本刊只接受通過電子郵件（本刊編輯部電子郵箱為 macaumyra@gmail.com）以文

字檔傳來的稿件，手寫稿件一律不收；由於版面的原因，每篇稿件字數請控制在 5,000 至

10,000字。

九、本刊特設“學者微語”欄目，以發表短小精悍、觀點獨特鮮明的學者文章，每篇

稿件字數在 1,000至 1,500字。

十、本刊特設“大學生習作”欄目，並安排專家對習作進行點評。

十一、本刊編輯部對選用文稿有權進行必要體例規範工作，倘作者有所保留，請在來

稿中說明。

《澳門新視角》編輯部

二〇二四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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